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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偏微分法的实证分析



●　张　超，蒋天颖

（宁波财经学院 金融贸易学院，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１７５）

摘　要：基于浙江省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县域城乡收入比数据，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刻画浙江县域城乡收入
差距空间格局特征，同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偏微分法验证相关因素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研究发现：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异显著，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具有显著全局正相关关系，呈空间集

聚态势；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冷点区始终处在浙江北部县域，热点区长期位于浙江中南部县域，具有显著空间二

元结构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对本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信息化水平和金融发展

规模对本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除产业结构升级和基础设施水平外，其余因素均会对邻近县域

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最后从四个方面提出缩小浙江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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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人民生活不断改

善，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

体持续扩大，但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城乡区域

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近年来，中国居

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虽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也始

终保持在０．４６以上，在全球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来

看，已严重超过０．４的国际警戒线。城乡收入差

距扩大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推力，它

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始终维持在５０％左右，

且有增长态势［１］。国家统计局统计报告数据显

示：２０１６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３３６１６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１２３６３

元，二者相差２１２５３元。如此之大的城乡收入差

距，不仅会制约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还会威胁到

社会的公平与安稳。因此，未来如何遏制我国城

乡收入差距扩大乃至最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亟需解答并且关系

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历来也是国内外学术界关

注的热点话题。国外学者主要从城乡收入差距的

经济增长效应与影响因素两层面展开研究：城乡

收入差距的经济增长效应层面，美国知名经济学

家库兹涅茨在１９５５年便刻画出收入差距的“倒Ｕ

型”曲线，且发现长期的收入分配不均将阻碍产

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２］，Ｖｏｉｔｃｈｏｖｓｋｙ（２００５），

ＦａｄｉＦａｗａｚ等（２０１４）、Ｂｅｎｏｓ（２０１８）等的研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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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验证了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对国民经济增长具

有抑制作用［３－５］；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层面，

Ｋａａｓａ（２０１２）、Ｎａｙａｋ等（２００５）、Ｈａａｎ等（２０１７）研

究发现经济发展、城市化、人口结构、受教育程度、

政府干预、文化环境、金融发展、对外贸易等是影

响城乡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６－８］。国内学者主要

集中于城乡收入差距度量［９］、经济增长效应研

究［１０］、空间格局演变探析［１１］、主要影响因素考

察［１２－１３］等多个层面，其中对城乡收入差距与产业

结构升级、地方政府干预、城市化进程、金融发展、

对外开放等关系的研究较为充足［１４－１７］。研究方

法上，泰尔指数［１８］、变异系数［１９］、回归分析［２０］等

方法被广泛采用；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探索

性数据分析［２１］、空间计量模型［２２］逐渐兴起，但较

少被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当中。研究尺度上，

基于省域、市域尺度研究全国、四大经济带、三大

经济圈的较多，基于市域尺度研究省域也比较常

见，但基于县域尺度研究省域并不多见。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是全国经济增长速

度较快和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目前浙江正着

力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浙江经济已迈向“增长中高速、质量中

高端”的新轨道。近年来，浙江改革发展成果正

在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但是城乡区域

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仍然突出，俨然已成为制约浙江经济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巨大障碍。目前，国内学者对浙江城

乡一体化发展做了诸多研究［２３－２４］，但却很少关

注浙江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此外，探索性数据

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很少被用于城乡收入差距

研究中，且基于县域尺度研究省域城乡收入差

距问题的文献并不多见。基于此，文章以浙江

省６９个县域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探索性空间数

据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偏微分方法，对浙江城

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做深入研

究。这一做法不仅可以丰富城乡收入差距的县

域尺度研究成果，还可通过揭示浙江城乡收入

差距演变规律，为缩小浙江城乡收入差距、促进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县域发展的协同性和

整体性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支持。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１．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用于探究浙江县域城乡收入

差距的空间关联程度，进而反映空间集聚特征。

常采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作为测度指标，计算公式［２５］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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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ｘｉ、ｘｊ分别为县域 ｉ和县域 ｊ的城乡收

入差距值；ｘ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均值；Ｗｉｊ为空间权

重矩阵；ｎ为县域数量。Ｉ值所在范围为［－１，

１］，该值越接近１，意味着空间正相关程度越高；

该值越接近－１，意味着空间负相关程度越高；若

该值为０，意味着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为了更好判定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

布的高值和低值集聚情况，引入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Ｇｉ指

数作为测度指标，计算公式［２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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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ｘｊ为县域城乡收入差距；Ｗｉｊ为空间权

重矩阵；ｎ为县域数量。

２．空间杜宾模型

学术界通常采用的空间计量模型集中于空间

误差（ＳＥＭ）、空间滞后（ＳＡＲ）以及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ＳＥＭ和 ＳＡＲ模型分别考虑了解释变量

和被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而ＳＤＭ模型更为全

面地考虑了所有空间相关性，因此，文章选用空间

杜宾模型对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进行

实证研究，ＳＤＭ一般形式［２６］如下：

Ｙ＝ρＷＹ＋αｌｎ＋Ｘβ＋θＷＸ＋ε （３）

式中：Ｙ表示被解释变量；ρ为空间自回归系

数；Ｗ为空间权重矩阵；ＷＹ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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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项；Ｘ为解释变量；β和 θ为解释变量系数；

ＷＸ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α为常数项，ｌｎ为

ｎ×１阶单位矩阵；ε为误差项。

３．空间效应分解

由（３）式可以看出，空间杜宾模型同时引入

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意味着

一个地区的解释变量不仅会影响本地区被解释变

量，还会潜在地影响其他地区被解释变量，因此，

不能直接利用回归结果去分析解释变量对被解释

变量的影响。借鉴 Ｌｅｓａｇｅ＆Ｐａｃｅ（２００９）［２７］提出

的空间回归模型的偏微分方法，从空间杜宾模型

的总效应中分离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前者反

映对本地区的影响，后者反映对其它地区的影响。

为获得以上两种效应，对空间杜宾模型一般形式

进行如下变形：

Ｙ＝（１－ρＷ）－１αｌｎ＋（１－ρＷ）
－１（Ｘｔ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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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Ｓｒ（Ｗ）＝Ｖ（Ｗ）（Ｉｎβ＋Ｗθｒ），Ｖ（Ｗ）＝（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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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５）式转换成矩阵形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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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６）式，由ｙｎ对本地区的 ｘｎｒ求偏导数得

到直接效应，等于矩阵 Ｓｒ（ｗ）中对角元素的平均

值；由ｙｎ对第 ｍ个地区的 ｘｍｒ求偏导数得到间接

效应，等于矩阵Ｓｒ（ｗ）中非对角元素的平均值。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区域包括浙江省１１个地级市的县

级市、市辖区，共计６９个县域单元。考虑到县域

数据的可得性，采用城乡收入比（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作为度

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数据主要源于２００６—

２０１６年《浙江省统计年鉴》以及县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于２００６年缺少义乌市相

关数据，２０１３缺少绍兴县及上虞市相关数据，因

此还参考了２００７年《义乌市统计年鉴》以及２０１４

年《绍兴市统计年鉴》。

　　三、浙江省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空
间格局特征

　　（一）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演变

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将浙江县域城乡收入

比值划分为５类：低收入比（小于２）；较低收入

比（２～２．５）；中等收入比（２．５～３）；较高收入

比（３～３．５）；高收入比（大于３．５）。借助 Ａｒｃ

ＧＩＳ１０．２软件对浙江县域城乡收入比的空间分

布格局进行可视化处理，并绘制浙江各县域城

乡收入比分布图。由于篇幅有限，本文选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６年三个时间点进行分析（见

表１和图１）。
表１　各类县域城乡收入比的数量分布

类型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６年

低城乡收入比县域 ８ ２０ ４４

较低城乡收入比县域 ３２ ３２ ２５

中等城乡收入比县域 １６ １４ ０

较高城乡收入比县域 ８ ３ ０

高城乡收入比县域 ５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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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的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

距空间变化格局，从五类分区看，低、较低城乡收

入比县域范围不断扩大，高、较高城乡收入比县域

范围逐渐缩小，说明浙江省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不

断提高，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从时间跨度来

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各类分区数量变化较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年更为显著；从空间稳定性来看，北部地区

为较为稳定的低城乡收入比区，南部地区变化明

显，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较为迅速。这些特征反映

了近年来浙江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由北向

南扩展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与浙江自然分区和

社会经济发展呈明显的耦合关系。

（二）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聚类格局分析

借助ＳＴＡＴＡ１２软件计算出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浙

江省６９个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全局自相关指数，

结果见表２。

图１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６年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演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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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浙江县域城乡收入比的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和全局Ｇ指数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Ｉ Ｅ（Ｉ） Ｚ（Ｉ） ｐ（Ｉ） 年份 Ｇ（ｄ） Ｅ（Ｇ） Ｚ（Ｇ） ｐ（Ｇ）

２００５ ０．５３１ －０．０１５ －４．４７９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４ ３．５８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０．５２３ －０．０１５ －４．６２６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年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４ ４．０１６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０．４７２ －０．０１５ －４．９１７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年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４ ４．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０．４５７ －０．０１５ －５．０６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４ ４．０７４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０．４５１ －０．０１５ －５．１６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４ ３．９６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０．４３４ －０．０１５ －５．４４４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４ ４．１４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０．４０３ －０．０１５ －５．９３５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４ ４．２１４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０．４０９ －０．０１５ －５．９０４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年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４ ４．１６５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０．４０７ －０．０１５ －５．９９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４ ４．１３５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０．４４２ －０．０１５ －５．６８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４ ３．０５６ ０．００２

２０１５ ０．４５１ －０．０１５ －５．６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４ ２．９６５ ０．００３

２０１６ ０．４３２ －０．０１５ －５．８８５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４ ２．９１３ ０．００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均显著大于０，

呈现出全域正相关关系，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相

似的县域（高高或低低）呈空间集聚态势。浙江

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呈“下降—上

升—下降—上升—下降”波动态势：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呈不断下降趋势，从０．５３１降至

０．４０３，反映此时期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集聚

状态持续减弱；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呈

“上升—下降”趋势，２０１２年由 ０．４０３稍增至

０．４０９，到２０１３年又微降至 ０．４０７，说明此时期

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集聚趋势虽有变动但总

体较为稳定；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Ｍｏｒａｎ’ｓＩ值持续

上升至０．４５１，意味此阶段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

距集聚状态不断加强；２０１６年，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减

少至０．４３２，表明此时期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集聚态势有所弱化。总体上，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一直保持在０．４以上，可见研究期

内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趋于集聚且呈现出自

我强化的态势。鉴于 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只能用于反

映相似值与非相似值间的空间集聚，需借助全

局 Ｇ指数辨别空间上的集聚属于高值集聚还是

低值集聚。表２显示出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的 Ｇ（ｄ）

值均大于 Ｅ（Ｇ）值，且 Ｚ值显著，反映出浙江县

域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高值集聚的现象。

全局自相关限于反映城乡收入差距在总体

上的空间集聚或分散程度，并未考虑到地区的

局部空间异质性，难以全面揭示县域城乡收入

差距的内部特征及其空间关系。为进一步探究

浙江城乡收入差距空间集聚的明显位置及区域

相关的程度，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计算浙江县

域城乡收入差距的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Ｇｉ指数值，并按

自然断点法分为 ５级（次冷点区、冷点区、随机

分布区、热点区、次热点区），生成浙江县域城乡

收入差距的空间冷热点分布图，见图２。由于篇

幅有限，本文选取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６年三个时

间点进行分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

冷热点区呈现出团块状的空间分布，热点区和

次热点区一直处在浙江南部山区县域，大多数

分布在丽水、金华一带，少数分布在衢州及温州

一带，这些山区县域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土地资

源较为匮乏，可供工业大规模开发的资源不足，

严重制约当地工业发展，进而导致经济发展滞

后、农村落后、农民生活贫困。冷点区和次冷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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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则聚集在浙江北部县域，冷点区范围表现出

扩大态势，意味着浙江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呈现

出缩小之势。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浙江城乡收入差距

的冷热点分布无太大变动，浙江南部县域城乡

收入差距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北部县域一直处

于较低水平，但局部区域和类型之间的变动较

为显著。临安市城乡收入差距呈先扩后缩的态

势；舟山市辖区呈先缩后扩的态势；安吉县、绍兴市

辖区、绍兴县、宁波市辖区、上虞市、余姚市、岱山

县、嵊泗县、仙居县、庆元县、青田县、云和县和缙云

县呈不断缩小的趋势；诸暨市、平阳县、金华市辖

区、兰溪市、永康市、苍南县、瑞安市和龙游县呈不

断扩大的趋势。总的来说，浙北地区属于冷点和次

冷点的集聚区，浙南地区属于次热点和热点集聚

区，进一步证实了浙江城乡收入差距的南北差异较

大，且空间二元结构显著。

图２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６年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冷热点演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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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浙江省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影
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因素变量及指标选择

由上述分析可知，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呈现

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这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的结果。为更加系统地测度各个因素对县域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在现有相关文献基础之

上［６，２８－３０］，并结合浙江城乡收入差距发展现状以

及县域数据的可获得性，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浙江

县域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

第一，经济发展因素。这里主要考虑三个指

标———人均 ＧＤＰ、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开放度。人

均 ＧＤＰ（ＰＧＤＰ）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常用指标，能

直接揭示区域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经济的均衡度；

城镇化水平（ＵＲＢ）是衡量城市化发展进度和经

济发展状况的量化指标，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来表征；对外开放度（ＯＰＥＮ）以“对外贸

易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比重”来衡量，且人民币对

美元的汇率按各年平均价进行折算。经济发展程

度高的县域的城乡资源配置相对平均，城乡居民

收入差别不大，城乡收入差距往往较小，因此，人

均ＧＤＰ、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均有利

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故预期系数符号均为负。

第二，经济干预因素。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

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度上，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并用 ＧＯＶ来表示该指

标。经济增速始终是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关键参

考指标，而发展城市经济更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

因此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更倾向于城镇区域，且该

指标值越大，城乡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故预期系数

符号为正。

第三，金融发展因素。金融发展通过影响收

入分配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主要考虑两个指

标，一是金融发展规模（ＦＩＳＣ），以“金融机构存贷

款余额之和占 ＧＤＰ比重”来表征；二是金融发展

效率（ＦＩＥＦ），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

之比”来表征。预期这两个变量系数符号为正。

考虑到自身利益，金融机构往往选择将有限的资

本投入到盈利性更高的城镇地区，进一步加深了

农村地区资本的短缺性，因此城镇居民更易获得

信贷资本，增加了城镇居民收入来源，进而扩大城

乡收入差距，故预期系数符号为正。

第四，其他控制因素。一是产业结构升级

（ＩＮＳＵ），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来表

示。一般来说，产业结构升级越快，就会拉动更多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进而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的作用，故预期系数符号为负。二是信息化水

平（ＩＮＦ），以“人均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来表示。

在当前信息社会背景下，信息化成为扩大城乡收

入差距的关键推力，故预期系数符号为正。三是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ＩＮＦＲＡ），以“每万人境内公

路里程”来表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有利

于降低城乡之间商品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成

本，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因此交通

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故预

期系数符号为负。

（二）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结果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证明了浙江县域城乡收

入差距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性和空间结构性，因

此，需要建立空间计量模型。经 ＷＡＬＤ检验得

出，ＳＤＭ可简化为 ＳＬＭ（Ｗａｌｄ检验：１０３．１５，Ｐ＜

０．０１）和 ＳＥＭ（Ｗａｌｄ检验：８３．２４，Ｐ＜０．０１）的假

设均不成立，故本文选用空间杜宾模型。由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显示，具有固定效应的空间杜

宾面板模型最优，而固定效应模型包括空间固定

效应、时点固定效应以及双固定效应模型三种，我

们依据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自然对数函数值检

验等确定最优选择为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面板模

型。为避免传统 ＯＬＳ方法因未考虑变量内生性

问题导致的估计结果偏误，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方

法（ＭＬ）用于估计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并借助 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６ａ软件进行模型估计，估

计结果见表３。由于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将被解释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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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均纳入回归分析

中，因此估计系数不能直接用于反映解释变量对

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需要借助偏微分方法将空间

溢出效应分解成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期更加

科学地衡量各因素对浙江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

域内和区域间溢出效应。

　表３ 双固定效应空间面板杜宾模型（ＳＤＰＭ）及模型分解

变量 ＳＤＰＭ模型
ＳＤＰＭ模型分解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１４４（－４．９７２） －０．１３９（－４．６１２） －０．０８９（－２．３０２） －０．２２８（－７．３３０）

ＬＮＵＲＢ ０．０２２（０．９３７） ０．０１１（０．４７１） ０．１５６（４．５００） ０．１６７（４．５５３）

ＬＮＯＰＥＮ －０．０２０（－３．００４） －０．０１８（－２．５３５） －０．０３３（－３．７１５） －０．０５１（－５．７９１）

ＬＮＧＯＶ ０．０１１（０．４７３） ０．００３（０．１１２） ０．１１４（３．１３７） ０．１１７（３．５８２）

ＬＮＦＩＳＣ ０．０２８（１．５９０） ０．０３０（１．７８３） －０．０３８（－１．６８８） －０．００８（－０．３３１）

ＬＮＦＩＥＦ ０．００１（０．０４６） ０．００７（０．３８７） －０．０９７（－２．９８０） －０．０９１（－２．７４６）

ＬＮＩＮＵ －０．０３３（－１．１７３） －０．０３２（－１．１７１） ０．００５（０．１７０） －０．０２８（－０．８４７）

ＬＮＩＮＦ ０．０５９（３．９８８） ０．０５５（３．６４４） ０．０７２（３．３４８） ０．１２６（６．９２１）

ＬＮＩＮＦＲＡ －０．０２７（－１．７３５） －０．０２６（－１．５７９） ０．００１（０．０５８） －０．０２５（－１．７０３）

Ｗ×ＬＮＰＧＤＰ －０．１３７（－３．３５０） － － －

Ｗ×ＬＮＵＲＢ ０．１８４（４．５４７） － － －

Ｗ×ＬＮＯＰＥＮ －０．０４３（－４．３９７） － － －

Ｗ×ＬＮＧＯＶ ０．１３４（３．４１３） － － －

Ｗ×ＬＮＦＩＳＣ －０．０３７（－１．３８２） － － －

Ｗ×ＬＮＦＩＥＦ －０．１１１（－３．０１５） － － －

Ｗ×ＬＮＩＮＳＵ －０．００３（－０．０７８） － － －

Ｗ×ＬＮＩＮＦ ０．０９８（４．０９７） － － －

Ｗ×ＬＮＩＮＦＲＡ －０．００４（－０．２０９） － － －

ρ ０．５６９（１９．２２） － － －

Ｒ２ ０．９２１ － － －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从直接效应来看，ＰＧＤＰ、ＯＰＥＮ、ＦＩＳＣ和 ＩＮＦ

是影响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要素。ＰＧＤＰ

的直接效应值为－０．１３９，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

检验，符合预期假设，是影响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

距空间分布的首要因素，说明浙江城乡经济发展

中人均收益增加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关键意

义，也凸显出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支撑作用；ＩＮＦ

的直接效应值为０．０５５，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

验，符合预期假设，是影响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空间分布的第二因素，说明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扩

大了浙江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反映出信息化在

浙江城乡之间的融入差异较大，产生了城乡数字

鸿沟，使得信息化为城镇创造的价值远超过乡村，

信息化的负面影响随之呈现出来；ＦＩＳＣ的直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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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值为０．０３０，且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检验，符合

预期假设，是影响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

布的第三因素，说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拉大了

浙江城乡收入差距。由于金融规模扩张的受益者

主要是城镇居民，而农村居民享受到的金融资源

和服务极其有限，导致金融发展不仅未能较好地

促进农民增收，反而拉开了城乡收入差距。ＯＰＥＮ

直接效应值为－０．０１８，且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检

验，符合预期假设，是影响浙江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空间分布的第四因素，说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

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是由于浙江全面参

与国际分工和资源全球化配置，承接和发展了大

部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工业，即使附

加值较低，但极大吸引了广大农村地区劳动力通

过“候鸟式迁徙”实现转移就业，丰富了农村低技

能劳动力的收入来源，有效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

收入，进而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推进

作用。

从间接效应来看，ＰＧＤＰ、ＵＲＢ、ＯＰＥＮ、ＧＯＶ、

ＦＩＳＣ、ＦＩＥＦ和ＩＮＦ是影响其他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的重要因素。ＰＧＤＰ的间接效应值显著为

－０．０８９，说明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空间溢出效

应。可能是由于本县域的高经济增长吸引了邻近

县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加入，从而增加了邻近县

域农村居民的收入，最终缩小了邻近县域城乡收

入差距；ＵＲＢ的间接效应值显著为０．１５６，意味着

本县域的城镇化水平越高，对邻近县域的城乡收

入差距拉大作用越强。可能是由于本县域城镇化

水平的提高会加剧邻近县域的农村富人迁入城

市，导致邻近县域农村居民平均水平随之降低，进

而扩大了邻近县域城乡收入差距；ＯＰＥＮ的间接

效应值显著为－０．０３３，表明本县域的对外开放程

度越大，对邻近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越

大。可能是由于本县域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加

快各相邻县域以及城乡之间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

要素的流动，进而缩小了邻近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ＧＯＶ的间接效应值显著为０．１１４，说明本县域的

政府干预拉大了邻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是

由于本县域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不仅影响了自

身产业结构变迁和城乡收入分配，还会导致邻近

县域城乡资源配置进一步扭曲，最终扩大了邻近

县域城乡收入差距；ＦＩＳＣ和 ＦＩＥＦ的间接效应均

显著为负值，可能是由于本县域金融发展规模的

扩大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让周边县域中低收

入者享受到金融服务，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周边县

域低收入者增加收入，进而缩小了邻近县域城乡

收入差距；ＩＮＦ的间接效应值显著为０．０７２，表明

本县域信息化水平对邻近县域城乡收入差距产生

扩大作用。可能是由于本县域信息化水平的提升

导致了数字差距的出现，使邻近县域的城镇居民

收入得到优先发展，而邻近县域的农村居民所享

服务却大打折扣，进而扩大了邻近县域城乡收入

差距。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浙江省６９个县域面板数

据，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探索性空间分析等

方法系统刻画了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时空分异特

征，并选取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讨了主要影响因

素，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浙江低、较低

城乡收入差距县域范围不断扩大，高、较高城乡

收入差距县域范围逐渐缩小；浙北地区为较为

稳定的低城乡收入差距区，浙南地区城乡收入

差距下降趋势最为明显。总体展现出近年来浙

江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由北向南扩展的

规律性。

第二，从空间聚类格局来看，浙江县域城乡

收入差距分布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呈

现空间集聚态势；浙江城乡收入差距的冷热点

分布呈现出组团状的空间结构，热点区和次热

点区一直处在浙江南部山区县域，冷点区和次

冷点区则聚集在浙江北部县域，总体上冷热点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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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无太大变动，但在局部区域及类型之间的

变动较为显著。

第三，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估计结果来看，经

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规模以及信

息化水平是影响本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布的

关键因素。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对

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规模、金融

发展效率以及信息化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

应，是影响邻近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重要

因素。

依据以上研究结论，并结合浙江实际情况，提

出以下四点政策性建议：

第一，从经济发展层面缩小浙江城乡收入

差距。一是全力建设杭州、宁波、温州、金华—

义乌四大都市区，加快集聚高端要素、高端产

业，增强中心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带动周边县

区、特色小城市、卫星城镇的一体化发展，大力

推进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进而带动农

村经济更快发展。二是加大对浙西南地区尤其

是农村等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欠

发达地区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积极引导县域间

的产业有序转移，促进生产要素向欠发达地区

的合理流动和梯度转移，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的协同发展格局。三是积极推动精准扶贫与

浙江绿色发展相结合。浙江一些县域生态环境

基础脆弱又相对贫困，要坚持以绿色发展为核

心，以打造现代产业新体系为目标，大力发展绿

色扶贫产业，带动贫困人口增收。

第二，从对外开放层面缩小浙江城乡收入差

距。一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

浙江农业劳动生产率短板，进而增强农产品的国

际竞争力，改善农业综合效益，促进农民收入较快

增长。二是进一步扩大落后地区的对外开放，加

快浙中、浙西南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优化农村地区吸引投资硬件环境，认真实施

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改善

农村地区吸引投资软件环境，积极引导外资在浙

中、浙西南地区适度发展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促进当地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

第三，从金融发展层面缩小浙江城乡收入差

距。一是地方政府需增强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支持

力度，一方面政府应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

槛，积极倡导民间资本在农村地区建立新型金融

机构；另一方面，政府应减免农村金融机构的相应

税收，适度减少农村金融结构的融资成本和农民

的借贷成本。二是扩大农村金融资源的有效供

给，增强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

的“三农”金融事业部对乡村振兴的支撑力度，将

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

第四，从信息化层面缩小浙江城乡收入差距。

一是完善农村等欠发达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立

健全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投入机制，进一步加快

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网络建设进程，提高农村居

民的互联网覆盖率，缩小与城镇居民之间的差距。

二是利用信息技术不断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一

方面推进农业生产智能化，实现农业生产往消费

导向转变，另一方面推进农业经营网络化，大力发

展农村电子商务。通过优化农村地区信息环境，

深化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助推浙江农

村等贫困地区经济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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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黄素心，王春雷．广西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研

究———基于１４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Ｊ］．经济经

纬，２０１１（６）：３２－３６．

［２１］潘竟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城乡收入差距时空分

异格局［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４（６）：６０－６７．

［２２］侯新烁，杨汝岱．政策偏向、人口流动与省域城乡收

入差距———基于空间异质互动效应的研究［Ｊ］．南开

经济研究，２０１７（６）：５９－７４．

［２３］康胜．城乡一体化：浙江的演进特征与路径模式［Ｊ］．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０（６）：２９－３５．

［２４］王宏志，黄欢欢，徐新良，等．基于３Ｓ技术的城乡一

体化进程监测评价方法及应用———以浙江嘉善县为

例［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７（４）：５６３－５７２．

［２５］蒋天颖，华明浩，张一青．县域经济差异总体特征与

空间格局演化研究———以浙江为实证［Ｊ］．经济地理，

２０１４（１）：３５－４１．

［２６］张廷海，王点．工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与地区增长

差异———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Ｊ］．经济经

纬，２０１８（１）：８６－９１．

［２７］ＬｅｓａｇｅＪＰ，ＰａｃｅＲＫ．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ｅｔ

ｒｉｃｓ［Ｍ］．ＢｏｃａＲａｔｏｎ：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５１３－５１４．

［２８］武小龙，刘祖云．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研

究———基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省级 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的分析

［Ｊ］．当代经济科学，２０１４（１）：４６－５４，１２５－１２６．

［２９］刘晓光，张勋，方文全．基础设施的城乡收入分配效

应：基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Ｊ］．世界经济，２０１５（３）：

１４５－１７０．

［３０］景守武，陈红蕾．ＦＤＩ、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Ｊ］．世界经

济研究，２０１７（１０）：５５－６４，１２２，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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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对外开放能否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技术创新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

●　张婷婷１，江小国１，２

（１．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安徽 马鞍山 ２４３０３２；２．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安徽 马鞍山 ２４３０３２）

摘　要：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ＧＭＭ模型，采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长江经济带１１省市的面板数据，以技术创
新为中介变量探讨贸易对外开放、资本对外开放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二者对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贸易对外开放因抑制技术创新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向影响，资本对外开

放因促进技术创新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影响。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政府干预、人力资本与城镇化对产业结

构升级具有正向效应，而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负向效应。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提升对外贸易结构、提高招商引资

质量、加强自主创新、深化结构改革等方面，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技术创新中介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异质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１３；Ｆ１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３１０

　　一、引言

长江经济带横贯中国东、中、西部，覆盖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

南、贵州等１１省市。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５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

划纲要》，为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政

策性基础。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６日，习近平主持召开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指出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是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战略，要正确

把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破除旧动能和培

育新动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等关系，使长江经

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生力军和重要引擎。为此，长江经济

带各省市要充分利用地理优势、产业优势和政策

支持，深刻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打好“创新驱

动”、“对外开放”两张牌，发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

的重要战略作用。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创新投入

力度不断加大，２０１６年长江经济带的 Ｒ＆Ｄ经费

投入为７０２３亿元，与上年同比增长１２．４％，占全

国Ｒ＆Ｄ经费投入总额的４４．８％，但从创新效率

来看，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处于相对较低的

水平。为此，长江经济带在注重创新投入的同时，

更要注重提高创新效率，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长江经济带要利用独特

的地理区位优势，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

近些年，长江经济带进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

总额总体上呈不断增长态势：２０１６年长江经济带

货物进出口总额为１０．３万亿元，占全国货物进出

口贸易总额比重４２．５％。长江经济带聚集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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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外商

直接投资水平快速增长，如２０１８年１—５月，长江

经济带区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５０６０家，实际

使用外资２５７．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４．６％。一般

认为，对外开放能够通过技术溢出、竞争示范等效

应的作用，促进国内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的

提升，催生新兴产业，提升产业结构。然而，我们

所观察到的只是整体现象，其中的机理性、异质性

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进而为长江经济带更有效

地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提供依据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

有关对外开放、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

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

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成果的视角探讨技术创

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

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王海兵等，

２０１６）［１］。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动力（付

宏等，２０１３）［２］，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Ｍａｒｉａ，

２０１８）［３］。技术创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变了

产业发展所需的要素结构（陶长琪等，２０１６）［４］，

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同时也改造了传统落后产

业（时乐乐等，２０１８）［５］，推动产业结构从要素驱

动向创新驱动方向演进（蔡玉蓉等，２０１８）［６］。

另一方面，是从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的

视角探讨对外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扩大

对外开放在短期内可以促进资本加快扩张，推动

外资水平不断提高，优化东道国资本存量结构，从

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单俊辉等，２０１６）［７］；也有

学者认为扩大开放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

著（李娜等，２０１６）［８］。但从长期发展来看，资本

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质的调整，从而对

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推动作用（Ｍａｒｙ等，２０１１；

傅强等，２０１４）［９－１０］。与此同时，扩大对外开放加

强了国际间技术交流与合作，使各国优质产品走

向世界的同时，能发挥在东道国的技术转移和技

术溢出效应（杨丹萍等，２０１６）［１１］。先进技术的国

际间转移可以直接给东道国带来产业技术革新

（Ｎａｄｉａ等，２０１６；Ｑａｙｏｏｍ等，２０１８）［１２－１３］，而且通

过先进管理经营理念、人力资本流动等溢出效应

能间接地提高技术创新能力（Ｋｕｏ等，２０１４）［１４］。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对外开放

没有显著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张少军等，

２０１３）［１５］。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某些特定行业，

同时也将对外贸易结构局限于发展低端制造业，

这些都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偏斜（蔡海亚等，

２０１７）［１６］。另外，在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作用的同

时，也存在着技术“挤出效应”，这一效应会加剧

对外国技术的依赖，这种技术依赖会抑制产业自

主创新能力发展，从而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章潇

萌等，２０１６）［１７］。

综上所述，大多学者都基于技术创新或对外

开放的单一角度来研究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

系，或是将两者都纳入考虑范围，但鲜见考虑技术

创新对于对外开放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

应，因而难以厘清其中的机理性、异质性问题。本

文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从贸易、资本两个视

角探讨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

的关系，揭示对外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

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对策建议。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市场

竞争的不断升级，扩大对外开放与提高技术创新

这两大发展浪潮交织在一起相互推进。长江经济

带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对外开放是其发展的重要战

略，但对外开放能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有关文

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来看，尚未有一致的结论。这

可能与对外开放的内容有关。技术创新是推动产

业结构升级的最重要因素，为此本文以对外开放、

技术创新作为核心变量，同时纳入其他因素作为

控制变量，建立三阶段面板数据模型，对长江经济

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第

一，选取贸易对外开放、资本对外开放、Ｒ＆Ｄ经费

投入、固定资产投资、政府干预力度、人力资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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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城镇化水平等七个因素（其中，贸易对外开

放、资本对外开放属于对外开放活动变量，Ｒ＆Ｄ

经费投入属于技术创新活动变量），建立基本静

态面板数据模型，如式（１）所示，对长江经济带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也为

接下来的模型设定奠定基础。第二，在式（１）的

基础上，加入对外开放和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建

立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静态面板数据模

型，如式（２）所示，用于考察贸易对外开放、资本

对外开放通过技术创新中介效应对长江经济带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第三，考虑到产业结构

升级会存在惯性效应，前期的结构升级会对后

期结构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在式（２）中加入被解

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并且为了更好的处理内

生性问题以及提高模型估计效率和准确性，建

立动态面板数据 ＧＭＭ模型如式（３）所示，以控

制历史条件对变量自身变动的影响，从而提高

实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ｉｎｄｕｓｉｔ＝λｉ＋γｔ＋α１ｉｎｎｏｉｔ＋α２ｔｒａｄｅｉｔ＋α３ｆｄｉｉｔ
＋β１ｉｎｖｅｓｔｉｔ＋β２ｇｏｖｉｔ＋β３ｈｕｍｉｔ＋β４ｕｒｂａｎｉｔ＋εｉｔ

（１）

ｉｎｄｕｓｉｔ＝πｉ＋φｔ＋α１ｉｎｎｏｉｔ＋α２ｔｒａｄｅｉｔ＋α３ｆｄｉｉｔ
＋α３ｉｎｎｏｔｒａｄｅ＋α４ｉｎｎｏｆｄｉ＋β１ｉｎｖｅｓｔｉｔ＋β２ｇｏｖｉｔ
＋β３ｈｕｍｉｔ＋β４ｕｒｂａｎｉｔ＋τｉｔ （２）

ｉｎｄｕｓｉｔ＝ωｉ＋υｔ＋α０ｉｎｄｕｓｉｔ－１ ＋α１ｉｎｎｏｉｔ＋

α２ｔｒａｄｅｉｔ＋α３ｆｄｉｉｔ＋α３ｉｎｎｏｔｒａｄｅ＋α４ｉｎｎｏｆｄｉ＋

β１ｉｎｖｅｓｔｉｔ＋β２ｇｏｖｉｔ＋β３ｈｕｍｉｔ＋β４ｕｒｂａｎｉｔ＋ξｉｔ （３）

其中，ｉ代表长江经济带各个省份，ｔ表示时

期，ｉｎｄｕｓ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ｉｎｎｏ为技术创新

指标，ｔｒａｄｅ为贸易对外开放指标，ｆｄｉ为资本对外

开放指标，ｉｎｖｅｓｔ为固定资产投资指标，ｇｏｖ为政

府干预力度指标，ｈｕｍ为人力资本水平指标，ｕｒ

ｂａｎ为城镇化水平指标，λｔ、πｔ、ωｔ为个体效应，γｔ、

φｔ、υｔ为时间效应，εｉｔ、τｉｔ、ξ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ｉｎｄｕｓ）。国外学者通常采用

里昂惕夫投入产出表、霍夫曼系数以及钱纳里标

准结构等方法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但这些方法

都要求数据的时间跨度非常长。国内学者主要采

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修正的泰尔指数、第三产业

与第二产业产值比、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Ｍｏｏｒｅ

结构变动指数等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由于

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选取的指

标既要体现产业结构的变化，又要体现产业层次

的变化，同时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获取性，为此，

本文采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衡量产业结构升

级，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ｉｎｄｕｓ＝Σ
３

ｉ＝１
ｙｉ×ｉ，１ｉｎｄｕｓ３ （４）

式（４）中，ｉ＝１、２、３，分别代表第一、二、三产

业，ｙｉ表示第ｉ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ｉｎ

ｄｕｓ值在１到３之间，数值越靠近１表明产业结构

水平越低，数值越靠近３表明产业结构水平越高。

２．解释变量

（１）技术创新（ｉｎｎｏ）。对技术创新的衡量方

法主要包括投入法和产出法。投入法主要利用

Ｒ＆Ｄ经费投入、Ｒ＆Ｄ人员投入（付宏等，２０１３）［２］

等指标来衡量区域技术创新水平；产出法主要利

用新产品产值（时乐乐、赵军，２０１８）［５］、专利授权

数（温军等，２０１２）［１８］等指标来衡量区域技术创新

水平。地区创新投入与 Ｒ＆Ｄ经费投入有紧密的

联系，Ｒ＆Ｄ经费投入可以一定程度上代表地区创

新水平（Ｂｅｒｃｈｉｃｃｉ，２０１３）［１９］。本文采用各地区

Ｒ＆Ｄ经费支出占地区总产值比重作为区域技术

创新水平的衡量指标。

（２）贸易对外开放（ｔｒａｄｅ）。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产业结构升级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将国外的知识

技术进行转移引入，获得国外知识技术溢出效应，

同时也加速了技术转移的实现，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王丽等，２０１６）［２０］。但是低端国际贸易可能会

形成锁定效应进而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本文根据

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采用各地区的进

出口总额占地区总产值比重作为贸易对外开放的

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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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资本对外开放（ｆｄｉ）。资本对外开放能够

通过吸引外商投资而获得技术学习、模仿创新的

机会和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

产业竞争力（范承泽等，２００８）［２１］。而且可以通过

吸引外资增加资本存量，扩大技术投资。本文根

据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采用实际利用

外商投资额占地区总产值比重作为资本对外开放

的衡量指标。

３．控制变量

（１）固定资产投资（ｉｎｖｅｓｔ）。一个产业的发

展离不开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与产业结

构存在一定的关联度。为了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

级，要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固定

资产投资，以促进相应产业加快发展，并拉动相关

中间产业发展。本文采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占地区总产值比重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衡量

指标。

（２）政府干预力度（ｇｏｖ）。地方政府可以通

过财政支出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进而对产业结

构升级产生影响作用（赵勇等，２０１５）［２２］。若政府

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行为适度，则会促进地区经济

发展，从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若政府过度干预经

济活动，可能会阻碍发展甚至会造成一定程度的

产业趋同效应，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本文

采用各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总产值比重作为

政府干预力度的衡量指标。

（３）人力资本水平（ｈｕｍ）。人力资本作为新

时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要素禀赋之一，会对地区

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深刻影响。地区技术创新不仅

需要经费投入的支持，更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投入支持。高质量的人才具有创造性和增值性，

可以把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财富，从而推动产业

结构升级（胡昭玲，２０１７；蔡玉蓉等，２０１８）［６，２３］。

基于高等学校在校生是一个地区的潜在人力资本

的考虑，本文采用地区总人数每百人中高等学校

在校人数比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指标。

（４）城镇化水平（ｕｒｂａｎ）。城镇人口的规模

集聚效应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之一（武春

友等，２０１０）［２４］。城镇化推动着就业和产业结构

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升级的

重要影响因素（张晓燕等，２０１５）［２５］。本文采用地

区城镇常住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城镇化

水平的衡量指标。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特征

由于各地区Ｒ＆Ｄ经费支出在２０１０年之后的

统计口径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２０１０年之前的

统计口径为大中型工业企业，本文考虑到数据的

有效性、可获取性以及统计口径一致性，选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长江经济带１１省市的数据进行分

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

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考察期

内有关省市的地区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部分指

标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完善。各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结构升级 ｉｎｄｕｓ ７７ ２．３３２ ０．１１６ ２．１８５ ２．６９４

技术创新 ｉｎｎｏ ７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２

贸易对外开放 ｔｒａｄｅ ７７ ０．３１３ ０．３５９ ０．０３２ １．４７２

资本对外开放 ｆｄｉ ７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固定资产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 ７７ ０．７４６ ０．２２１ ０．２４０ １．１２１

政府干预力度 ｇｏｖ ７７ ０．２２７ ０．０７５ ０．１１６ ０．４０２

人力资本水平 ｈｕｍ ７７ １．８０８ ０．３９８ ０．９３０ ２．４５１

城镇化水平 ｕｒｂａｎ ７７ ０．５４３ ０．１４１ ０．３３８ ０．８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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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证结果与结论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由于使用不平稳数据进行面板回归会出现伪

回归的结果，所以在进行面板模型回归之前，需要

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验证面板数据的

平稳性。本文研究对象为长江经济带１１省市，研

究时期是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由于研究对象较少且为

短面板数据，故采用 ＨＴ检验和 Ｆｉｓｈｅｒ－ＡＤＦ检

验。变量一阶差分后的数据均显著拒绝原假设，

不存在单位根，这说明该面板数据是平稳的。检

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ＨＴ检验 结果 ＡＤＦ检验 结果

Δｉｎｄｕｓ ０．０５６ 平稳 ４７．３５１ 平稳

Δｉｎｎｏ ０．３０９ 平稳 ３１．７２５ 平稳

Δｔｒａｄｅ ０．１７６ 平稳 ４１．４３４ 平稳

Δｆｄｉ －０．４３５ 平稳 ４４．００８ 平稳

Δｉｎｖｅｓｔ ０．０６０ 平稳 ３６．４３３ 平稳

Δｇｏｖ ０．０５３ 平稳 ５１．２３６ 平稳

Δｈｕｍ ０．０６６ 平稳 １８５．９８９ 平稳

Δｕｒｂａｎ －０．５００ 平稳 ３７．９３９ 平稳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下同。

　　由表２面板数据在ＨＴ检验和Ｆｉｓｈｅｒ－ＡＤＦ检

验的结果来看，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符合协整

关系检验的条件，因此可以对变量之间做协整关系

检验。如果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可以建立面板

数据回归模型。本文采用 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两步法

进行协整检验。第一步对式（１）进行ＯＬＳ估计，得

到残差项，第二步对上述残差序列做 ＡＤＦ单位根

检验。结果显示残差项在１％显著水平下是平稳

的，即表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协整关系，可以

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协整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协整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检验 结果

残差ｅｉ ５４．３３７ 平稳

　　（二）实证结果

本文数据采用 ｓｔａｔａ１３．０软件进行实证研究，

对长江经济带１１省市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的面板数据

进行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表明适合选择固定效应

模型。考虑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变量之间

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性，本文中的主要

解释变量对外开放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可能存在

双向因果关系；且考虑到产业结构变迁往往有其自

身内在的惯性，前期的调整会对后期产生一定影

响，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存在也会导致

解释变量与扰动项相关，若这时再采用一般面板回

归估计方法，则得到的估计结果是有偏的，所以先

后采用差分ＧＭＭ法和系统ＧＭＭ法对模型进行估

计。差分 ＧＭＭ易受弱工具变量的影响，而系统

ＧＭＭ能够较好地克服弱工具变量问题，最重要的

是系统ＧＭＭ（ＳＹＳ－ＧＭＭ）可以有效地解决模型变

量的内生性问题，所以本文最终以系统ＧＭＭ法的

结果为准。具体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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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中，列（１）、（２）、（３）是未引入对外开放与技术

创新交叉项时的结果，列（４）是引入贸易对外开放

与技术创新交叉项的结果，列（５）是引入资本对外

开放与技术创新交叉项的结果，列（６）是同时引入

贸易对外开放、资本对外开放与技术创新交叉项的

结果。列（７）、（８）是分别采用差分ＧＭＭ法和系统

ＧＭＭ法对模型估计的结果。

表４中列（２）、（３）、（７）、（８）的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数值的 ｐ值结果表明，接受“所有工具变量均有

效”的原假设。ＡＲ（１）的Ｐ值均小于０．１，表明在

１０％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的原假

设，即变量之间存在一阶自相关；ＡＲ（２）的ｐ值均

大于０．１，接受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原假设。根

据列（８）的Ｓａｒｇａｎ检验以及 ＡＲ（１）、ＡＲ（２）检验

可以得出结论：模型中工具变量的选择设置合理，

模型识别有效。

　表４ 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ＦＥ Ｄｉｆｆ－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ＦＥ ＦＥ ＦＥ Ｄｉｆｆ－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ｕｓ

Ｌ．ｉｎｄｕｓ
－ ０．４８４ ０．５７５ － － － ２．３６０ ５．２００

－ （０．１３） （０．１７） － － － （０．８６） （１．８７）

ｉｎｎｏ
０．０４８ ０．２０８ ０．１８２ ０．１２０ －０．１１３ －０．０５６ ０．４３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４５） （０．０８）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５ －０．１２６ ０．１４０ －１．７５５ －５．３５１

（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８９） （１．６６）

ｆｄｉ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８ －０．００３ ０．８３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２５）

Ｉｎｎｏｔｒａｄｅ
－ － － －０．１３２ － －０．２３８ ０．３３９ －５．６８３

－ － － （０．０６） － （０．０６） （０．３７） （１．７６）

Ｉｎｎｏｆｄｉ
－ － － －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８ ０．７５３

－ － － －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２３）

ｉｎｖｅｓｔ
０．０９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８４ ０．１８９ ０．２０８ －１．６９９ －１．１４０

（０．０７）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６２） （０．４０）

ｇｏｖ
０．７９４ ０．４６１ ０．３８９ ０．６０９ ０．７１５ ０．３４７ ２．９７０ ８．９２８

（０．２８） （０．２６） （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２６） （０．２５） （０．９６） （２．７４）

ｈｕｍ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１ １．８１１ １．６６１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５８） （０．５３）

ｕｒｂａｎ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０２５ ０．８７０ ０．７１１ ２．０３８ ２．１７９ ２．２７２ ４．８６８ １０．９９０

（０．０８） （０．２４） （０．３１）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８） （１．１８） （３．３２）

ＡＲ（１）
－ －２．６３８ －２．５８０ － － － ２．２８８ １．７１１

－ （０．０１） （０．０１） － － －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７）

ＡＲ（２）
－ １．１８３ １．３１１ － － － ０．６２４ ０．４５３

－ （０．１３） （０．１１） － － Ｎ ７７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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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 ９．７１２ ９．５４９ － －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 （０．７８） （０．９６） － － － （１．００） （１．００）

Ｎ ７７ ５５ ６６ ７７ ７７ ７７ ５５ ６６

Ｒ２ ０．６２７ － － ０．６５５ ０．６８８ ０．７６４ － －

　　注：括号中数值为稳健标准误，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结果为过度识别的检验值，ＡＲ（１）、ＡＲ（２）分别表示一阶和二阶差分残差序列的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Ｂｏｎｄ自相关检验。

　　（三）结论分析

首先，贸易对外开放通过技术创新中介效

应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向影响。根据表４中

列（８）的结果可以看出，贸易对外开放与技术创

新交叉项在１％的显著水平下，对产业结构升级

具有负向影响，说明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结构

与产业结构升级要求不协调，主要还是以低技

术含量的产品出口为主，由于这些产品对技术

创新能力要求不高，从而导致贸易对外开放对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力不强。在现有市场盈

利水平下，企业没有技术创新的动力，产生低端

锁定效应和国外市场依赖，结果对产业结构升

级产生阻碍作用。

其次，资本对外开放通过技术创新中介效应

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影响。根据表４中列

（８）的结果可以看出，资本对外开放与技术创新

交叉项在１％的显著水平下，对产业结构升级具

有正向影响，说明长江经济带通过吸引外商直接

投资，形成技术转移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竞争和

示范效应，并通过国外先进技术、经营理念与管理

经验的内生化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但也

要正视可能会出现的一定程度上对国外技术的依

赖问题。

再次，产业结构升级的自身惯性效应与技术

创新驱动效应。根据表４中的估计结果，产业结

构升级滞后一期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升

级存在惯性效应，前期产业结构改变对后期产生

动态影响，为此要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保持

一定的升级态势，以实现良性循环。技术创新在

１％的显著水平下，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驱动

效应，Ｒ＆Ｄ经费支出占区域总产值比每增加１％，

产业结构升级增加０．０６３％。技术创新作为经济

增长的内生动力，可以直接转化为更先进的生产

力，不仅提高了生产要素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经

济效率，而且能够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促进新

兴产业加快发展。

最后，政府干预、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对产业

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控制变量中，政府干预、人力

资本、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固定

资产投资具有负向影响。首先，政府财政支出占

总产值比每增加１％，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增加８．

９２８％。政府能够通过财政支出、产业政策等手段

引导和调节资源配置，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发

挥优化作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其次，每百人中

大学生人数占比每增加１％，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增加１．６６１％。高质量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的源

泉，一个地区拥有的高质量人力资本越多，其科技

转化能力越强，更能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再

次，城镇化水平在１％的显著水平下，对产业结构

升级也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城镇化所带来的人

口、资金、技术等要素和产业的集中集聚，能有效

促进二三产业互动融合，尤其能带动服务业加快

发展。最后，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占总产值比每增

加１％，对产业结构升级有１．１４０％的抑制作用。

说明长江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在整体上与产

业结构升级要求不匹配，为此，今后固定资产投资

—９１—

张婷婷，江小国 对外开放能否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



要着眼于加强传统产业整合与改造提升、打造优

势产业集群，以及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发展现代服

务业，以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

五、政策建议

（一）扩大对外开放，优化长江经济带对外贸

易结构

对外贸易结构的不同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

不同的影响，长期以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为主的

贸易结构，会造成低端锁定和对国外市场依赖的

恶性循环，使企业失去创新动力，抑制产业结构升

级。为此，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要积极推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领域的对外贸易，推

动本地产业与境外企业对接融合，从而获得技术

溢出效应和先进经验；尤其要推动高新技术产业

和优势产业走出国门，深入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

和产业链条重构，加快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进而实现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匹配和同步

升级。

（二）转变发展理念，提高长江经济带招商引

资质量

在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长江

经济带各省市应根据各自产业发展特征，制定招

商引资优惠政策，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改善外

商投资环境。地方政府应摆脱“重量轻质”的招

商引资观念，加强引导 ＦＤＩ资金注入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高外资利用效率，并注重对

国外核心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学习模仿创新，以

提高招商引资的溢出效应。另外，受资源环境条

件约束，长江经济带进一步发展正面临着严峻挑

战，为此，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要秉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理念，强化企业生态环境责任，坚持在发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

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

（三）加强自主创新，增强长江经济带产业竞

争优势

本文模型估计结果证实了产业结构调整惯

性对自身具有推动力，说明了技术创新对产业

结构的动态影响机制，即前期产业技术创新会

为后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奠定基础，影响

后期的产业结构变动，体现了技术创新对产业

结构升级的长效机制，也对技术创新提出了可

持续的要求。在世界制造强国掌控制造业关键

核心技术的情况下，靠引进或市场手段是不能

拿到关键技术的，唯一的出路就是立足自主创

新。长江经济带应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打

造创新示范高地、强化创新基础平台、集聚人才

优势、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营造良好创新创

业生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降低对国外技术的

依赖度，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四）深化结构改革，夯实长江经济带发展保

障机制

受资源环境约束，以及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攀

升的压力下，长江经济带依靠传统要素投入支撑

经济增长的方式已不可持续，因此要深化结构改

革，夯实基础保障，激发内生动力。首先，要推进

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将大量固定资产投资从高能

耗产业转移到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使

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相匹配。其次，要

加大对科技教育的投入，注重高素质人才培养，并

制定有利于留住人才的政策，促进区域创新与可

持续发展。第三，要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统

筹城乡发展，切实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技术、

资本、人才与产业的进一步聚集，增强长江经济带

经济持续发展动能。第四，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和创新制度供给，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强

化企业主体地位，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２６］；另

一方面，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业管理方式，完善

政策措施，形成有效推进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

级的政府与市场合力。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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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张亚凡１，刘　明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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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甘肃省８１个县域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面板数据，基于Ｃ－Ｄ生产函数对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
效应进行研究，并对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测度。分析发现：资本要素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发展的

直接影响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都较为显著；劳动要素的直接影响效应较小，空间迂回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且弥补了

空间单向溢出效应的不足，使得空间溢出总效应为正；技术要素的非竞争性使得各区域之间的空间迂回溢出效应

为正且大于资本要素空间迂回溢出效应，但各区域技术要素的空间溢出总效应为负，说明虹吸效应较为显著；通过

对空间溢出效应进行高阶分解，发现随着各区域距离的增加溢出效应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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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甘肃省

经济在加强与国内外经济联系和交往、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科技进步、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的

发展前景将更广阔。同时，在经济发展水平及

发展速度方面是否能够满足丝绸之路经济带发

展的要求、区域经济发展的通达性或区域内的

经济联系是否能够满足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

需要，在这些方面甘肃也面临着挑战。实际上，

加强省内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关联、促进各区域

不断发展、提升甘肃省整体经济竞争力对其长

期经济稳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其抓住

当前发展机遇的重要手段。据此，本文以甘肃

省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空间相关性为基础，着

眼于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并

对该溢出效应进行分解测算。

近年来，许多学者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对

经济发展和增长进行研究，这些研究的角度各不

相同。在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方面，黄苹（２００８）
认为企业研发比固定资产投资和 Ｒ＆Ｄ投资对当
地经济发展作用明显，邻近区域的研发投入对当

地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小觑［１］；胡鞍钢和刘生

龙（２００９）认为交通运输对ＧＤＰ的贡献较大，直接
影响和外部溢出效应平均每年一共贡献

１３．８％［２］。在技术角度上，韩峰、王琢卓和阳立

高（２０１４）认为生产服务业的集聚对经济发展的
技术溢出效应在空间上的距离范围是一定的［３］；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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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淑婉（２０１３）在对全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分
析中认为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的进步

存在较大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４］。类似

这些研究还有很多，都是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

法对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相关的经济发展影

响要素进行研究。不少学者基于区域（如东中西

部地区）视角对经济发展展开研究，例如，何兴强

和王立霞（２００８）认为地区之间与地区内部的空
间溢出效应排序依次为东部地区内部，东部与中

部之间，中部地区内部，中部西部之间和东部西部

之间；东部与中部地区的 ＦＤＩ之间的空间溢出效
应较为显著，而东部与西部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

则不存在［５］。类似的研究还有李东坤和邓敏

（２０１６），他们认为 ＯＦＤＩ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
在不同地区的效果不尽相同，东部地区是较为显

著的正向促进关系而中西部地区并不明显［６］。

受上述文献启发，本文考虑以 Ｃ－Ｄ生产函数为
基础构建的空间计量模型，以考察资本、劳动和技

术对甘肃省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梳理文

献时我们还发现，多数文献都使用传统空间计量

经济模型估计结果直接测算空间溢出效应，这些

测算的结果都较为粗略。刘明和赵彦云（２０１８）
对中国制造业省域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时，提出了

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测度方法，他们将空间溢出总

效应分解为空间迂回溢出效应（ＡＹＤＥ）和空间单
向溢出效应（ＡＩＥ）［７］，将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更
细致的分解。本文将借鉴刘明和赵彦云的空间溢

出效应测度与分解方法对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中

的空间溢出问题展开研究。

二、模型与方法

文章研究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问

题，即研究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相邻区域

经济发展对本区域是否有所影响以及影响的大小

和路径的问题。首先用莫兰指数检验甘肃省县域

经济的空间相关性，如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说明

相邻县域之间的经济发展能够影响本地经济发

展。其次基于Ｃ－Ｄ生产函数构建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来分析空间溢出效应，并对溢出效应进行
分解和测算。

（一）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用 Ｃ－Ｄ生产函数来
研究资本、劳动和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公

式为：

Ｙｉｔ＝ＡＫαｉｔＬβ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为产出量，Ｋｉｔ为资本投入量，Ｌｉｔ为劳

动投入量，Ａ表示技术参数。ｉ、ｔ表示观测值区域
和时间。由于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不仅依靠本

区域的资源，与其他区域之间也有所关联，所以我

们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在 Ｃ－Ｄ生
产函数的基础上考虑空间效应并对函数进行拓

展，以此来研究甘肃省经济发展问题。

大量的实证经验表明，资本要素一方面直接

参与生产，另一方面也会促进技术的累积和进步，

而此时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容易发生。另外，

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也将对相关

区域的产出产生影响，进而形成空间溢出效应。

因此，资本和劳动二要素不仅对本区域技术发展

存在影响作用，对相邻区域技术水平也有所影响。

为展示技术变动要素，这里引入全要素生产率

（用ｔｆｐ表示），用以表征甘肃省经济发展的技术
水平，此时技术水平因素可以表示为：

Ａｉｔ＝ΛＫχｉｔＫδｗｉｔｔｆｐｉｔｐφｉｔ （２）
其中 Λ为常数参数，ｗ表示相邻区域，将式

（２）表达式代入到拓展的Ｃ－Ｄ生产函数中，同时
考虑劳动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则有：

Ｙｉｔ＝ΛＫα
＋χ
ｉｔ ＫδｗｉｔＬβｉｔＬγｗｉｔｔｆｐ


ｉｔｐφｗｉｔ （３）

根据所设定的甘肃省经济发展空间溢出模型

式（３），对等式两边取对数构建ＳＤＭ模型：
ｌｎ（Ｙｉｔ）＝α０＋ρＷｌｎＹｉｔ＋α１ｌｎＫｉｔ＋α２ｌｎＬｉｔ＋

α３ｌｎｔｆｐｉｔ＋α４ｌｎＫｉｔ＋α５Ｗｌｎｉｔ＋α６Ｗｌｎｔｆｐｉｔ＋εｉｔ （４）

其中，Ｗ是衰减距离空间权重矩阵［８］，α０，
α１，…，α６及ρ为模型参数，εｉｔ为模型随机项。

（二）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

由于空间溢出效应模型式（４）中各参数之间
并不是直接的弹性度量意义，各自变量之间有依

赖关系，这就需要对空间计量模型系数进一步分

解且进行有效测度用以分析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

效应。参考刘明和赵彦云（２０１８）的空间溢出测
度方法［７］，将式（４）写为如下矩阵形式：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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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ρＷ）ｙ＝Ｘβ＋ＷＸθ＋ε （５）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ｙ和解释变量 Ｘ的矩阵形

式与（４）式变量一一对应，β、θ、ε分别为解释变
量参数向量，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参数向量以及

误差向量。为方便溢出效应分解分析，进一步将

ＳＤＭ模型写成如下形式：
ｙ＝Ｓ（Ｗ）Ｘ＋（Ｉｎ－ρＷ）

－１ε （６）

其中，Ｓ（Ｗ）＝（Ｉｎ－ρＷ）
－１β＋（Ｉｎ－ρＷ）

－１Ｗθ

矩阵（Ｉｎ－ρＷ）
－１β表示区域内解释变量对

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作用，称为直接效应矩阵且列

和平均值表示平均直接效应（ＡＤＥ）；矩阵（Ｉｎ－

ρＷ）－１βＷθ体现了相邻区域解释变量对本区域
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称为间接效应矩阵且列和平

均值表示平均间接效应（ＡＩＥ）。平均总效应用
ＡＴＥ表示，ＡＴＥ＝ＡＤＥ＋ＡＩＥ。

平均总效应不能直接表示空间溢出效应，因

为平均直接效应 ＡＤＥ测度的结果中有不属于空
间溢出效应测度范畴的部分，平均间接效应 ＡＩＥ
实际为空间单向溢出效应。ＡＤＥ分解为不属于
空间溢出效应的部分 ＡＮＤＥ和属于空间溢出效
应的部分空间迂回溢出效应 ＡＹＤＥ两部分，即
ＡＤＥ＝ＡＹＤＥ＋ＡＮＤＥ，则空间溢出效应为 ＡＩＥ＋
ＡＹＤＥ。为测度实际空间溢出效应，将矩阵（Ｉｎ－

ρＷ）－１写成如下形式：
（Ｉｎ－ρＷ）

－１＝Ｉｎ＋ρＷ＋ρ
２Ｗ２＋…＋ρｑＷｑ

（７）
矩阵Ｓ（Ｗ）进一步变为：
Ｓ（Ｗ）＝（Ｉｎ＋ρＷ＋ρ

２Ｗ２＋… ＋ρｑＷｑ）β＋

（Ｉｎ＋ρＷ＋ρ
２Ｗ２＋…＋ρｑＷｑ）Ｗθ

＝（Ｉｎβ＋ρＷβ＋ρ
２Ｗ２β＋… ＋ρｑＷｑβ）＋

（Ｗθ＋ρＷ２θ＋ρ２Ｗ３θ＋…＋ρｑＷｑ＋１θ） （８）
在式（８）中，可以对空间溢出效应以及高阶

相邻路径下溢出效应的大小进行测度。其中 Ｉｎβ
表示 ＡＮＤＥ，其余矩阵表示溢出效应，如 ρＷβ、

ρＷ２β、…ρＷｎβ分别表示一阶、二阶…ｎ阶空间迂
回溢出效应。对空间迂回溢出效应进行三阶分

解，以此分析甘肃省经济发展的高阶空间溢出效

应。不难看出，这里的溢出效应是区域间双向影

响作用的总和。

三、数据及其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甘肃省８１个县区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
数据，主要来源于《甘肃发展年鉴》和《中国县域

统计年鉴》。本文所分析的对象主要是甘肃省县

域数据，但对城市数据进行了整合，即将市区整合

为一个区域单位进行分析，如兰州市区包含七里

河区、城关区、西固区、安宁区、红古区，白银市区

包含白银区和平川区，天水市区包含秦州区和麦

积山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将城市视为一个整

体，使得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二）变量说明

文章研究甘肃省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以经典Ｃ－Ｄ生产函数为基础进行分析，即变量
为资本要素、劳动要素和技术要素。甘肃省空间

计量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甘肃省空间计量指标体系

变量名称 计量指标名称 计量指标性质和含义

经济发展水平 各市区、地县生产总值（Ｙ） 反映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资本要素投入 各市区、地县资本存量（Ｋ） 反映区域资本投入量大小

劳动要素投入 各市区、地县年末从业人员（Ｌ） 反映区域劳动投入量大小

技术要素投入 各市区、地县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 反映区域技术投入量大小

　　产出由各市区、地县的实际 ＧＤＰ来反映，是
区域的经济总量，体现各区域的综合经济能力。

根据 ＧＤＰ指数进行平减计算，数据调整为 ２０００
年不变价格。

资本投入量（Ｋ），采用各县 ＧＤＰ指数折算固
定资产投资额为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９］，折旧率

采用９．６％来测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甘肃省８１个市
区、县域的资本存量［１０］，计算公式如下：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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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ｔ＝（１－δｉｔ）Ｋｉｔ－１＋Ｉｉｔ （９）
ｉ指地区，ｔ指年份，折旧率 δ为９．６％，Ｋ指

资本存量（基年资本存量为２０００年的实际固定资
产投资额除以１０％），Ｉ指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

劳动投入量（Ｌ），指年末单位从业人数，为经
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运用 ＤＥＡＰ软件根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实际ＧＤＰ、资本存量和从业人员数
据通过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计算得出。

（三）描述性分析

限于篇幅，文章仅对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和２０１６年三年
的实际ＧＤＰ、资本存量、劳动投入量和技术要素分布
变化进行对比展示。从空间角度，兰州—白银—天

水圈层的发展水平高，而酒泉市以及张掖市部分地

区发展较为落后，甘肃省各市区以及永登县、皋兰县

等区域与其他区域相比发展较好；从时间角度，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实际ＧＤＰ和资本存量呈显著递增趋
势，而劳动投入量和技术要素变化并不明显。总体

上，兰州市、白银市和天水市发展水平较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甘肃省各县区实际ＧＤＰ呈递
增趋势发展，兰州市区实际ＧＤＰ在甘肃省占比最
大，在３０％左右，其次为白银市区、天水市区和武
威市区，占比在４％～６％之间。临夏市和甘南州
各区域经济较为落后，除各市区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外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

甘肃省资本存量为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采用

永续盘存法计算结果。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各区域资
本存量年均环比增长率在１０％左右，其中皋兰县
最高为１６．２％，而玉门市最低为５．９２％。兰州市

区、永登县、皋兰县、嘉峪关市、金昌市区、张掖市

区、玉门市、平凉市区、白银市区、天水市区、定西

市区（安定区）、武都区、和庆阳市区（西峰区）这

些区域资本存量较大，而其他区域的资本存量处

在较低的范围。兰州市区、永登县和皋兰县资本

存量的基数以及年环比增长率都较大，而玉门市

资本存量较多但增长缓慢。

各区域劳动投入量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间总体上
呈缓慢上升态势，兰州市区、永登县、皋兰县、白银市

区、民勤县等地年末从业人员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是变
化不大甚至为减少状况，而其他大部分区域的年末

从业人员为不断增长趋势。除各市区从业人员较多

外，徽县、玉门市、酒泉市、榆中县、定西市区（安定

区）、静宁县和华亭县等区域从业人员也较多。

甘肃省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低且发展缓慢。

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各县区年均增长１．３３％左右。
兰州市区、永登县、和政县、肃北县、阿克塞县、庆

阳县、合水县以及嘉峪关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其

他县区相比发展水平较高。

四、空间溢出效应测度与分析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由表２，甘肃省各县区ＧＤＰ的莫兰指数在０．２７
以上且均在显著性水平上，自２０００年以来空间相
关性呈上升态势，体现出甘肃省各区域之间经济发

展的空间相关性较强且不断提高。２０１６年甘肃省
各市区、地县经济发展的莫兰指数为０．３０７，说明甘
肃省各市区、地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的空间相关

性。２０１６年甘肃莫兰散点图如图１所示。

　表２ 甘肃省ＧＤＰ莫兰指数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Ｉ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Ｉ

２０００ ０．２８ ２００９ ０．２８５

２００１ ０．２７２ ２０１０ ０．２８５

２００２ ０．２７４ ２０１１ ０．２８７

２００３ ０．２７７ ２０１２ ０．２９１

２００４ ０．２８１ ２０１３ ０．２９５

２００５ ０．２８ ２０１４ ０．３０５

２００６ ０．２８２ ２０１５ ０．３０３

２００７ ０．２８５ ２０１６ ０．３０７

２００８ ０．２８６ － －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１％、５％和１０％，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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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莫兰散点图可以看出，县域多集中在第一、
三象限，呈现出显著的“高—高”和“低—低”集聚。

由该图可以看出兰州市各地区、嘉峪关市、金昌市

区、白银市区、天水市区、武威市区（凉州区）和平

凉市区（崆峒区）等在第一象限呈现显著的“高—

高”集聚，体现了这几个区域与其周围区域经济发

展都较好，在空间上存在相互集聚现象；临夏市各

地区和甘南州各地区以及合水县、正宁县和礼县等

地区位于第三象限，呈现出显著的“低—低”集聚，

说明这些区域与其相邻区域经济发展都较落后；清

水县、张家川县、高台县、敦煌市、华池县、定西市区

（安定区）等区域位于第二象限，呈现出“低—高”

集聚，由于这些区域大部分位于其所在市的市区周

围，相较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进而呈现出如此现

象；甘谷县、山丹县、华亭县、庄浪县、安西县和陇南

市区（武都区）等区域位于第四象限，呈现“高—

低”集聚，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较好，而其相

邻区域经济发展落后。

图１　甘肃省ＧＤＰ莫兰散点图

　　（二）空间计量模型估计
文章使用的研究数据为甘肃省 ８１个县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面板数据，并通过此面板数据对
模型（４）进行估计。ＳＡＲ与ＳＤＭ、ＳＥＭ与ＳＤＭ之
间筛选的 Ｗａｌｄ检验，统计结果分别为 ４２９．５４、

４０６．４４３，概率为０，都拒绝原假设，认为ＳＤＭ不可
以简化为ＳＡＲ模型或ＳＥＭ模型，选择ＳＤＭ模型。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卡方统计量为 １９．５３２２，概率为
０．００６７小于０．０２５，则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空间面板数据ＳＤＭ参数估计结果

参数

随机效应 空间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空间时间固定效应

估计值 ｔ值 估计值 ｔ值 估计值 ｔ值 估计值 ｔ值

α０ １．７０２２３９ ３６．１０９９７７ － － － － － －

α１ ０．３７８１８９ ２５．４１６９９１ ０．９６３６１７ １４２．６９５８１６ ０．３１３４７６ ２２．１２４２９ ０．８６２８１４ １１２．２２４２６３

α２ ０．４８７２６１ ２３．０６７８０７ ０．００９９０２ ２．９６４４２７ ０．５５６３９４ ２８．３１９７９６ ０．００４０７７ １．２９５８９８

α３ ０．１８３５２２ １．２５０５７６ ０．００２８５９ ０．３３６９９２ ０．５０３７２ ３．６４３７０９ ０．００３４３５ ０．４３０７１７

α４ ０．０５６５８６ ３．２８８７６４ －０．７２６６６５ －６９．５０８８５４ ０．０３３６６１ ２．１４３４６２ －０．６９９５９３ －６８．３５６５６９

α５ －０．２１８３６６ －８．０５８６６１ ０．０１４３７３ ３．４４１４８９ －０．０１６０８３ －０．６０４８９９ ０．００１３９９ ０．３４９７１８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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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３）

α６ －０．６０４７１５ －３．８５２９９５ －０．００５５８７ －０．６０７２８３ －０．１５５２８６ －１．０４２５２８ －０．００８６８４ －１．００１６５１

ρ ０．１９７９６４ ９．７７３１５７ ０．７５２９７８ ９０．３９９９７７ ０．０３４９８３ １．６４８６５８ ０．６４０９７８ ５６．９９０８３９

Ｒ２ ０．８１１６ ０．９９９５ ０．８４７１ ０．９９９６

ｌｏｇ－Ｌ －１０１０．０１０６ ２７４１．５１６６ －８５０．４９９２ ２９３９．２３９９

样本值 １３７７ １３７７ １３７７ １３７７

　　如表３所示，ＳＤＭ模型中 α１，α２，α３估计值

都为正，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 α４，α５，α６的

估计值大部分为负值，且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

统计意义不显著。ＧＤＰ的空间滞后项系数 ρ值

为正且在显著性水平上，即甘肃省各县区经济发

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且较显著，说明甘肃省县

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的。空间杜宾模型

不同效应结果中，各区域的资本要素、劳动要素和

技术要素对当地经济发展有较显著的直接影响效

应，而空间溢出效应在时间和空间固定效应模型

中不尽相同。

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中，由 α１、α４的值可知

资本要素对当地经济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

相邻区域的资本投入对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在时间

固定效应模型上是正向的且在 １％显著性水平

上，说明本区域固定资产投入有力地带动本区域

经济发展，同时邻近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本区域经济发展。在空间固定效应

模型中，劳动要素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效应

（０．００９９）在显著性水平上，且小于空间溢出效应

（０．０１４），说明本地和邻近区域的劳动要素对本

地经济发展都有促进作用，但本地劳动要素对经

济发展的直接效应较弱；邻近区域劳动要素对本

地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为显著，说明各县区劳动者

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

显。技术要素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弹性系数在

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中为０．５０３７２且在１％显著性

水平上，说明技术要素在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过

程中有促进作用。技术要素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均

为负且不在显著性水平上，说明邻近区域的技术

要素对本地的经济发展影响并不明显或者说甘肃

省各县区技术要素在空间上存在虹吸效应。

（三）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将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空间迂回溢出效应和

空间单向溢出效应，对空间溢出效应进行较为准

确的分解测度，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溢出效应分解

变量
空间溢出总效应

（ＡＹＤＥ＋ＡＩＥ）

空间迂回溢出

效应（ＡＹＤＥ）

空间单向溢出

效应（ＡＩＥ）

区域直接影响

效应（ＡＮＤＥ）

平均总体效应

（ＡＴＥ）

Ｋ ０．０４６２４５１２４ ０．０１１３６３８７３ ０．０３４８８１２５１ ０．９６３６１７ ０．３５９７２１１２４

Ｌ ０．００３５０３９０９ ０．０２０１６９９３６ －０．０１６６６６０２８ ０．００９９０２ ０．５５９８９７９０９

ｔｆｐ －０．１４２６５４８５８ ０．０１８２６０４４２ －０．１６０９１５３ ０．００２８５９ ０．３６１０６５１４２

　　根据表４的分解结果，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

的空间溢出效应都为正，而技术要素的空间溢

出效应为负，说明在甘肃省经济发展中，邻近区

域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对本区域的经济发展都

有较大的贡献；技术要素的空间溢出总效应为

负，即技术要素的虹吸效应明显，从另一方面也

说明甘肃省各县区的技术发展不能满足自身发

展的需求。

由表４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资本要素是经

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资本要素对甘肃省县域

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效应和空间溢出总效应远大

于劳动要素和技术要素，资本要素的直接影响效

应（０．９６）远大于劳动要素的直接影响效应

（０．００９９）和 技 术 要 素 的 直 接 影 响 效 应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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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２８５９），且空间溢出总效应也较劳动要素和

技术要素更大，这体现出资本要素对甘肃省经济

发展的贡献最大，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固定资

产投资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相邻区域

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本地的单向影响（０．０３４８８）大

于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０．０１１３６），这表明，如果

相邻区域的基础设施等发展较完善，则会增加与

本区域的交往进而促进本区域的经济发展。

表４的分解结果还显示，相邻区域之间劳动

者的交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明显。劳动要素

对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总效应为

０．００３５，远小于资本要素，说明劳动投入量的空间

溢出效应对甘肃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小于资本要

素，这与Ａｒａｙａｍａ＆Ｍｉｙｏｓｈｉ（２００４）等学者的观点

一致，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较固定资产

投资小［１１］。虽然空间单向溢出效应为负，但空间

迂回溢出效应弥补了单向溢出效应的不足。劳动

要素的空间迂回效应比直接效应大，说明甘肃省

邻近区域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性较强。钱晓烨

（２０１０）、潘文卿（２０１８）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与经

济增长的联系并不显著而与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

关系，这也指出了人力资本在直接影响效应方面

并不显著的原因［１２－１３］。

由表４的分解结果发现，技术要素在甘肃省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虹吸效应显著。技术要素的

空间溢出总效应为负，正的空间迂回效应弥补

不了空间单向溢出效应，说明甘肃省各区域技

术要素的虹吸效应较为显著；由于甘肃省经济

发展较为落后，技术水平较低，各区域在发展过

程中对技术要素的需求较大，使得各区域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对技术要素的虹吸效应较为显

著，而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技术要素的空间迂

回效应为正且大于资本要素，这主要是由固定

资产等基础设施与技术要素的影响方式和影响

范围的不同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技术要素虽然

不能够满足县区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由于技

术要素的非竞争性使得其空间迂回溢出效应存

在，也说明技术创新现阶段还不能成为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钱晓烨，２０１０）［１２］。

为进一步分析甘肃省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

应传导机制，对资本要素、劳动要素和技术要素的

溢出效应做三阶分解，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空间溢出效应的高阶分解

变量 阶数

平均直接效应（ＡＤＥ） 空间单向溢出效应（ＡＩＥ）

ＡＮＤＥ

（直接影响）

ＡＹＤＥ（空间迂回

溢出效应）
相邻溢出 高阶溢出

空间溢出

总效应

Ｋ

Ｗ０ ０．９６３６１７ － － － －

Ｗ１ － ０．０１０９６６３３１ ０．０３３６６１ － ０．０４４６２７３３１

Ｗ２ － ０．０００３８３６３５ － ０．００１１７７５６３ ０．００１５６１１９８

Ｗ３ － １．３４２０７Ｅ－０５ － ４．１１９４７Ｅ－０５ ５．４６１５４Ｅ－０５

Ｌ

Ｗ１ ０．００９９０２ － － － －

Ｗ２ － ０．０１９４６４３３１ －０．０１６０８３ － ０．００３３８１３３１

Ｗ３ － ０．０００６８０９２１ － －０．０００５６２６３２ ０．０００１１８２８９

Ｗ４ － ２．３８２０６Ｅ－０５ － －１．９６８２５Ｅ－０５ ４．１４Ｅ－０６

ｔｆｐ

Ｗ１ ０．００２８５９ － － － －

Ｗ２ － ０．０１７６２１６３７ －０．１５５２８６ － －０．１３７６６４３６３

Ｗ３ － ０．０００６１６４５８ － －０．００５４３２３７ －０．００４８１５９１２

Ｗ４ － ２．１５６５５Ｅ－０５ － －０．０００１９００４１ －０．０００１６８４７５

　　Ｗ０，Ｗ１，…Ｗ３阶分别表示直接效应、空间滞 后一阶、二阶、三阶效应。由结果可以看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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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迂回溢出效应随着阶数的增加而减小，说明

随着距离的增加空间溢出效应是下降的。资本

要素的高阶溢出效应和空间总效用为正，说明

资本要素对相邻区域的影响作用较大。资本要

素的正向相邻溢出大于迂回溢出效应，劳动要

素的负向相邻溢出绝对值小于迂回溢出效应，

最终促使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空间溢出总效应

为正，体现出在甘肃省经济发展中资本要素和

劳动要素的正向作用。而技术要素负的空间单

向溢出效应绝对值大于空间迂回溢出效应，使

得技术要素的空间溢出总效应为负即存在虹吸

效应，说明技术水平还需要不断地提高以促使

大部分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将虹吸效应

向溢出效应转变。

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要素的直

接影响效应和空间迂回溢出效应都较为显著，

空间单向溢出效应不明显，资本和劳动要素的

空间溢出总效应显著，而技术要素的空间溢出

总效应为负。各县区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随

着年份增长不断增强，即各县区之间的经济发

展是相互影响的，印证了空间单向溢出效应不

明显但空间迂回溢出效应显著的现象。固定资

产投资等基础设施建设覆盖行业广、联系广泛，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而劳动要素由于流动

性强等原因空间迂回溢出效应较大，使得资本

和劳动要素的空间溢出总效应显著。受科研、

教育、投资、行业环境等方面的限制，甘肃省各

县区技术水平较低，因此虹吸效应显著，对经济

发展的贡献有待于进一步发挥。

五、结论及启示

基于甘肃省８１个县域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面板数

据，分析和测算资本要素、劳动要素和技术要素对

甘肃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得出如下基本结论：（１）甘肃省各县域之间存在

高度显著的正的空间相关性，且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各

区域之间空间相关性不断增强。（２）各区域的资

本、劳动和技术要素对本地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作用较为显著，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存在正的空

间溢出效应，而技术要素的虹吸效应较为显著。

（３）资本要素是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

力量，劳动要素对甘肃县域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较小，技术要素现阶段对甘肃县域经济发展的贡

献并不显著。（４）由于资本要素的流动性弱及技

术要素的非竞用性，资本要素的空间迂回溢出效

应小于技术要素；各区域劳动要素的空间迂回溢

出效应较为显著且弥补了其空间单向溢出效应的

不足；技术要素的吸附作用较为明显，但其空间迂

回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且与劳动要素的空间迂回溢

出效应相当。

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不难

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一是，强化县域经济间的联系，扩大经济合作

与交流。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甘肃县域间空间

溢出效应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另外在甘肃省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要以区域组团联动

发展为方向，形成分工协同发展［１４］，因此须利用

好县域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强化县域经济间的联

系，扩大经济合作与交流，以发挥空间依赖关系的

优势，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甘肃各

县区而言，经济体量都相对较小，因而可以考虑从

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合作：（１）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合作，实现基础设施的共同发展；（２）联合制定产

业政策，联合发展产业及产业链，以此带动相关县

域经济协调发展；（３）联合招商引资，突出招商合

作，避免招商竞争，提高招商效率，实现相关县域

经济的合作式发展。

二是，要重视资本要素的作用，因地制宜规划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

资本要素是促进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

力，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的投资建设可以带动相

关行业的发展，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

面各县区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为甘肃省打造物

流集散大枢纽、巩固拓展通道物流产业奠定了基

础［１５］，将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先进的生产设

备等固定资产投资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使企业在竞

争中不断进步和发展，进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就局部而言，甘肃省酒泉市、张掖市由于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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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等原因基础设施发展较为落后，所以要注重

基础设施的投资以促进区域之间的交往和发展；

而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一些区域需重视生产设备

的更新和改造。

三是，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升劳动力素

质，促进人才交流。高端人才是技术创新的中坚

力量，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所以各县区要重

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尤其要加快推进“互联网

＋教育”，要注重网络信息技术方面人才的培

养［１５］，也要提供良好的人才交流平台，使各方面

的人才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学习进步以及推动科技

创新，进而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并吸引更多的

人才来为经济发展服务，以此形成良性循环。根

据本文的研究，劳动要素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作用并不明显，而空间迂回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体

现了区域之间劳动要素的交流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较大。另外，劳动要素之间的交流也可以促进技

术的创新和进步，因此要注重各县区人才之间的

交流———尤其高端技术型人才———不断学习和进

步，进而更好的为甘肃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四是，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

新是促进固定资产设备更新和企业生产率提高的

基础和关键，是长期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要素。

在甘肃省“十三五”规划纲要的五大理念中第一

就是要坚持创新发展，以科技等方面的创新形成

新动力、新技术、新产业和新模式［１４］。本文研究

发现，各县区技术要素的直接影响效应和虹吸效

应显著，体现出甘肃省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水平

未能满足其需求，还需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

水平；另一方面技术要素的空间迂回溢出效应为

正，说明各区域之间的技术交流可以促进区域经

济的发展。所以，要注重鼓励技术创新和加强各

区域之间的技术交流，尤其要注重依托甘肃省资

源丰富的优势，研发高端结构的化工、有色金属等

节能环保新材料、新产品以此推动清洁生产技术

工艺的发展［１５］，由此进一步推动科技发展、能源

节约以及产业结构的提升和改造，为全省经济增

长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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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ｉｏｎｓｂ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ｅａｃｈｒｅｇｉｏｎｉ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ｉｐｈ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ｙａ
ｈｉｇｈ－ｏｒｄｅｒ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ｔｉ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ｇ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ｉｒｃｕｉｔｏｕｓ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ｎｅ－ｗａ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

（责任编辑：郑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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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


●　张永凯１，崔佳新２

（１．兰州财经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２．兰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　要：工业绿色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通过构建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
了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结果表明：（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平均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
东营、青岛、烟台、威海、泰安、济南、济宁、聊城、淄博、临沂、德州、潍坊、日照、滨州、枣庄、莱芜、菏泽；（２）从时间序
列来看，１１年间，山东省１７个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非常缓慢；随着时间推移，山东省城市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３）从空间分布来看，山东省沿海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内陆地区。

关键词：城市经济；工业绿色发展；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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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工业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带来了

一系列严峻的环境问题，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

越来越不适合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

急需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

展，而绿色发展正是新模式中的重要战略选择。

所谓绿色发展是指经济增长摆脱对资源依赖，通

过创造新的绿色产品市场、绿色技术、绿色投资以

及改变消费和环保行为来促进增长［１］，它实际上

就是一种寻求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发

展模式。长期以来，工业绿色发展是绿色发展中

的重中之重，它已成为我国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

新体系，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

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当前，山东省的经济发

展主要对工业的依赖程度高，全省ＧＤＰ中有４０％
左右来自于工业发展，可见，工业在其整个经济增

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山东省作为中国的工

业大省和工业强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这种传统

的经济增长模式早已不适合本地区工业发展，在

绿色发展的新理念指引下，山东省工业发展也一

直探索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

路，研究其工业绿色发展模式对其他地区和城市

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二、文献综述

关于工业绿色发展的讨论始于绿色发展。越

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两个目

标不仅可以同时实现，而且可以相互促进［１］；中

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２０１１）指
出，工业绿色转型是指以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友

好为导向，以绿色创新为核心，实现工业生产全过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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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可持续发展，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２］；王

建敏（２００５）认为，工业绿色发展是经济学原理和

生态环境学相结合的一种良性循环的生产模式，

在保证生态环境发展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达到经

济效益的最大化［３］；ＵＮＩＤＯ（２０１１）从发展中国家

的需要出发定义工业绿色发展，认为工业绿色发

展是在继续扩张工业规模的过程中使得生产和消

费都具有可持续性，其特征是低碳排放和零污

染［４］；苏利阳（２０１３）认为，工业绿色发展应该包

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工业绿色化”，他强调生产

过程和使用过程的资源效率和环境绩效。二是

“绿色产业化”，指那些能减少环境影响、提供环

境友好产品和服务的部门［５］；胡鞍钢（２０１４）指

出，工业绿色发展应该更加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协调统一，即更加积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６］；傅志寰（２０１５）认为，工业绿色发展

是指通过科技创新和加强管理，提高资源能源利

用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实现工业生产制造过程

的绿色化、产品绿色化和企业绿色化［７］。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工业绿色发展的概念界

定，可以发现，工业绿色发展是指以资源环境的承

载能力为依托，以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友好为导

向，以绿色创新为核心，对工业绿色系统、生态系

统和社会系统进行全方位绿色化改造，加快构建

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绿色工业

体系，使其最终达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型

工业发展模式。

近年来，学术界对工业绿色发展的探讨越来

越多，关于工业绿色发展的研究也不断升温。然

而，对于如何衡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Ｇｒ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简称 ＩＧＤＬ），仍没有统

一标准。许多学者围绕工业绿色发展进行了相关

研究，韩晶（２０１２）以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及工业
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作为原始数据，利用层次分

析法对中国工业增长绿化度进行了评估，结果表

明，东部地区工业绿色水平明显优于中西部地

区［８］；苏利阳（２０１３）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角

度出发，计算出我国工业发展绩效指数，结果发

现，各地区的工业绿色发展效率以及提升幅度都

存在较大差距，应结合各地区具体情况实现因地

制宜的发展［５］；卢强（２０１３）从工业资源环境压

力、工业资源弹性脱钩以及工业发展绿化度三方

面建立指标体系，测度广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展

水平［９］；楚紫穗（２０１５）以工业绿色增长度、工业

资源环境压力和政府绿色政策支持为指标体系，

运用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模型研究了工业绿色发展指

数［１０］；李琳（２０１６）以工业绿色增长度、工业资源

环境压力以及政府绿色政策支持构建指标体系，

运用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模型评估长江经济带１０８个

地级市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结果
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差异有

所缩小，但是，三大城市群内部差异却在扩大［１１］；

王喜平（２０１８）从环境规制的视角出发，考察外商
投资、技术水平、交通设施等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

用程度［１２］；徐成龙（２０１８）从工业绿色增长度、工

业资源环境压力及工业绿色发展能力三个角度构

建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计算中国工业绿色发

展水平，结果显示，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呈逐年

递增趋势［１３］。

综上所述，工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构建还处

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虽然学者们对

工业绿色发展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多数研究集中

在国家尺度上的空间范围，对国内省域尺度上研

究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以工业绿色发展的内

涵为切入点，结合相关研究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

值法对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旨在为山东省和其他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提供相关借鉴和参考依据。

　　三、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
平测度

　　（一）指标体系构建

考虑到政策导向性、指标代表性以及数据可

得性等条件，根据规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原则，

参考和借鉴苏利阳（２０１３）［５］、李琳（２０１６）［１１］、徐

成龙（２０１８）［１３］建立的有关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评

价指标体系，以及２０１６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的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中的部分指标，在仔细遴选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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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构建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该指标体系包括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目标
层，即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第二层次为

一级指标，具体包括工业绿色增长、工业资源消耗

与环境影响和政府工业绿色政策支持；第三层次

为二级指标，共包括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工业绿色

研发强度、工业资源消耗、工业污染排放、工业污

染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６个二级指标；第四层次
为三级指标，总计包括１２个具体的三级指标，同
时标注三级指标的正向或负向属性。

　表１ 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属性

工

业

绿

色

发

展

水

平

工业绿色增长

工业资源消耗

与环境影响

政府工业绿色

政策支持

工业绿色发展效率

工业绿色研发强度

工业资源消耗

工业污染排放

工业污染治理

基础设施建设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重（％）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地量（平方米／万元）

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指标（吨标准煤／万元）

单位工业增加值ＳＯ２排放量（吨／万元）

单位工业增加值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吨／万元）

单位工业增加值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千克／万元）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人）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二）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山东省１７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工业

绿色发展水平，具体包括１５个地级城市（淄博、
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

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以及济南（省会

城市）和青岛（计划单列市）。所采用的数据主要

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山东
省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７）、《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７）以及相应年份的山东各城市
统计年鉴。

（三）研究方法与步骤

由于上述选取的指标对总目标的贡献程度不

同，因此在进行评价之前需确定各单项指标的权

重。权重是通过对评价系统中各评价指标相对于

评价系统的影响程度而确定的一个定量数值。由

于整个评价系统中各评价指标对工业绿色发展水

平总体目标的影响程度大小各不相同，因此科学

合理地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对整个评价结果的

客观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确定权重的方

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主观赋值法和客观赋值法。

主观赋值法的权重由专家根据经验主观判断得

到，常用的方法有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客观

赋值法中的权重主要是根据原始数据之间的关系

来确定，其判断结果不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有较

强的客观性。常用的客观赋值法有主成分分析

法、熵值法等。

本文采用熵值法进行权重的赋值。熵值法是

指用来判断某个指标离散程度的数学方法。离散

程度越大，说明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

熵值法确定权重的具体步骤：

１．构建原始数据矩阵

假设被评价对象Ｍ＝（Ｍ１，Ｍ２，…，Ｍｍ），反映

样本质量的评价指标为 Ｄ＝（Ｄ１，Ｄ２，…，Ｄｎ），被

评价对象Ｍｉ对指标Ｄｊ的值记为 Ｘｉｊ（ｉ＝１，２，…，

ｍ；ｊ＝１，２，．．．ｎ），则形成的原始数据矩阵为：

Ｘ＝

ｘ１１　ｘ１２　…　ｘ１ｎ
ｘ２１　ｘ２２　…　ｘ２ｎ
ｘｍ１　ｘｍ２　…　ｘ









ｍｎ

其中，Ｘｉｊ为第 ｊ个指标下的第 ｉ个被评价对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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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值。但是由于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量纲、数

量级及指标的正负取向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首

先需要对初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２．原始数据矩阵标准化
越大越优型指标（正向指标）：

ｒ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越小越优型指标（负向指标）：

ｒ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３．各指标熵权的计算
对于某个指标ｊ来说，若Ｘｊ＝（ｘ１ｊ，ｘ２ｊ，…，ｘｉｊ）

中各个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所包含的信息量就

越大，则表明该指标为最终评价结果所提供的有

用信息越多，对于评价对象的作用也就越大。

首先，确定第ｉ个城市在第ｊ个三级指标下所
占的比重：

Ｐｉｊ＝ｙｉｊ／∑
ｍ

ｉ＝１
ｙｉｊ （１）

其次，计算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中第ｊ
个三级指标的熵值和权重：

ｅｊ＝－（ｌｎｍ）
－１∑
ｍ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２）

Ｗｊ＝（１－ｅｊ）／（ｎ－∑
ｎ

ｊ＝１
ｅｊ） （３）

最后，进一步得到工业绿色发展水平（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ｌＧｒ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简称ＩＧＤＬ）：

ＬＧＤＬ＝∑
ｎ

ｊ＝１
ＰｉｊＷｉｊ （４）

其中：Ｗｉｊ为改进的熵值法确定的指标权重，
Ｐｉｊ为每个城市在三级指标中所占的比重。

（四）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结果

基于上述研究方法，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山东省
１７个城市工业绿色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
果如表２所示。为了更全面揭示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来
山东省工业绿色发展状况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及存

在的问题，在山东省工业绿色发展总体评价的基础

上，对比分析山东省１７个城市的工业绿色发展
指数。

１．总体分析
从山东省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工业绿色发展水平

的综合测度及排名看，山东省各城市工业绿色发

展水平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东营、青岛、烟台、威

海、泰安、济南、济宁、聊城、淄博、临沂、德州、潍

坊、日照、滨州、枣庄、莱芜、菏泽（表２）。期间，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城市有济南、青岛、东营、烟台、

泰安和威海，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经济转型相

对较早，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产业层次相对较

高，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相对较小。低于平均

水平的有菏泽、莱芜、日照和枣庄。另外，全省工

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较大的城市有莱芜、菏泽、威

海和潍坊。从数值特征看，山东省工业绿色发展

水平指数在（４．３１９，８．４８７）范围内，均值为
６．１１１，变异系数为０．２２７，偏度系数为 ０．３８０，由
此表明，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各城市工业绿色发
展水平指数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东营工业绿色

发展水平最高，最低为菏泽，两者均值相差０．３７９。
这与东营在中国石油工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有

关。东营是一个工业强市，还是山东省唯一全部

纳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山东半岛绿色

经济区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的城市，近年来，东营把

工作重点放在由资源性依赖向创新引领发展，由

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上。同时，东营还

成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试点城市，推动工业

发展迈上新台阶。而菏泽经济基础薄弱，大型工

业企业仍然为个数，再加之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

菏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最低。

由表２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城市的工
业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２００６
年，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最高的东营得分０．９６０，比
得分最低的菏泽（０．２５０）高出０．７１０；而２０１６年，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最高的威海（０．７８０）比得分最
低的滨州（０．３８２）仅高出０．３９８。总体来说，随着
《山东省工业转型升级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和
《山东省推进工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的实施，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全面
提升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了山东省工业向

创新链、产业链高端迈进，各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

平也有了一定提升，从而，推动了山东省工业化和

城市化进程，然而大部分城市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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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测度

年份

城市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均值 排名

济南 ０．７７２ ０．７２５ ０．７１２ ０．５５４ ０．５７１ ０．５９４ ０．６９８ ０．６４９ ０．７２１ ０．６３９ ０．６０９ ０．６５９ ６

青岛 ０．８５８ ０．８４３ ０．７６４ ０．６８４ ０．７２７ ０．７８２ ０．７５２ ０．７２７ ０．７４０ ０．６１０ ０．７１２ ０．７４５ ２

淄博 ０．５３１ ０．５３２ ０．４９３ ０．４９７ ０．５２５ ０．５３９ ０．５３８ ０．５１９ ０．４４０ ０．４７８ ０．５３１ ０．５１１ ９

枣庄 ０．３６９ ０．４２６ ０．３１２ ０．４１５ ０．３７４ ０．３８８ ０．４３０ ０．４４１ ０．４２９ ０．４０６ ０．４１８ ０．４０１ １５

东营 ０．９６０ ０．８１９ ０．９２９ ０．７５１ ０．５７２ ０．７３７ ０．７２７ ０．８０９ ０．７９９ ０．７５８ ０．６２６ ０．７７２ １

烟台 ０．７０５ ０．６２１ ０．７２２ ０．６５７ ０．６８６ ０．８２３ ０．７９４ ０．７７０ ０．７５７ ０．６９８ ０．７４５ ０．７２５ ３

潍坊 ０．４８６ ０．３６４ ０．４５２ ０．４７４ ０．５３４ ０．５６２ ０．５７３ ０．５０４ ０．４８８ ０．５１８ ０．５９８ ０．５０５ １２

济宁 ０．６３０ ０．６０２ ０．６２４ ０．６４０ ０．６２５ ０．４０６ ０．３８６ ０．４３９ ０．５００ ０．５５５ ０．５６６ ０．５４３ ７

泰安 ０．７０６ ０．６３８ ０．６２３ ０．６９４ ０．７１５ ０．６５８ ０．６４８ ０．６１６ ０．６２２ ０．６８５ ０．６８２ ０．６６２ ５

威海 ０．６３７ ０．６６９ ０．６７９ ０．６１６ ０．７３１ ０．７４９ ０．６７６ ０．７２１ ０．７３１ ０．７６７ ０．７８０ ０．７０５ ４

日照 ０．４０３ ０．４７９ ０．４５１ ０．５０８ ０．４６０ ０．４２２ ０．４６２ ０．３９０ ０．４４５ ０．４７１ ０．４９７ ０．４５３ １３

莱芜 ０．２５５ ０．４９０ ０．３６９ ０．４２１ ０．４７１ ０．４１７ ０．４０１ ０．３６８ ０．３７４ ０．３７３ ０．４３１ ０．３９７ １６

临沂 ０．４８３ ０．４９０ ０．５５６ ０．６６３ ０．６２１ ０．５３６ ０．４７７ ０．４２２ ０．４１５ ０．４４９ ０．４６５ ０．５０７ １０

德州 ０．４４８ ０．４５７ ０．４３７ ０．５０３ ０．５０９ ０．５３３ ０．５５８ ０．６１０ ０．４６３ ０．５２９ ０．５２３ ０．５０６ １１

聊城 ０．５７３ ０．５３０ ０．５６９ ０．５７２ ０．４５２ ０．４２１ ０．４４４ ０．５８１ ０．６１４ ０．５６８ ０．４７５ ０．５２７ ８

滨州 ０．３２８ ０．４０３ ０．３７９ ０．４２４ ０．４５３ ０．４０２ ０．４３９ ０．３６３ ０．５０１ ０．５６４ ０．３８２ ０．４２２ １４

菏泽 ０．２５０ ０．３１９ ０．３１５ ０．３８４ ０．４１８ ０．４４４ ０．４７１ ０．５２４ ０．４１１ ０．３７２ ０．４１１ ０．３９３ １７

全省 ０．６０５ ０．５９１ ０．６１４ ０．５４４ ０．５５７ ０．５８６ ０．５２８ ０．５４５ ０．５５０ ０．５６１ ０．５５０ ０．５６６ －

　　２．工业绿色增长
从山东省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工业绿色增长评价

看（表３），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增长水平由高到
低依次为济南、青岛、东营、烟台、威海、济宁、泰

安、淄博、潍坊、聊城、临沂、菏泽、德州、滨州、枣

庄、莱芜、日照。期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城市

有济南和青岛，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城市有菏泽、

滨州、聊城、德州、临沂、莱芜、日照、枣庄；工业绿

色增长速度提升较快的是菏泽，下降明显的是东

营。值得注意的是，１１年来，虽然菏泽工业绿色
增长提升最快，但如果与其他城市比较，菏泽的工

业绿色增长还有待提高。东营工业绿色增长由

２００６年的０．９５５下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０．１８２，下降速
率高达８１％，这和东营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降低
有关。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指标采用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来衡量，虽然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６年间，东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成本费用
利润率一直在下降，而且幅度非常大，但是相对于

其他城市来说，东营该指标仍处于较高水平。因

此，相比其他城市，东营工业绿色增长仍较快。而

济南作为山东省省会城市，高校云集且注重研发

投入，其工业绿色增长水平位居前列。以２０１６年
为例，根据《济南统计年鉴》（２０１７）数据显示，济
南高等学校研发投入占比达８．６１％，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研发占比更是高达６５．３５％。
３．工业资源消耗与环境影响
从山东省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工业资源消耗与环

境影响看（表３），工业资源消耗与环境影响最小
的城市是东营（０．１９８），东营作为山东省资源型
城市之一，石油工业是其依赖性产业，过去东营

７０％的 ＧＤＰ、７０％的产业均来自石油，但是石油
高污染在所难免，为此，东营重点推动产业升

级，培植石油化工及盐化工、有色金属等四大产

业群，３０％的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也高达３６％。莱
芜以０．０５３的分值处在末尾，莱芜是山东省唯一
一个工业资源消耗与环境影响平均分小于０．１
的城市，２０１６年，莱芜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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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指标为４．３７吨标准煤／万元，比威海 ０．０５
吨标准煤／万元，整整高出８７倍，主要因为莱芜
传统产业占比大，其工业发展依靠传统资源投

入，导致工业资源消耗严重。总体来看，山东省

各城市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严重，工业绿色发

展动能相对不足。

４．政府工业绿色政策支持
从山东省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政府工业绿色政策

支持看（表３），威海以均值０．２８９的微弱优势处
于第一位，这得益于威海具有相对完善的基础

设施建设，泰安（０．２６７）、日照（０．２６２）紧随其
后，这些地区在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方面采

取的措施相对有效，政策支持力度相对较大，为

提高工业发展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如

２０１６年，威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分别为２６．１平方米／人、４６％，均居全省首
位。而省会城市济南平均得分最低为 ０．１０５。
主要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近五年来分别为３８％、
３９％、３９．７％、４０％、４０．３％，五年内仅提高了两
个百分点，这主要因为济南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这一指标一直远远低于其他城市，由于济南是

省会城市，外来务工人口相对较多，虽然该指标

每年都有增加，但是人口的增加致使其效果难

以显现。总体来说，山东省各城市政府对工业

绿色政策的支持力度比较欠缺。

　表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相关指标均值及排名

均值

地区　　　

工业绿色增长

工业绿色

发展效率

工业绿色

研发强度

排

名

工业资源消耗与环境影响

工业资源消耗 工业污染排放

排

名

政府工业绿色政策支持

工业污染治理 基础设施建设

排

名

济南 ０．０４７ ０．３７２ 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９５ １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６ １７

青岛 ０．０２５ ０．３４１ ２ ０．０８０ ０．１０３ ２ ０．１０６ ０．０８９ １０

淄博 ０．０５５ ０．１６９ 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９ １５ ０．０６３ ０．１１０ １２

枣庄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０ １５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３ １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４７ １３

东营 ０．２０５ ０．１３６ ３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７ １ ０．１１０ ０．１２４ ６

烟台 ０．０７３ ０．２６４ ４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８ ３ ０．０７７ ０．１３０ ８

潍坊 ０．０４２ ０．１５５ 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７ 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８１ １４

济宁 ０．０８６ ０．１６４ 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７ ７ ０．０８６ ０．０５３ １５

泰安 ０．０７１ ０．１６３ 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５ ５ ０．１２２ ０．１４５ ２

威海 ０．０３４ ０．２１７ ５ ０．０６０ ０．１０５ ４ ０．０６１ ０．２２８ １

日照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５ １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１ １６ ０．１０３ ０．１５９ ３

莱芜 ０．０１３ ０．０９６ 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０ １７ ０．０８５ ０．１５０ ５

临沂 ０．０５０ ０．１０７ １１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１ ９ ０．０７０ ０．１３５ ９

德州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１ １３ ０．０８０ ０．０５５ １２ ０．０９１ ０．１５１ ４

聊城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７ １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２ ８ ０．１２４ ０．０９２ ７

滨州 ０．０３０ ０．０８９ １４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８ １４ ０．０８６ ０．１０２ １１

菏泽 ０．０５２ ０．０７９ １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７ １３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７ １６

山东 ０．０６０ ０．１９９ － ０．０５１ ０．０８５ －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７ －

　　四、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
平的空间布局

　　为了更好的分析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

平演化趋势及其空间关系，本文分别选取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６年综合评价值的截面数据，并

利用ＧＩＳ软件绘制工业绿色发展综合指数的空间

分布图（图１—图３）。

从空间分布图可以发现，２００６年山东省工业

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普遍偏低，大部分城市处

于０．３６９～０．５７３的较低水平区域，而菏泽、滨州、

莱芜和枣庄甚至处于０．２５０～０．３６９的低水平区

域，仅有青岛和东营两城市处于０．７７２～０．９６０的

高水平发展区域。到２０１１年，山东省城市工业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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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水平有所提升，大部分城市处于０．４４４～
０．６５８的较高值区域，菏泽也从低水平区域上升
到较低水平区域，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
发展水平差距明显缩小，且大都集中在较高水平

区域（０．５３１～０．６２６）和高水平区域（０．６２６～
０．７８０）。从截面数据看，波动最大的属济宁市，
由２００６年较高值区域（０．５７３～０．７７２）急速降到
２０１１年低值区域（０．３８８～０．４２２），２０１６年又重
返较高值区域。究其原因，２００６年与 ２０１１年相
比，济宁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在１７个城市中几乎
呈直线式下降，排名由第２骤降到第１０，说明济
宁市工业绿色效率在降低。２０１６年，各指标数值
均稳定回升，济宁市重新返回较高值区域。

从图１～３看出，山东省沿海地区（青岛、日
照、烟台和威海）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内

陆地区，而且，青岛、烟台和威海这三个城市一直

处于高水平或较高水平发展区域。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各市明显注重工业绿
色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而且发展趋势较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更加稳定，这是因为山东省从２０１１年开始，更加
注重经济可持续发展。在２０１１年山东省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增强可

持续发展能力”。另外，由于１７个城市之间自身的
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均存在较大差异，

由此造成了其在实现工业绿色发展过程中的速度

和质量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整体来说，

虽然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差异，

但是各地区间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差距随时间变

化呈现明显的缩小趋势。

图１　２００６年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布

图２　２０１１年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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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６年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布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从工业绿色增长、工业资源消耗与环境

影响和政府工业绿色政策支持三个方面构建了山

东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测度山东

省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１７个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
分析山东省工业绿色演化的空间关系。结果表

明：一是，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
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营、青岛、烟台、威海、泰

安、济南、济宁、聊城、淄博、临沂、德州、潍坊、日

照、滨州、枣庄、莱芜、菏泽。二是，从时间序列来

看，１１年间，山东省１７个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
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非常缓慢；随着时间推移，

山东省各城市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差距逐渐缩

小。三是，从空间分布来看，山东省沿海地区工业

绿色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内陆地区。

（二）相关建议

山东省各城市在工业绿色增长、工业资源消

耗与环境影响和政府工业绿色政策支持方面要重

点推进工业绿色发展。具体来讲，各城市需优化

工业结构，促进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同时加大传统

工业改造力度，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选择

节能环保的新兴产业，推行绿色环保的经济发展

模式。具体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各城市要提高研发投入，鼓励绿色企业

自主开展研发活动，加大绿色技术投资力度，提高

承接产业转移的环保标准，吸收发达地区的绿色

技术。另外，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大力招商引

资、招才引智，和当地高校、研究机构紧密联系，促

进产学研合作，努力提高科研能力，此外，要释放

创新活力，着力建设高新产业集聚平台、科技创新

研发平台以及创新孵化平台。

第二，加大环保力度，改变企业“先污染，后治

理”的落后观念，这需要企业拿出资金投入到节能

减排的新技术中，秉承“创新、绿色”的发展理念，

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新旧动能

转换。同时，还应加强政策支持，政府要不断完善

环境保护政策，依据工业结构特点制定合理的环境

规制标准，最大限度的发挥自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

环境保护作用，促进山东省工业绿色发展。

第三，发挥省会城市济南和沿海城市的辐射

带动作用，着力打造济南、青岛、东营、烟台、威海、

泰安等山东省工业绿色发展极，以优化产业结构

和创新驱动为重点，以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城市为目标，推动山东省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

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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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模糊集对分析模型在交通事故工伤
保险认定中的应用



●　刘　辉１，２，李仁传２

（１．武警海警学院，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８０１；２．国防大学 联合勤务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５８）

摘　要：交通事故工伤认定是我国工伤保险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事故认定的影响因子在工作属性、责任属
性、主观过错等方面往往存在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和模糊性，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于一体，极易造成工伤性质认定不

精确，损害相关人员权益。文章结合模糊数学和集对分析的方法，构建改进的模糊集对分析模型，研究交通事故工

伤认定的同异反联系度及综合特征值，并通过集对势分析事故的系统特征，从规范量化的角度建立交通事故工伤

认定的科学方法。研究发现：同异反联系数系统描述了交通事故中与工伤认定标准一致的指标、相反的指标、以及

模糊难以判断的指标三类因子对工伤认定结果的影响度；综合特征值从量的角度刻画了交通事故工伤性质的隶属

度；集对势清晰反映了交通事故工伤认定结论的结构和可靠性。

关键词：交通事故；工伤认定；集对分析；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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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险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保障

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重

要险种之一，在抗御职业危害、保障劳动者因工

伤害或患职业病导致的劳动能力丧失而遭受的

损失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现代化

水平的不断提高，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涌现等原

因，因交通意外事故导致的伤亡比例逐年增高。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通过的《国务院关于修改 ＜

工伤保险条例 ＞的决定》扩大了上下班途中的

工伤认定范围，将上下班途中遭受非本人主要

责任的交通事故及城轨、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

害均纳入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更好的维护了

职工权益。但是，从近几年交通事故工伤认定

的践行情况看，由于上下班途中合理时间及合

理路线或因公出差途中等工作属性的界定、“非

本人主要责任”的责任属性、交通工具的所有权

等工具属性在认定时存在复杂的模糊性和不确

定性，实践中很多交通事故案例兼具不同程度

的工伤与非工伤的性质，在缺乏足够的证据时

直接定性容易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如何对这类复杂的交通事故进行工伤认定，从

定量的角度去分析和判断隶属于工伤属性的程

度，从而做出客观准确的认定，无论从学术领域

还是实践领域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集对分析（ＳｅｔＰａｉ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Ａ）理论由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由赵克勤提出，该方法通过刻画联系

数来分析不确定系统中两种事物的同异反程度，

用作分析兼具工伤属性与非工伤属性的复杂交通

事故的工伤认定，从量的角度分析其工伤或非工

伤属性的“势”，具备较好的适用性和科学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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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事故工伤认定集对分析模型将确定性的工伤因

素与不确定性的模糊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以“势”

定性，避免僵化套用认定标准，这是该模型所具备

的独特优势。选取近年来几起典型的交通事故作

为案例，首先结合模糊数学的思想，从工伤认定的

主要影响因素着手，计算各因素隶属度，并以此作

为基础数据构建交通事故工伤认定集对分析模

型，从量的角度分析各案例工伤属性的程度。本

文的创新点有三：第一，理论上，根据集对分析和

模糊理论提出了交通事故“工伤势”的概念，以

“势”的属性和强弱反映交通事故工伤的属性和

程度，拓展了集对分析在交通事故领域的运用深

度；第二，方法上，将模糊数学和集对分析相结合，

并针对交通事故工伤认定规则对集对分析模型进

行改进，构建了适用于交通事故工伤程度认定的

模糊集对分析模型，实现了在交通事故工伤程度

认定领域的量化分析；第三，实践上，探索了从工

伤属性程度的角度来认定交通事故的方法，避免

了“比对式”的工伤认定带来的误判风险，提高了

交通事故工伤认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更好的维

护了当事人权益。

　　一、交通事故工伤认定集对分析
模型的构建

　　（一）相关研究情况

交通事故工伤认定的研究在《工伤保险条

例》修订以来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主要集中

在职工上下班途中事故性质的认定、适用的法律

依据、交通事故责任属性的界定等领域。杨科雄

（２０１４）从“上下班途中”“加害原因”“责任界定”

三个方面对职工上下班途中的交通事故工伤认定

进行了探讨，认为需要构建复杂的法律适用方法

相互配合，才能解决该类认定问题［１］；杨俊卿

（２０１４）通过案例解析的方法对无法律明文规定

的特殊工伤事故的认定进行了研究，阐述了工伤

认定中定性分析的特点［２］；康恒武（２０１４）对交通

事故责任认定不明下的工伤认定情况进行了案例

研究，认为缺乏充分证据支持的交通事故工伤责

任认定是值得商榷的［３］。现有研究成果对我国

交通事故工伤认定存在的实践问题及原因作了较

为全面的剖析，研究方法多为定性分析及案例分

析，对于采用量化的方法分析解决交通事故工伤

保险责任认定的研究鲜有见到。

（二）影响因素分析

工伤认定首先要以国家相关法规为依据。我

国《工伤保险条例》中与交通事故工伤认定的相

关规定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处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遭受交通事故形式的有关

伤害，或者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预备

性或收尾性工作遭受交通事故形式的有关伤害；

第二类是在上下班途中遭受非本人主要职责的交

通事故或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

的；第三类是在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

交通事故形式的伤害（李淑庆等，２０１４）［４］。

通过相关规定的剖析可以看出，我国交通

事故工伤的认定虽然采取了列举法（仪振刚，

２０１４）［５］，但是在具体鉴定时需要考虑各因素的

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均具备不同程度的模糊性

和不确定性，部分在认定时可以较易判定，例如

是否在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是否受单位领导

的指派等，但争议较多的往往是模糊性较强的

影响因素，例如是否属于上下班合理路线，是否

属于工作原因等，往往需要辨别后酌情定性判

断。此外，考虑到各类交通事故伤亡认定均需

综合认定工作时间、地点、内容三类因素的相关

度（孙人杰，２０１７）［６］。因此，研究首先分时间

类、地点类、内容类及其他类系统梳理交通事故

工伤认定的影响因素；其次采用模糊定量分析

的角度，根据实际案例对各模糊因素的隶属程

度，将因素设为５个等级；权重通过向交通事故

工伤鉴定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进行咨询，采用层

次分析法（ＡＨＰ）确定，构建交通事故工伤认定

因素模型，作为下一步集对分析研究的变量。

具体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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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研究变量一览表

变量属性 代码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变量权重
评定类别

１ ２ ３ ４ ５

时间

影响

因素

地点

影响

因素

内容

影响

因素

其他因素

ＴＷ

ＴＢ

ＴＨ

ＴＯ

ＳＷ

ＳＢ

ＳＨ

ＳＯ

ＲＷ

ＲＡ

ＲＲ

ＮＲ

ＴＭ

ＮＮ

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前后

上下班时间

外出工作期间

工作场所

工作场所之间

上下班途中

外出工作地点

工作原因

领导指派

工作相关原因

主观过错

自驾交通工具

非禁止情形

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内

跨度至规定时间前后的合理时间

上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

外出工作的合理时间

单位规定的工作场所内

往返各工作场所途中

上下班途中的合理路线

外出工作的合理地点

单位规定的工作职责

明确接受了领导额外的指派

可归咎于工作的其他合理原因

非本人过错所致

驾驶单位交通工具

非不予认定的法定情形

０．１０９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９

０．１１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４

０．１２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０

０．１０１

１：完全符合

２：比较符合

３：难以判定

４：比较不符合

５：完全不符合

ＡＨＰ判断矩阵一致性情况：λ＝１４．０３９，ＣＩ＝０．０４５，ＣＲ＝０．０６３。

　　（三）模型的构建
集对分析方法通过刻画联系数，分析不同对

象集合在确定与不确定系统中的同一、相反、相异

的程度。通常以Ｎ表示集合共有的表征因素，以
Ｓ表示同一的表征因素数量，以 Ｆ表示关系不确

定的相异表征因素数量，以Ｍ表示相反的表征因
素数量，其中Ｎ＝Ｓ＋Ｆ＋Ｍ；以μ来刻画集对分析
联系度，通常表示为：

μ＝ａ＋ｂ×ｉ＋ｃ×ｊ （１）

其中，ａ＝Ｓ／Ｎ，表示同一度；ｂ＝Ｆ／Ｎ，表示相
异度，ｃ＝Ｍ／Ｎ，表示相反度，ｉ表示相异的标记符
号，ｊ表示相反的标记符号。

交通事故工伤认定集对分析模型以时间类、

地点类、内容类和其他类四类１４项指标构成全集
合Ｑ，按是否满足标准的工伤认定条件分为１～５

个等级，相应的各指标权重 ｗｋ见表１；由于交通

事故在工伤认定时需综合考虑工作时间相关、工

作地点相关、工作内容相关的条件，且不属于法定

不予认定的情形，因此对集对分析模型进行了改

进，并以联系数进行刻画，具体为：

μ＝Σ
ｓ

ｋ＝１
ｗｋａ＋Σ

ｆ１

ｋ＝１
ｗｋｂ１ｉ１＋Σ

ｆ２

ｋ＝１
ｗｋｂ２ｉ２＋Σ

ｆ３

ｋ＝１
ｗｋｂ３ｉ３

＋Σ
ｍ

ｋ＝１
ｗｋｃｊ （２）

其中，ａ表示评价为１即指标因素完全符合

工伤认定标准的同一度，ｂ１、ｂ２、ｂ３表示评价为２

～４即不同程度符合工伤认定标准的模糊相异

度，ｃ表示评价为５即完全不符合认定标准的相

反度；ｉ表示相异的标记符号，ｊ表示相反的标记

符号；ｗｋ表示各类型因素对应指标权重，ｋ表示

各类因素数量，由具体案例确定，分别为 ｓ、ｆ１、ｆ２、

ｆ３、ｍ，其中 ｓ＋ｆ１＋ｆ２＋ｆ３＋ｍ等于所有因素数量

之和。

同时，构建交通事故工伤认定集对势 ＳＨＩ

（Ｈ）分析案例的同异反程度，以准确鉴定该交通

事故是否属于工伤，以及隶属于工伤的程度。具

体如表２所示。

（四）研究框架

本文基于模糊集对分析模型的交通事故工伤

认定的研究，首先提取案例工伤认定影响变量；其

次，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分５种评估水平由工伤鉴

定领域的专家组进行评估；第三，结合变量权重代

入模型进行集对分析；第四，根据模型计算待评估

案例的联系度，初步判断案例的工伤属性；最后，结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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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交通事故的工伤属性的“势”进行深层次分析， 提高认定的准确性。具体研究框架流程见图１。
　表２ 集对势一览表

ａ、ｂ、ｃ大小关系 集对势名称 含义

ａ＞ｃ

ａ＝ｃ

ａ＜ｃ

ｂ＜ｃ，ｂ≠０

ｂ＝０

ａ＞ｂ＞ｃ

ｂ＞ａ

ａ＞ｂ＞０

ｂ＝０

ｂ＝ａ

ｂ＞ａ

ｂ＞ｃ

ｃ＞ｂ＞ａ

ｂ＝０

ａ≥ｂ＞０

同势

均势

反势

强同势

准同势

弱同势

微同势

强均势

准均势

弱均势

微均势

微反势

弱反势

准反势

强反势

以同一趋势为主，系统不确定性小

同一趋势确定，系统稳定性强

系统同一为主，系统结构存在不稳定因素

系统不确定性大，结构不稳定

同一、对立程度相等，系统较稳定

同一、对立程度相等，系统很稳定

同一、对立、相异程度相等，稳定性较差

同一、对立趋势相等，不确定性因素比重大，稳定性差

不确定性较大，对立趋势不稳定

子系统以对立趋势弱，恶化趋势弱

子系统以对立趋势确定，恶化趋势较强

子系统以对立趋势为主，恶化趋势很强

图１　研究框架

　　二、交通事故工伤认定案例分析

　　（一）案例介绍
选取了交通事故工伤认定实践领域的五起典

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５）［７］，验
证模糊集对分析法对交通事故工伤认定的有效性

及优势。对案例进行了精简和涉密处理，具体

如下。

案例１：某单位班车司机在开班车送员工上
下班途中，因堵车绕道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致残，司

机负全责。认定结果：司机享受工伤待遇。

案例２：职工驾驶单位车辆外出期间发生了
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受伤致残，外出原因无

法证实。认定结果：职工享受工伤待遇。

案例３：职工因公到外地出差，在购买生活必

需品的路途上遭受交通事故致残。认定结果：职

工享受工伤待遇。

案例４：职工接受领导指派参加友邻单位夜
间举行的联谊活动，驾驶私人车辆早退途中发生

非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致残。认定结果：职工不

享受工伤待遇。

案例５：职工在上班途中的路线内顺路送孩
子上学，在学校门口停车时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

的交通事故致残。认定结果：职工不享受工伤

待遇。

（二）变量提取及模糊综合评价

根据本文构建的研究变量模型对案例进行变

量提取（任英、彭红星，２０１３）［８］，采用模糊综合评
价法由专家组分５级对研究变量进行评价，专家
组由３人构成，专家权重相同。具体结果见表３。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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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案例模糊评价数据

研究变量 变量权重

案例１ 案例２ 案例３ 案例４ 案例５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ＴＷ ０．０９２ １ １ １ ２ ２ ３ ２ ３ ２ ３ ４ ３ ０ ５ ０

ＴＢ ０．０７０ ０ ０ ０ ２ ２ ２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４ ４ ０

ＴＨ ０．０７６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４ ５ １ １ １

ＴＯ ０．０６１ ０ ０ ０ ３ ４ ３ １ ２ １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ＳＷ ０．０８０ １ １ １ ５ ４ ４ ２ ２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ＳＢ ０．０８１ ０ ０ ０ ３ ３ ４ ２ ２ ３ ４ ５ ４ ０ ０ ０

ＳＨ ０．０７６ ２ １ ２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２ ２ １ ５ ４ ５

ＳＯ ０．０６４ ０ ０ ０ ２ ３ ３ ２ ２ ２ ４ ４ ５ ０ ０ ０

ＲＷ ０．０８６ １ １ １ ３ ２ ２ ２ ３ ２ ２ ３ ４ ５ ５ ５

ＲＡ ０．０８０ ４ ５ ４ ４ ４ ４ １ １ ２ ４ ４ ５ ０ ０ ０

ＲＲ ０．０６４ ３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２ １ ３ ４ ３ ４ ４ ３

ＮＲ ０．０４３ ５ ５ ５ ４ ５ ４ １ １ １ ４ ４ ３ ２ １ ２

ＴＭ ０．０５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４ ０ ４ ５ ５ ５ ４ ５ ４

ＮＮ ０．０７６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注：０表示该专家认为此案例不涉及该评价指标。

　　（三）集对分析
通过表３中三位专家对五个案例各变量指标

的模糊评判数据，进行集对分析，μ１１、μ１２、μ１３分别
为三位专家评判数据的模型联系度分析结果。根

据本文设定的交通事故工伤认定集对分析模型，

变量加权后计算得案例１的联系度分别为：
μ１１＝０．６３６＋０．１０５ｉ１＋０．０８８ｉ２＋０．１１０ｉ３

＋０．０５９ｊ

μ１２＝０．７４１＋０．０８８ｉ１＋０．０００ｉ２＋０．０００ｉ３
＋０．１６９ｊ
μ１３＝０．６３６＋０．１９３ｉ１＋０．０００ｉ２＋０．１１０ｉ３

＋０．０５９ｊ
按相等权重对专家评价加权后的综合联系

度为：

μ１＝０．６７２＋０．１２９ｉ１＋０．０２９ｉ２＋０．０７４ｉ３＋
０．０９６ｊ

同理，计算案例２～５的综合联系度为：
μ２＝０．１４９＋０．３２３ｉ１＋０．２６４ｉ２＋０．２４６ｉ３＋

０．０４８ｊ

μ３＝０．３５７＋０．４５５ｉ１＋０．１４２ｉ２＋０．０４３ｉ３＋
０．０００ｊ

μ４＝０．１６０＋０．１１１ｉ１＋０．１５９ｉ２＋０．３７５ｉ３＋

０．１９２ｊ

μ５＝０．３０３＋０．０５６ｉ１＋０．０４５ｉ２＋０．２６０ｉ３＋

０．３３４ｊ

由于案例的联系度同异反系数并未呈现明显

的特征趋势，根据公式（３），分别以单项级别归属

程度作为权重，以级别特征值作为基数，计算五个

案例综合的级别归属特征值向量为（１．７９４，

２．８１８，１．８７２，３．３２６，３．２６５），以中间值３作为量

化工伤与非工伤的分割点，并根据集对势的判定

原则分析案例相应的 ＳＨＩ（Ｈ），得出五个案例的

分析结果（见表４）。

μｆｉｎ＝ａ×１＋Σ
３

ｎ＝１
ｂｎ×（ｉ＋１）＋ｃ×５ （３）

（四）案例结论

案例１模型认定结论为综合特征值１．７９４的工

伤属性，处于ａ＞ｂ＞ｃ＞０的弱同势，且同一度远大

于相异度与相反度之和，说明此案例认定为工伤性

质是较明确的，弱同势的根源在于司机绕道导致交通

事故，绕道的原因是系统不确定性所在，应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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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案例分析结果一览表

分析对象 同一度ａ 相异度ｂ 相反度ｃ 综合特征值 ＳＨＩ（Ｈ） 分析结论 实际结论 是否一致

案例１ ０．６７２ ０．２３２ ０．０９６ １．７９４ 弱同势 工伤 工伤 一致

案例２ ０．１４９ ０．８０３ ０．０４８ ２．８１８ 微同势 工伤 工伤 一致

案例３ ０．３５７ ０．６４３ ０．０００ １．８７２ 微同势 工伤 工伤 一致

案例４ ０．１６０ ０．６４８ ０．１９２ ３．３２６ 微反势 非工伤 非工伤 一致

案例５ ０．３０３ ０．３６３ ０．３３４ ３．２６５ 微反势 非工伤 非工伤 一致

　　案例２模型认定结论为综合特征值２．８１８的

工伤属性，处于ｂ＞ａ＞ｃ＞０的微同势。本案例相

异度远大于同一度与相反度之和，说明虽认定为

工伤但案例存在非常高的不确定因素，例如私自

驾公车外出的原因，给工伤认定造成困难。此案

例在实践中定性为工伤的原因在于驾驶公车外

出，应合理推断为因公；而基于模糊集对分析模型

是通过量化驾驶公车等因素对因公认定同异反程

度造成的影响，从系统量化的角度判定其隶属于

工伤性质。

案例３模型认定结论为综合特征值１．８７２的

工伤属性，处于 ｂ＞ａ＞ｃ＝０的微同势，说明此案

例交通事故发生在因公外出期间，无明显数据表

明不属于工伤，但由于外出购买生活必须用品在

属性上兼具了工伤与非工伤的模糊性（孙玉荣，

２０１４）［９］，造成了系统相异性的升高，应予以重点

关注。

案例４模型认定结论为综合特征值３．３２６的

非工伤属性，处于 ｂ＞ｃ＞ａ＞０的微反势，且系统

的相异度显著高于同一度与相反度。接受指派的

任务与工作相关性差、事故发生在早退途中等造

成的相异系数ｂ是主导系统非工伤属性量化的主

要因素，导致系统缺乏稳定性。

案例５模型认定结论为综合特征值３．２６５的

非工伤属性，此案例虽处于 ｂ＞ｃ＞ａ＞０的微反

势，但同异反联系数相当，区分度不大，主要是由

于“顺路送孩子上学”导致的交通事故发生在上

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属性上兼具因公

和因私的模糊性，同一度与相反度量化值相当，经

分析差异度的详细情况，实质原因还在于因私，这

与实践认定结果是一致的。本案例的 ＳＨＩ（Ｈ）值

说明系统较不稳定，工伤属性判断的模糊性和不

确定性较强。

分析数据表明，模糊集对分析模型不仅可以

依据综合特征值较准确的判断交通事故性质，证

明该模型在交通事故工伤认定领域运用的有效

性，还可以通过同异反联系数及集对势 ＳＨＩ（Ｈ）

从系统量化的视角分析主导工伤或非工伤属性的

原因、程度，凸显了模型科学量化决策的优势。

三、模型结论与应用分析

（一）模型结论

基于模糊集对分析的交通事故工伤认定模

型，以系统论的思想整体分析确定性因素与不确

定性因素对工伤认定造成的影响并进行量化分析

（刘祖德、万福威，２０１４）［１０］。通过该模型可得出

以下结论：

一是，模型联系数系统描述了工伤认定影响

因素的全貌。模型通过同一度ａ量化了交通事故

中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因子的贡献度；通过相异度

ｂｉ量化了兼具工伤与非工伤属性的影响因子；通

过相反度ｃ量化了明显不符合工伤认定标准的因

子影响度。模型通过同异反联系数实现了对案例

的影响因子的系统量化。

二是，模型综合特征值刻画了工伤属性的程

度。综合特征值以等级系数为权重将交通事故中

确定性与不确定因素对工伤认定的影响进行综合

计算，该值既定性认定了交通事故的工伤属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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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又定量刻画了事故隶属于工伤或非工伤类别

的程度，实现了定性与定量的结合。

三是，模型 ＳＨＩ（Ｈ）反映了事故认定结论的

可靠性和结构的复杂性。集对分析模型的 ＳＨＩ

（Ｈ）全面刻画了系统的结构和稳定。在交通事故

工伤认定中，通过模型 ＳＨＩ（Ｈ）的结构可以了解

工伤认定结论的形成过程，反映出认定过程的复

杂性和认定结论的可靠性，从而有助于实践中对

核心问题的聚焦。

四是，模型解决了工伤认定影响因子的模糊

性量化问题。本文模糊集对分析模型实现了集对

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结合，通过构建交通

事故工伤认定模糊评价指标模型，解决了交通事

故工伤认定实践领域定性判断向定量分析转换、

影响因子兼具工伤与非工伤的模糊属性、以及不

同属性的模糊隶属程度问题。

（二）应用分析

实践中交通事故工伤认定操作主要是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里关于交通事故及相关条款的

规定，并结合立法精神和事故具体情况进行鉴定，

在执行上已形成了较规范的认定体系。基于模糊

集对分析模型的量化认定方法的应用，并不是要

将现有体系取而代之，而是以其优势实现以下三

个领域的创新应用：

一是，基于效率的创新应用。据统计，我国

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已高达数百万起，面对如

此庞大的事故认定需求，现有的力量捉襟见肘。

基于模糊集对分析模型的认定方法，通过其程

序式的认定方法和量化结果，辅之以软件开发

并在交通事故认定体系推广应用，可大大提高

事故工伤认定的效率，解决实践领域供需矛盾

的问题。

二是，基于效果的创新应用。交通事故损害

在我国涉及到工伤社保补偿和侵权损害赔偿的竞

合问题，关系到当事人的权益维护问题，对事故认

定的准确性、精确性有较高需求。基于模糊集对

分析模型的认定方法系统量化了各项事故因素造

成的影响，可以维护当事人在依法维权过程中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提高认定的效果。

三是，基于稽核的创新应用。实践中发生的

交通事故情况复杂，条例规定中的情况往往只能

提供原则性和精神性的指引，实际认定涉及大量

专家的职业定性判断。基于模糊集对分析模型的

认定方法，可以作为工伤认定的辅助手段，借助软

件实现从定量的角度进行辅助稽核，对认定结论

冲突的事故进行重点复核，以更好的提高认定的

公正性。

基于模糊集对分析模型的量化认定，提供的

是一种通过定量解决定性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该

方法不仅可以运用于交通事故工伤认定领域，针

对不同的问题背景选择不同的变量因子进行分

析，还可以将模型运用拓展到整个工伤保险认定

领域及社会保障鉴定领域，具有广阔的运用空间

和运用价值。

四、结语

研究构建了模糊集对分析模型，并探讨其在

交通事故工伤认定领域的应用。交通事故工伤认

定结论涉及到事故当事人的权益维护，鉴于我国

国情的特殊性和当前工伤认定的现状，以不确定

性系统的整体观量化工伤性质的隶属值及事故各

因素的影响度，对提高认定结论质量、维护当事人

权益都大有裨益，并可以推而广之应用到我国整

个工伤事故鉴定领域。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对

工伤属性判定的综合特征值阈值加以分析，今后

可以尝试采用模糊聚类的方法，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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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基于２０家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

●　方　来

（兰州财经大学 中国西北金融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水平的提高，传统行业已经不适应现有经济发展模式，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则可
以提升科技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甘肃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出发，以甘肃省２０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其金
融支持效果进行了数据分析，而且针对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金融支持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

建议。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模式；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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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国务院于２０１０年正式提出的培育和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甘肃省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３

年分别制定了《甘肃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行动计划》和《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的意见》，力争不断扩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规模，完善产业结构、增强竞争力。金融支

持作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重要环节，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的

特点导致金融支持模式运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复

杂性。尽管近年来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

对迅速，但是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大问题，比

如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及融资效率低下等。探索

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模式对产业的未来发展

将提供强劲的动力。学术界基本认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会促进经济发展，李赶顺（２０１１）［１］认为战略

性新兴产业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经济

增长和促进就业也有很大的作用。冯春林

（２０１１）［２］认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提升我

国自主创新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有重要意义。李晓

等（２０１１）［３］认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未

来经 济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重 要 举 措。于 新 东

（２０１１）［４］认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抓住新一

轮技术革命的重要机遇。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的模式也是多种多样，黄奕信（２０１６）［５］从供给

侧改革视角下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同步

推进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并构建资源流通的共享

机制、优化产业结构，最终成为以社会整体利益最

大化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杨鹏等（２０１２）［６］创造

性地提出了产业延伸发展模式、技术领先发展模

式、技术跟随发展模式、引进合作发展模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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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发展模式等五种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此

外，他们认为加快欠发达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应突出区域特色，注重不同模式之间的融合选

择与融合发展。张武康等（２０１３）［７］在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发展模式选择问题上，是从其内涵角度

进行研究，即在资源分配模式选择方面，应从政府

导向为主过度为市场导向为主。乔玉婷等

（２０１１）［８］认为，在发展模式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应

采用军民融合的发展模式，又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分

为嵌入型、互动型和依托型三种。林敏等

（２０１３）［９］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问题研究

上，认为应考虑西部区域特征，并结合战略性新兴

产业竞争力要素，确定各省区的战略性发展模式，

并分析得出甘肃省的发展模式为产业基础依托型。

还有学者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加强

参与各方的协同合作，汤华杰（２０１５）［１０］通过对

杭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机制中存在的诸多问

题进行分析，认为政府与市场在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过程中应通过政策供给，实现资本、制

度、技术、人才、平台等领域的合作，并建立协同

培育机制，以达到协同推进的作用。许婷

（２０１６）［１１］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着重处理

好政府与市场、产业间、企业与企业家之间的关

系。李晓东（２０１５）［１２］认为基于经济新常态视

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培育机制，需要正确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培育和创造市场需

求、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培育机制。包海

波（２０１２）［１３］认为加快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

育需加强核心技术与技术标准研发、大力培育

和创造市场需求、完善激励政策体系。

关于如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金融支持

方面，学术界认为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

用。朱迎春（２０１１）［１４］认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要以政府为主体，并得出政府应通过引导、激

励、服务和规范来实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支持的结论。张玉强等（２０１１）［１５］对政府如

何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出了关键建议。

冯春林（２０１１）［１６］认为，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调动企

业的积极性，加速市场资源的流动速度。王大

明（２０１１）［１７］认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将市

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这样既能避免政

府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又能充分调动市场

主体的积极性。

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仅仅对主要的研究结果

进行了梳理。总体而言，目前对于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发展模式和培育机制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

研究成果也为本文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思路，提供

了强大的理论基础。不过，就当前研究的不足而

言，现有的理论构架和研究范式是否适合分析甘

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金融发展模式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考量。为此，本文将针对甘肃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金融发展模式进行较为系统的研

究，旨在能够促进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稳健、

快速发展。本文从甘肃省上市公司角度出发，不

仅可以分析得出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

的现状，还能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其与全省整体产

业中的差距。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大特点是

产业内的研发能力，本文在界定上市公司是否属

于战略性产业的判断标准主要是：第一营业行业

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或已经被认定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或已经从传统行业转型过渡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且转型力度很大；或承接重大专项资金扶

持项目的上市公司。使用该评判标准并结合上市

公司的主营业务，本研究选取了甘肃省２０家上市

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具体分析。

　　二、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现状

　　２０１６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印发的《甘肃省“十

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相关内容显

示，目前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新材料

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制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新型煤化工产

业、公共安全产业、现代服务产业等九个领域，这

些产业将成为甘肃省的未来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

增长点。围绕着这九项战略性新兴产业，甘肃省

明确提出了重点建设项目，加大了相关人员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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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提供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发展。２０１２年，甘肃省共安排３０００万专项

资金扶植本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１３５０万用

于科技产品的研发，带动项目总投资４亿元，一定

程度上保障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①。２０１３

年，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４５２亿元，

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７．２１％。“十二五”

前三年年均增幅达１８．６８％②。２０１５年，甘肃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８２１．６亿元，占全省生

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１２．１％，年均增长率达

１５．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１７．４％③。根

据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文主要从以下七个领域重点分析甘肃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

（一）新能源产业

甘肃省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处在河西走

廊地区的酒泉、张掖、武威三市是风能基地。唐代

诗人岑参如是形容河西走廊：“一川碎石大如斗，

随风满地乱石走”，可见河西走廊地区风能资源

之丰富。河西走廊地区沙漠戈壁面积较大，日照

极为强烈。同时，河西走廊地广人稀的地域特点

也为风能、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创造了平台。

目前，甘肃省风能、太阳能发电装机速度位列世界

第二位。风能发电装机总容量达到了１００７．６万

千瓦时，位列世界第一位。甘肃省新能源发电占

全省发电量 ２８％左右。到 ２０２０年，风力发电装

机预计达到 ２５００万瓦，太阳能装机预计达到

１１００万瓦，其中光伏发电９９０万瓦，光热发电１１０

万瓦。具体到甘肃省２家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④，

在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期间，尽管实现了营业总收

入的增长（其中甘肃电投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总收

入年均增长３．５２％、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总收入年均增长１．３４％），但净利润增长情

况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其中甘肃电投股份有限公

司营业总收入年均增长 －５．５７％、甘肃靖远煤电

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总收入年均增长 ５．２１％），

２０１７年则总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由新能源产业带动发展起

来的产业。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利用风电和太阳能

的整机安装和设备维护，为实现甘肃省新能源产

业及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以研

发、销售、技术为支撑的产业体系。甘肃省的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自发展之初，已形成具有甘肃特色

且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基础。时至今日，甘肃省的

部分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领先地

位，如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装备、集成电路装备、

电子电器装备、矿业开发装备等。具体到甘肃省

１家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在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期间，营

业总收入与净利润均呈现负增长态势（其中营业

总收入年均增长 －３．８９％、２０１７年公司净利润为

－８７１９．６７万元），但从甘肃省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角度来看，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已经形成了集

聚效果，并且具备了向周围省份辐射的条件；高端

装备制造业的高科技产品已经进入市场；装备技

术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在真空设备、机床等方面

的优势非常明显。

（三）新材料产业

甘肃省在矿产资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尤其是有色金属，并凭此优势成立了白银和金

昌两大有色金属工业产地，并逐渐形成了金属产

品科研、矿产开采、矿产冶炼、地质勘测等有色金

属产业体系。甘肃省新材料产业是依靠甘肃省丰

富的矿产资源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有３家上市

公司（方大碳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甘肃上峰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祁连山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在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期间，营业总收入和净

利润均实现增长（其中方大碳素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营业总收入年均增长１９．８７％、净利润增长

７２．６４％；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总收入

—２５—

　　　　兰 州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导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ｈ．ｃｏｍ．ｃｎ／ｃｅｈ／ｊｒｙｗ／２０１２／１０／２７／１３８１８５．ｓｈｔｍｌ。
甘肃省政务服务网：甘肃省《２０１５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总体攻坚战工作方案》。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ａｎｓｕ．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１５／４／２／ａｒｔ＿４７８６＿２３２１３４．ｈｔｍｌ。
数据来源：甘肃省政务服务网：《甘肃省＂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ａｎｓｕ．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１６／８／１５／ａｒｔ＿４７８６＿２８３２８１．ｈｔｍｌ。
甘肃省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分别为：甘肃电投股份有限公司、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数据来自上市公司的年报，下同。



年均增长１２．５２％、净利润增长２４．８７％；甘肃祁

连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总收入年均增长

０．５３％、净利润增长４．３５％）。随着科技水平的

提高，甘肃省以有色金属、化工、技术装备、高新技

术等新材料为核心的新材料产业开发，并涉及太

阳能电池、碳纤维复合材料、精品钢材、铝合金等

材料，将会逐步形成具有良好附加值、极具市场竞

争力的产业群。

（四）新生物医药产业

甘肃省是中国最大的中医药产地之一，药材

种植历史悠久，种类丰富，质量较高。近年来，甘

肃省以党参、甘草、大黄、当归、秦艽、独活、黄岑、

柴胡、茵陈、草河车、旱半夏等药材种植为主的新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逐渐形成了生物技术产

品研制、中药材集约生产、生物产品制造、生物药

品流通运输等新生物医药产业。就甘肃省８家新

生物医药产业上市公司而言，主要的财务数据出

现一定的差异。其中，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总收入和

净利润年均增长较快，而甘肃亚盛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出现年均负增长的情

况。整体来看，甘肃省新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不

仅推动了甘肃省中药材种植的发展，而且推动了

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农村土地集约程度的提

升，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促

进了农民就业水平。

（五）信息技术产业

甘肃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军工产品及航空航

天设备制造基地，具有科技基础好、人才素质高

的特点。甘肃省利用地域的科技优势，并以现

代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为目标生产，形

成了以航空电子设备和无线通信设备为主的产

业链、以光电子产业为核心的新兴技术产业。

在此基础上，以天水、兰州为中心的电子信息产

业基地逐步形成，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

集聚效应开始出现。具体到甘肃省４家信息技

术产业上市公司，甘肃刚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天水华天股份有限公司、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年均增长较快，

而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则出现了负增长

的情况。整体而言，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提升

了甘肃省整体的科技水平，优化了产业结构，形

成了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无线通信技术的产

业链，以微电子产业和光电子产业为核心的新

型信息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和科技保证，是甘

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六）节能环保产业

甘肃省的节能环保产业一直受到社会及甘肃

政府的关注。近几年更是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其

主要成果为：大型高效换热装备在市场竞争中优

势明显，甚至在国外处于领先水平；甘肃省在处理

有色金属冶炼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烟气和重金属酸

性废水时，采取的处理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甘肃全省矿山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产业形成了

一定的规模；节水灌溉技术的生产研发已经在全

省获得了推广。以大禹节水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

的甘肃省节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与

净利润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营业总收入从２０１３

年的７２１５０．５８万元增加至２０１７年１２８４４２．３７

万元，年均增长 １２．２２％；净利润从 ２０１３年的

１７１０．４２万元增加至２０１７年９５４３．７１万元，年均

增长４１．０３％。

（七）现代服务产业

由于甘肃省在资源、区位等方面拥有发展

现代服务业的优势，甘肃省的现代服务产业发

展水平不落后于全国水平。目前甘肃省的现代

服务业划分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

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卫生、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八类。

以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甘肃省

现代服务产业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与净利润

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营业总收入从２０１３年的

２２９１５．７６万元增加至２０１７年２７９６２．０５万元，

年 均 增 长 ４．０６％；净 利 润 从 ２０１３年 的

－３３２４．８５万元增加至２０１７年７９２５．０６万元。

近年来，甘肃省现代服务产业以较快的速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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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主要表现为现代服务业在 ＧＤＰ中的比值逐

年提高，现代服务产业的产业内部、地区结构不

断优化以及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由以上分析可

以看出，现代服务业作为甘肃省的经济发展重

点，在未来几年将成为推动积极增长的重要产

业，并成为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力量。

从以上对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甘肃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基础，但作为经济

欠发达地区，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是制约甘肃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更好

地利用金融市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需要研究

的核心问题，本文将通过相关分析对甘肃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模式选择进行探讨。

三、研究设计及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

１产业发展指标

本文遵循上述战略性新兴产业评判标准，选

取甘肃省２０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具体到企业

来看，衡量一家企业在不同金融支持渠道的作用

下的发展水平的变化，可以通过企业的营业总收

入的年变化情况。因此，选取营业总收入设置为

因变量，在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７年的参考区间内，衡量

每一家上市公司在１１年内的经营发展水平变化。

２金融发展指标

上市公司在市场上融资主要通过三种渠道：

金融机构融资、股票市场融资以及内部资金融资。

金融机构融资主要是上市公司在金融机构借款，

因此，若衡量金融机构资金供给水平，则需计算上

市公司的总资产中，金融机构借款所占比重。资

本公积是与企业收益无关的而与资本相关的贷

项，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融资水平主要在资本公

积中体现出来。因此，选取资本公积在总资产中

的比重来衡量股票市场对企业的资金供给水平。

上市公司内部资金供给水平主要通过未分配利润

与盈余公积的总和来估计，因此，选取盈余公积与

未分配利润的总和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衡量上市

公司内部资金供给水平。

因此，选取营业总收入作为自变量，衡量产业

发展水平，选取三种主要金融支持方式作为因变

量，衡量金融支持水平。各指标数据来源于“万

德数据库”。为了使数据变得平稳，同时消除模

型中异方差的存在，对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关

于金融发展指标的选择详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计算公式 指标说明

因变量 Ｙ 营业总收入 代表上市公司发展水平

自变量

Ｂ 借款总额／总资产 代表金融机构资金供给水平

Ｃ 资本公积／总资产 代表股票市场资金供给水平

Ｄ （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总资产 代表内部资金供给水平

　　（二）实证分析

基于２０家上市公司构建如下模型：

ＧＴＩｉｔ＝０＋β１ＬＦＮｉｔ＋β２ＩＣＳｉｔ＋β３ＣＳＣｉｔ＋Ｖｉｔ
（其中，ｉ＝１，２，…，Ｎ；ｔ＝１，２，…，Ｎ） （１）

其中，ＧＴＩｉｔ表示被解释变量，ＬＦＮｉｔ、ＩＣＳｉｔ、

ＣＳＣｉｔ为解释变量，由于不同个体回归系数不同，

Ｖｉｔ为随机误差项。０为随机变量，当 ０变化与

系数相关时，该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随机模型；当

０变化与系数无关时，该模型为个体随机效应

模型。

检验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以确保面板

数据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避免伪回归。本文使用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进行单位根检验，在５％显著性水平

下，变量的检验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序列

平稳。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详见表２。

另外，本文运用 Ｆ检验判定模型是混合模

型或是变系数模型或是变截距模型，再运用似

然比检验来判定是随机效应模型或是固定效应

模型。根据检验结果（见表３），本文选择随机效

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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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单位根检验结果

单位根检验类型 滞后阶 统计量 概率 结论

Ｌｅｖｉｎ，Ｌｉｎ＆Ｃｈｕｔ检验 ０ －４４０４．７７ ０．００００ 平稳

Ｉｍ，ＰｅｓａｒａｎａｎｄＳｈｉｎＷ－ｓｔａｔ检验 ０ －５８８．１０５ ０．００００ 平稳

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检验 ０ １８８．１１２ ０．０６３７ 平稳

ＰＰ－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检验 ０ １９０．９０２ ０．０４８１ 平稳

　表３ 模型检验结果

Ｆ检验（０．０５） Ｐ值 临界值（０．０５） 检验结果（Ｆ检验） 似然比检验 Ｐ值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

１．０９３０７８ ０．７７８７ １０．１ 接受 １５．８５６８７２ ０．００００ 拒绝

　　运用上述模型和相关数据进行面板模型分

析，结果表明（详见表４），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

公司为研究样本，金融机构的支持作用最大，股票

市场和内部融资的支持作用都为负。由此可知，

战略性新兴产业从金融机构获取的资金更多，股

票市场和企业内部融资没有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实证结果表明，在三种融资方式中，金融机构

支持作用最强，股票市场支持作用次之，企业内部

融资作用最小，甚至为负，即企业内部融资未能对

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起到支持作用。由

此可以推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资金密集投

入的特点决定了其对资金的巨大需求，融资规模随

着产业的发展会不断扩大。这些特点决定了只有

机构投资或是在资本市场融资才能满足新材料产

业对资金的需求，因此，在甘肃省的新材料类企业

中，金融机构的支持作用最强，股票市场资金支持

作用次之。另外，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规

模都相对较小，企业自有资金有限，仅靠内部资金

不能为其提供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因此，甘肃省新

材料企业的内部资金支持作用最小，并且可能在某

种程度上没有对自身企业的发展起到支持作用。

　表４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相关性 标准误 Ｔ检验

Ｙ ３０．８９４５８ ２４．０４２３３ １．２８５００８

Ｂ １５．３９９０６ １３．９７０７９ １．１０２２３３

Ｃ －１０．２５３１８ ２９．９２５１０ －０．２６２８

Ｄ －２．０４３０１０ １４．３３２６２ －０．１４２５４３

Ｒ２ ０．００７３６２

Ｆ值 ０．４８４５４９

四、对策建议

通过从上市公司角度分析了金融对甘肃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支持的效果，结果表明：金融机构支

持作用最强，股票市场支持作用最弱。由此可知，

在完善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模式过程中，

要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对产业的支持作用，提高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部资金运用效率，完善资本

市场，扭转股票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颓

势。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加强金融机构对产业的支持作用，提

高金融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从上文分析可知，

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支持作用最强。并且综合来看，金融机构在满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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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资金需求方面

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

有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处于产业链核心地

位的优势，金融机构对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支持

也是顺应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宏观来

看，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疏

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鼓励银行

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

服务组织积极参与到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

实体经济的工作中。从微观来看，以金融市场

“看不见的手”为手段，在制造与销售环节中实

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优胜劣汰。战略性新

兴产业在发展初期应给与较多的金融扶持，在

产业企业发展成熟后以市场调节为主，实现甘

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第二，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内部资金运

用效率，增强企业实力。首先，应合理的扩大企业

规模。扩大企业规模在合理范围内能够实现规模

经济，节约企业成本。但企业规模过大、经营范围

过广，会分散企业资源难以形成竞争优势。甘肃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处于起步的关键期，如果企

业自身没有过硬的竞争优势及赢利点，会逐渐被

市场淘汰。所以，在合理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更

要关注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从而提高企业整体

效率。其次，优化企业资本结构。企业应选择与

其发展相匹配的融资模式、投资渠道。合理的股

权、债务融资比例以及相适宜的长期、短期融资不

仅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而且能够提高企业融资

的整体效率。最后，应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受甘肃省经济技术水

平的制约。甘肃省要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

发展，必须重视技术的推广更新和熟练强化，并不

断引进先进技术，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另

外，政府应给予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

的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

第三，完善资本市场，扭转股票市场对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支持颓势。从以上实证结果来看，资本

市场对产业总体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两方面发挥作

用较小，并没有实现其带动作用。如果资本市场可

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正向的推动作用，甘肃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所以要转

变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方式，走出一

个适合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的资本支持道

路。另外，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不断完善现代企业治

理制度。企业本身的发展前景、信用状况与融资难

易程度有很大关系。完善企业的治理制度一方面

可以提升企业日常经营的效率，保证生产的正常进

行。只有完善企业治理制度，企业融资成本才会降

低，这也有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发展，从而企业

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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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易信息的个人信用风险建模与实证分析


●　许彩艳，陈鑫鹏，王蕊，王永瑜

（兰州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　要：根据某商业银行提供的客户历史交易数据，首先基于８万条记录，６２８个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分
析，筛选出有效数据集；其次利用Ｌａｓｓｏ估计，找到最优调节参数ｌａｍｂｄａ，根据ｌａｍｂｄａ与变量数目对应走势图，最终
筛选出１９个变量，并分别针对违约与不违约客户进行特征描述，再结合参数估计结果分析，发现男性的违约几率
是女性的１．０６倍；“６个月存款月日均金额”、“最近６个月活期存款月日均余额”、“最近６个月内账户贷方月均交
易金额”、“３个月月平均本币新增余额”的发生额越大，客户越容易违约；而“负债总额”的取值越大，违约几率越
低。最后建立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训练集预测准确率为８４．６２％，测试集预测准确率为７８．８０％，模
型外推效果良好。

关键词：交易信息；变量筛选；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２４；Ｆ２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９）０１０５８１２

　　一、引言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现代社会各类交易

活动的本质即是信用交易。商业银行需要采用与

企业信贷不同的方法来审核个人信贷。在大数据

与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的

发展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增长具有正向的影

响［１］。个人信用风险是信用中介机构或金融机

构关心的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信用风

险评估模型是银行、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以及信

用中介机构根据客户的历史交易数据，建立计量

模型，从而将客户按照信用等级归类。信用一词

谓以“使人相信”之意，最早来源于《左转·宣公

十二年》：“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庸可几乎？’”而对于个人信用风险的评估最早成

熟于国外，西方国家对个人信用评估的研究已有

１５０多年的历史。国外最初采用经验判别法，以

定性分析为主，根据“５Ｃ”要素建立个人信贷评价

体系，即运用品质、偿付能力、资金、抵押和条件五

个方面的信息来解释个人的信用状况，诸如ＦＩＣＯ

体系中的客户偿还历史、信用账户数、建立信用的

年限、新开立的信用账户和信用类型；在国内，中

国人民银行也运用基本信息、信用交易信息、公共

信息、特别信息和其他等五大类指标构建个人信

用指标体系［２］。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个人信用

风险评估系统比较成熟，而我国的商业银行信用

评估系统尚处于摸索阶段，且存在以下三方面的

问题：一是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以及消费

观念上存在较大的差异，直接照搬发达国家的个

人信用评估模型会导致诸多问题；二是子集选择

过程存在不稳定、计算复杂以及没有考虑变量选

择引起的误差而导致实际方差偏小等缺陷［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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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信用市场体系尚不健全，未形成监管、执行、审

查等市场发展模式。个人指标体系不健全，造成

信用评估准确性不高。

在具体的指标选择方面，陈美丽、傅魁

（２０１８）［４］以个人基本信息为基础，引入个人社交

关系指标，并结合个人价值体系、个人资信情况以

及个人消费行为指标，从五个维度２６个指标中选

出五个维度２０个指标，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第三方

支付背景下的个人信用评估指标体系。杨振坤、

闫冬（２０１６）［２］基于客户基本信息，并结合相关交

易信息，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国人民银行征信

中心个人信用报告中１８个指标进行优化，最终选

择出 ８个指标对客户分类。黄秋、史小康

（２０１５）［５］以客户贷款信息和个人基本信息为主，

利用一种新的数据离散化方法对有序变量和连续

变量进行初步选择，再结合机器学习领域的基于

一致性的特征选择方法对指标进行二次选择，最

后将原来的１２个指标减少至６个指标。而近几

年出现的一种新的变量选择方法———Ｌａｓｓｏ（Ｌｅａｓｔ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方法在

金融风险评估领域运用比较广泛。方匡南等

（２０１４）［３］将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引入个人信用评

估中，并与逐步回归法对比，通过模拟实验发现

Ｌａｓｓｏ方法不仅在计算速率，而且在模型解释性和

预测的准确性上都优于逐步回归方法。

在个人信用风险评估模型选择方面，Ｄａｖｉｄ

Ｄｕｒａｎｄ（１９４１）［６］最早将判别分析法引用到信用

评估系统中。姜明辉等（２００４）［７］建立了基于 ｋ

近邻判别分析法的个人信用评估模型，并分析了

模型应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王莉莉等

（２００７）［８］利用改进的 ＩＤ３算法生成决策树提高

传统银行客户信用评估方法的分类正确率。李

刚、许传华（２００７）［９］从理论上设计了基于神经网

络的信用评估模型，并指出 ＢＰ神经网络技术应

用于个人信用评估中的三大优点：自适应功能、泛

化功能和很强的容错能力、很强的处理非线性问

题能力。叶小娇等（２０１１）［１０］通过改进参数，利用

支持向量机解决个人信用评估中数据不平衡问

题。杨春霞等（２０１７）［１１］利用改进果蝇算法优化

ＳＶＭ对个人信用风险进行预测，解决了 ＳＶＭ模

型在人为选择参数上的盲目性。李君艺、张宇华

（２０１３）［１２］针对商业银行个人信用风险评估指标

的条件依赖问题，利用贝叶斯网络结构建立个人

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并对其进行了效果评价。王

蓓蓓等（２０１６）［１３］将判别分析、决策树、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Ｋ近邻等方法与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对比分

析，发现 ＢＰ神经网络模型在大数据背景下由于

其内部神经元之间认知为非线性结构以及同时设

有前馈式反射机制的优点而优于其他模型。刘祥

东、王未卿（２０１５）［１４］利用我国 ３２５家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的财务数据，从准确性、预测能

力和稳定性三个方面分别对比了贝叶斯判别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和ＢＰ神经网络模型的信用风险

识别能力，研究结果表明 ＢＰ神经网络模型的准

确性和预测性最高，稳定性较强，但是没有解释

力，而其他两个方法在解释力方面都优于 ＢＰ神

经网络模型。综合而言，在同时考虑预测精度与

模型解释力两方面问题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是最

优选择。信贷机构通常根据不同问题的预测精度

以及建模人员的知识偏好选择某种统计方法建立

个人信用评分模型。

综上所述，在面对少量简单客户数据时，学

者们往往以个人基本信息为基础，结合部分其

他信息，利用神经网络模型、支持向量机、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回归模型等对客户信用进行评估。而当面对

庞大而又复杂的数据集，尤其是数据结构不同

于传统的数据结构时，如何筛选有效数据集，从

而建立较为准确的个人信用评估模型是困扰商

业银行评估客户信用的一大难题。本文针对此

问题展开讨论。

在建立个人信用评估模型过程中，变量选择

是关键，也是较难之处。经典的变量选择算法，诸

如所有可能子集回归、向前选择、向后消减、逐步

回归等方法，在面对高维或超高维数据时，这些经

典变量选择法变得无能为力。当解释变量之间存

在共线性时，经典的变量选择方法会影响模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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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准则的真实效果，并且选择很不稳定，比如同样

对于最佳子集方法，数据的微小出入会使得选择

出的变量迥然不同，因此会对模型的解释性造成

很大困扰。

现代个人信用评估是基于个人基本信息和交

易信息进行分析，而交易信息中采用的多是流水

账的记录方式。对于有效变量的识别并非是建立

在一次筛选或一次建模的基础上。通过对交易信

息的分析，不同类型的客户的重要交易指标不尽

相同，在保证模型评估有效的同时又要选择出指

标的估计系数。传统的经典模型选择变量方法显

得不够完美。而现代的变量选择方法———正则化

方法，则是一种基于惩罚思想，特殊的收缩方法，

能同时实现变量选择和参数估计，故本文运用正

则化方法中的Ｌａｓｓｏ估计对于现代交易信息进行

变量筛选和参数估计。

二、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一）Ｌａｓｓｏ估计原理

Ｌａｓｓｏ方法是由 ＲｏｂｅｒｔＴｉｂｓｈｉｒａｎｉ在 １９９６年

提出的１－范数惩罚估计［１５］。其式如下：

β
＾
＝ａｒｇｍｉｎ

　

β
‖Ｙ－Ｘβ‖２

２＋λ‖β‖１ （１）

其中 λ＞０是调节参数。该方法是一种压

缩估计，利用模型的绝对系数函数作为惩罚项

压缩回归系数，使绝对值相对较小的系数压缩

至０。最初来源于 Ｂｒｅｉｍａｎ（１９９５）［１６］的非负绞

除法。而非负绞除法过度依赖于最小二乘估

计，在解释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情况下，往往

使估计出现偏差，估计效果不好，相比之下，Ｌａｓ

ｓｏ却能够很好地避免这些缺陷，兼具岭回归和

子集选择的优点。

假设有数据（Ｘｉ，ｙｉ）（ｉ＝１，２，…，ｎ；Ｘｉ＝（ｘｉ１，

…，ｘｉｐ），Ｘｉ和ｙｉ分别是第ｉ组的自变量与因变量

的观测值，假定观测值彼此独立，ｘｉｊ标准化，且
１
ｎ

Σ
ｉ
ｘｉｊ＝０，

１
ｎΣｉｘ

２
ｉｊ＝１。令β

＾＝（β＾１，…，β
＾
ｐ）
τ，Ｌａｓｓｏ方

法的估计量定义为：

β＾＝ａｒｇｍｉｎΣ
ｎ

ｉ
（ｙｉ－Σ

　

ｊ
β＾ｊｘｉｊ）

２＋λΣ
ｊ
｜βｊ[ ]{ }｜

（２）

Ｌａｓｓｏ的算法实现方面，Ｅｆｒｏｎ（２００４）［１７］等提

出了一种新的变量选择算法———最小角回归法

（ＬｅａｓｔＡｎｇ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ＡＲＳ），并给出了 ＬＡＲＳ

的实现算法。对 ＬＡＲＳ算法简单修正，可用于求

解Ｌａｓｓｏ估计的求解路径。

（二）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本文针对客户信用等级评价，以违约与否衡

量，即被解释变量取值为１和０的二元离散值，故

选择Ｌｏｇｉｓｔｉｃ二元离散回归模型与 Ｌａｓｓｏ估计方

法相结合的 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该模型运用惩

罚项对参数加以约束，可以同时实现变量选择和

参数估计。

在上述 Ｌａｓｓｏ方法中的假件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模型的条件概率可表示为：

ｌｏｇ
ｐ（ｙｉ＝１｜Ｘｉ）
１－ｐ（ｙｉ＝１｜Ｘｉ{ }） ＝β０＋Σ

ｐ

ｊ＝１
ｘｉｊβｊ （３）

令

ｏｄｄｓ＝
ｐ（ｙｉ＝１｜Ｘｉ）
１－ｐ（ｙｉ＝１｜Ｘｉ）

“ｏｄｄｓ”称为几率、比值、比数，是指某事件发

生的可能性（概率）与不发生可能性（概率）之比。

回归模型中的系数估计值 β＾可写成如下式

（４）的形式：

β＾＝ａｒｇｍｉｎ
　

β
Σ
ｎ

ｉ＝１
｛ｙｉηβ（Ｘｉ）－ｌｏｇ｛１＋ｅｘｐ［ηβ

（Ｘｉ）］｝｝＋λΣ
ｐ

ｊ＝１
｜βｊ｜ （４）

其中ηβ（Ｘｉ）＝β０＋Σ
ｐ

ｊ＝１
ｘｉｊβｊ，调和参数 λ的大

小控制着变量的个数。λ越大，估计得到的非零

参数就越少，而λ过小，又会选入过多的变量，造

成过度拟合。估计λ常用的方法有：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交叉验证、广义交叉验证法等，本文选用广义交叉

验证法来确定λ的值，通过求得ＧＣＶ统计量的最

小值来得到最优调和参数的值，而

ＧＣＶ（λ）＝
‖ｙ－Ｘβ（λ）‖２

ｎ｛１－ｐ（λ）／ｎ｝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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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ｐ（λ）＝ｔｒ｛Ｘ（ＸＴＸ＋λ（ｄｉａｇ（｜β＾１｜，…，

｜β＾ｐ｜））
－１）－１ＸＴ｝。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及原始数据描述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２０１７年中国高校ＳＡＳ数

据分析大赛”中的贷款信用风险评估数据，该数

据包括８万个客户６２８个变量信息，具体有：客户

号、开户机构、证件类型、性别、违约标志、个贷标

识、信用卡最长开户时间、信用卡持有情况、银保

通金额、累计开户数目、３个月或６个月具体交易

信息等６２８个变量标签。其中，个贷标识取值０

表示没有贷款，取值１表示贷款；违约标志取值０

表示不违约，取值１表示违约。

（二）变量选择

１．初次筛选

（１）数据用途分类。以各变量名称含义为主，

将原始数据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各种交易信

息，多以“３个月……”或“６个月……”等命名的交

易信息为主；第二类是个人资产类信息，如“负债总

额”、“存款金额”、“客户ＡＵＭ（ＥＣＩＦ）８种金融资产

余额”等，是对客户资产等状况的描述；第三类是客

户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持有各种信用产品

标志”等，这些标志均以“Ｙ”和“Ｎ”记录。

　表１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符号表示 取值说明

违约标志 Ｙ Ｙ＝１表示违约客户，Ｙ＝０表示不违约客户

性别 Ｄ１ Ｄ１＝１表示男性，Ｄ１＝０表示女性

客户持有账户数量 Ｘ１ Ｘ１∈Ｎ

存款金额 Ｘ２ Ｘ２∈［０，∞）

客户ＡＵＭ（ＥＣＩＦ８种金融资产余额） Ｘ３ Ｘ３∈［０，∞）

资产总额 Ｘ４ Ｘ４∈［０，∞）

负债总额 Ｘ５ Ｘ５∈［０，∞）

累计开户数目 Ｘ６ Ｘ２∈Ｎ

最近３个月客户ＡＵＭ平均值 Ｘ７ Ｘ７∈［０，∞）

最近６个月客户ＡＵＭ平均值 Ｘ８ Ｘ８∈［０，∞）

３个月存款月日均金额 Ｘ９ Ｘ９∈［０，∞）

６个月存款月日均金额 Ｘ１０ Ｘ１０∈［０，∞）

最近３个月客户月平均资产总计 Ｘ１１ Ｘ１１∈［０，∞）

最近６个月客户月平均资产总计 Ｘ１２ Ｘ１２∈［０，∞）

活期存款最早开户日期距今月份 Ｘ１３ Ｘ１３∈Ｎ

活期存款最近开户距今月份 Ｘ１４ Ｘ１４∈Ｎ

活期存款平均开户时长 Ｘ１５ Ｘ１５∈Ｎ

当月存款账户总数 Ｘ１６ Ｘ１６∈Ｎ

３个月月均存款账户总数 Ｘ１７ Ｘ１７∈Ｎ

６个月月均存款账户总数 Ｘ１８ Ｘ１８∈Ｎ

持有本币账户数量 Ｘ１９ Ｘ１９∈Ｎ

３个月月平均持有本币余额 Ｘ２０ Ｘ２０∈［０，∞）

—１６—

许彩艳，陈鑫鹏，王蕊，王永瑜 基于交易信息的个人信用风险建模与实证分析



　（续表１）

６个月月平均持有本币余额 Ｘ２１ Ｘ２１∈［０，∞）

３个月月平均本币新增余额 Ｘ２２ Ｘ２２∈［０，∞）

６个月月平均本币新增余额 Ｘ２３ Ｘ２３∈［０，∞）

最近３个月内账户借方月均交易次数 Ｘ２４ Ｘ２４∈Ｎ

最近３个月内账户贷方月均交易金额 Ｘ２５ Ｘ２５∈［０，∞）

最近６个月内账户贷方月均交易金额 Ｘ２６ Ｘ２６∈［０，∞）

本月活期存款月日均余额 Ｘ２７ Ｘ２７∈［０，∞）

最近３个月活期存款月日均余额 Ｘ２８ Ｘ２８∈［０，∞）

最近６个月活期存款月日均余额 Ｘ２９ Ｘ２９∈［０，∞）

持有信用卡产品标志 Ｄ２ Ｄ２＝１表示持有信用卡，Ｄ２＝０表示未持有信用卡

是否关联还款 Ｄ３ Ｄ３＝１表示关联还款，Ｄ３＝０表示未关联还款

是否全额还款 Ｄ４ Ｄ４＝１表示全额还款，Ｄ４＝０表示未全额还款

　　注：Ｎ表示整数集。

　　（２）选取贷款客户。客户的违约与否只是针

对贷款客户而言，故只选取贷款客户做分析。原

始数据中，“个贷标识”取值为０和１，０表示没有

贷款，１表示贷款。故在 Ｅｘｃｅｌ中筛选出取值为

“１”的贷款客户作为新样本，该样本中包括７８１２

条贷款客户记录。

（３）无效数据剔除。删除标签类变量，例如

“标签”、“客户号”、“开户机构”等变量，以及无

效（观测值全为零）变量，剩余４３７个变量。

（４）多变量缺失值处理。本文数据集缺失值

状况属于多变量缺失模式［１８］。面对多变量缺失

的数据，一般有两种解决途径：直接删除法和数据

插补法。直接删除法适用于缺失值比例较少的数

据，利用插补法填补的数据误差较大，无法进行准

确建模。本文数据冗余度较高，变量之间的相关

度也较高，以及只有不违约客户才有记录的变量，

诸如“贷款账户月余额”、“３个月内贷款账户月

均余额”等变量。综合上述原因，本文利用直接

删除法剔除这些变量，剩余３３个有效变量。

（５）样本比例分配。上述７８１２条记录中，违约

客户有３０６７条记录，不违约客户有４７４５条记录，为

了使模型的预测结果更具说服性，以及使信息损失

达到最小，以３０６７条违约客户为１单位，从不违约

客户中随机抽取３０６７条记录，构成１∶１的比例，故

最新样本数据集为６１３４条客户信息记录。

２．基于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二次筛选

将上述样本数据集中以“Ｙ”和“Ｎ”记录的变量

量化，“Ｙ”用“１”代替，“Ｎ”用“０”代替，并做标准化处

理，再按照４∶１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

利用 Ｒ软件中的 Ｇｌｍｎｅｔ软件包能够实现

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通过广义交叉验证法选出最

优调和参数 λ的值，最终确定变量个数。如图１

中，横坐标表示 λ的对数值，纵坐标表示二项式

误差，同时横坐标正上方表示随着 ｌｏｇ（λ）的不同

取值所选取的变量个数，两条虚线之间误差比较

稳定，左边的虚线表示模型的误差最小时 ｌｏｇ（λ）

的取值。一般而言，根据ＲｏｂｅｒｔＴｉｂｓｈｉｒａｎｉ提出的

取值经验，在信息量损失较小的同时，保留相对比

较重要的解释变量，选取模型相对简洁的 λ
的值。

图１中，随着λ的增大，变量的误差区间在不

断减小，当λ达到一定的值时误差将几乎不再变

动。Ｌａｓｓｏ中λ的值越大对于变量的惩罚就越高，

模型中保留的解释变量就越少，信息量的损失就

会越大，因此在保证信息量损失最小的同时要使

λ的值越大越好。λ的取值是使模型的压缩达到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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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利用Ｒ软件得出最优 λ＝０．０００１６６８０２２， 此时Ｌａｓｓｏ系数解路径图如图２所示。

图１　λ与变量数目对应走势图

图２　Ｌａｓｓｏ系数解路径图

　　Ｌａｓｓｏ系数解路径图表示在不同的 ｌｏｇ（λ）下
建立 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得到的变量系数的解。
由于调和参数对于变量具有压缩的作用，在最优

λ下，模型中非０的１９个解释变量分别为：性别
（Ｄ１）、客户持有账户数量（Ｘ１）、存款金额（Ｘ２）、
负债总额（Ｘ５）、６个月存款月日均金额（Ｘ１０）、最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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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３个月客户月平均资产总计（Ｘ１１）、活期存款最
早开户日期距今月份（Ｘ１３）、活期存款最近开户
距今月份（Ｘ１４）、活期存款平均开户时长（Ｘ１５）、６
个月月均存款账户总数（Ｘ１８）、３个月月平均持有
本币余额（Ｘ２０）、３个月月平均本币新增余额
（Ｘ２２）、６个月月平均本币新增余额（Ｘ２３）、最近３
个月内账户借方月均交易次数（Ｘ２４）、最近６个月
内账户贷方月均交易金额（Ｘ２６）、本月活期存款
月日均余额（Ｘ２７）、最近６个月活期存款月日均余
额（Ｘ２９）、持有信用卡产品标志（Ｄ２）、是否关联还
款（Ｄ３）。

　　四、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建模分析

（一）特征描述分析

将违约与不违约客户的样本信息分别做分类

描述分析，便于从客观上认识违约与不违约客户

交易信息的主要特征，也便于结合模型结果判定

客户类别。

对筛选出的１９个变量中的部分变量进行特
征描述分析，见图２。整体而言，从方差来看，同

一变量中不违约客户的整体方差比违约客户的要

小。方差反映数据的离散程度，方差越大，表明数

据波动越大，反之则越集中，因此，不违约客户的

交易数据较违约客户稳定。此外，从均值来看，违

约与不违约客户的交易信息参差不齐。

在具体方面：

（１）违约客户的负债总额平均值较不违约
客户小，而存款金额平均值却较不违约客户大。

直观而言，与通常意义上“负债越大违约概率越

大”的观点有出入，但实际上，从信贷机构的角

度进行分析，只有信用良好、资金稳定、负债能

力较强的客户才能取得高额贷款，贷款额度与

信用等级成正向相关。对于贷款人而言，对方

资金链越稳定、资本越充足，越是敢于将贷款额

度提升。因此不违约客户的贷款额度基数整体

上较违约客户高，故波动性也较大。而当存款

金额很大，交易次数与交易金额不稳定时，越容

易违约，不违约客户在这方面却显得比较“保

守”，存款金额相对较少，交易状况都比较

稳定。

　表２ 客户信息统计描述①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方差

违约客户 不违约客户

违约与不违

约客户平均

值差值

违约客户 不违约客户

违约与不

违约客户

方差差值

客户持有账户数量 ３．５８ ２．８０ ０．７８ ２５．８２ ２０．４５ ５．３７

存款金额 １１．６３ ８．４２ ３．２１ ８３．６４ ２９．１３ ５４．５１

负债总额 １０．３２ ６１．１２ －５０．７９ ６０．２０ １３９．９４ －７９．７４

６个月存款月日均金额 １２．９１ ８．２０ ４．７１ ９９．０６ ２８．２８ ７０．７８

最近３个月客户月平均资产总计 ２２．３０ １３．４９ ８．８１ ４８．７３ ７．５２ ４１．２１

活期存款最早开户日期距今月份 ２５．９６ ２６．２６ －０．３０ ９２．０９ ５３．５６ ３８．５３

活期存款最近开户距今月份 １７．９６ １９．７６ －１．８０ １２．６５ ９．７１ ２．９４

活期存款平均开户时长 ２１．９１ ２３．０１ －１．１１ ８５．００ ５４．３３ ３０．６６

６个月月均存款账户总数 ２．６０ ２．１７ ０．４３ ９．１０ ７．７７ １．３３

３个月月平均持有本币余额 ２７．９１ ３６．３２ －８．４２ ３７．４９ ８３．４７ －４５．９９

３个月月平均本币新增余额 ２３．４６ １２．０１ １１．４４ １９．１６ ９．２２ ９．９４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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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表中数据只是为了说明违约客户与不违约客户的交易信息大小及波动状况，故对数据做了伸缩处理，与数据本身量纲无关。



　（续表２）

６个月月平均本币新增余额 －６８．４０ －５２３．３０ ４５４．９０ ５３．９８ ４８．３９ ５．５９

最近３个月内账户借方月均交易次数 ３．８５ ３．９８ －０．１３ １３．９５ ８．６７ ５．２９

最近６个月内账户贷方月均交易金额 ３６．９２ ２１．３５ １５．５６ ５８．８０ １８．３０ ４０．５０

本月活期存款月日均余额 ３１．６６ ３７．２６ －５．６０ １３．５７ ８．５１ ５．０７

最近６个月活期存款月日均余额 ２４．２８ ２９．８５ －５．５８ ２２．７５ ５２．６７ －２９．９２

　　（２）性别是离散型变量，“１”表示男性，“０”
表示女性，在原始数据集中，男性的违约率为

４．２８％，女性的违约率为 ３．３３％。Ｓｃｈｒｅｉｎｅｒ
（２００４）［１９］分析玻利维亚商业银行的数据后认为，
信用风险存在性别差异，并且女性的信用违约率

低于男性。

（３）活期存款是指可随时存取和转让的一种
银行存款，活期存款占一国货币供应的最大部分，

也是商业银行的重要资金来源，代表着流动性资

金的高低。在活期存款时长中：“活期存款最早

开户日期距今月份”、“活期存款最近开户距今月

份”、“活期存款平均开户时长”也能反映客户的

信用状况，这三个指标在均值上均表现为不违约

客户高于违约客户，而在方差上，不违约客户都相

对比较稳定。活期存款开户时间越长，客户信用

越良好。在活期存款金额中，不违约客户活期存

款金额均值普遍高于违约客户。整体而言，活期

存款值越高的客户波动性越大。

（４）客户持有账户记录表明客户的资金流动
性大小，通常情况下持有账户的数量越大，流动性

资金的数量越大。在客户持有账户记录中，平均

而言，违约客户要比不违约客户持有的多。违约

客户“客户持有账户数量”和“６个月月均存款账
户总数”两个指标的均值均高于不违约客户，方

差也比不违约客户大。违约客户的账户相对较

大，表明流动性资金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５）不违约客户“最近６个月内账户贷方月
均交易金额”的平均交易金额低于违约客户，但

交易金额波动不大，而“最近３个月内账户借方
月均交易次数”的平均交易次数较违约客户多。

不违约客户的资金相对较为稳定，一般情况下并

未出现较大的波动。

（６）在资产方面，违约客户在“最近３个月客
户月平均资产总计”以及“６个月存款月日均金
额”两个变量中的平均值和方差都要高于不违约

客户。

（７）违约客户在“３个月月平均本币新增余
额”和“６个月月平均本币新增余额”这两个变量
中，不仅均值大于不违约客户，而且方差也比不违

约客户高。违约客户的交易金额在高水平上波

动，特征较为明显。

（二）参数估计

利用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得出系数估计结果如
表３所示：

　表３ 模型系数及ｏｄｄｓ值

符号 变量名 系数
ｐ／（１－ｐ）

（ｏｄｄｓ）
符号 变量名 系数

ｐ／（１－ｐ）

（ｏｄｄｓ）

ｃ 截距 －０．３５ ０．７０ Ｘ１８ ６个月月均存款账户总数 ０．１１ １．１２

Ｄ１ 性别 ０．０６ １．０６ Ｘ２０ ３个月月平均持有本币余额 －０．３０ ０．７４

Ｘ１ 客户持有账户数量 ０．１１ １．１２ Ｘ２２ ３个月月平均本币新增余额 ０．８４ ２．３２

Ｘ２ 存款金额 －１．４２ ０．２４ Ｘ２３ ６个月月平均本币新增余额 ０．０７ １．０７

Ｘ５ 负债总额 －３．４６ ０．０３ Ｘ２４
最近３个月内账户借方

月均交易次数
－０．１４ ０．８７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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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３）

Ｘ１０ ６个月存款月日均金额 １．９０ ６．６９ Ｘ２５
最近６个月内账户贷方

月均交易金额
１．３１ ３．７１

Ｘ１１
最近３个月客户月

平均资产总计
－０．２２ ０．８０ Ｘ２７

本月活期存款

月日均余额
－０．８４ ０．４３

Ｘ１３
活期存款最早开户

日期距今月份
０．５０ １．６５ Ｘ２９

最近６个月活期存款

月日均余额
１．４３ ４．１８

Ｘ１４
活期存款最近开户

距今月份
－０．１３ ０．８８ Ｄ２ 持有信用卡产品标志 －０．０７ ０．９３

Ｘ１５ 活期存款平均开户时长 －０．２５ ０．７８ Ｄ３ 是否关联还款 ０．００ １．００

　　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能通过显著性检
验，说明这１９个变量对个人信用风险有着显著影
响。其中，男性的违约几率是女性的１．０６倍，与
方匡南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６个月存款月日
均金额”、“最近 ６个月活期存款月日均余额”、
“最近６个月内账户贷方月均交易金额”、“３个月
月平均本币新增余额”这几个变量的“ｏｄｄｓ”值较
大，且都大于１，表明其对客户违约事件发生的反
映也比较灵敏，这些变量取值越大，客户越容易违

约。而“负债总额”的“ｏｄｄｓ”值最小，且小于１，表
明其取值越大，违约几率越低，被判定为不违约客

户的几率也就越大。

负债是指根据客户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现时

义务，履行该义务预期会导致现金流的流出。负债

的高低代表着客户在交易中形成的应履行义务总额

的高低。商业银行审批信贷业务时，会给予信用状

况良好的客户较大信贷额度。信贷机构也据此对客

户进行信用等价评定。提用信贷额度的客户通过及

时偿还负债形成良好的信用记录。长此以往，经常

性发生个人信贷业务的客户往往具有较大的信贷额

度。特征分析中违约客户负债总额的平均值和方差

都低于不违约客户，说明信用记录良好的客户能够

获得更高的信贷额度。负债总额的估计系数为

－３．４６，相应的“ｏｄｄｓ”值为０．０３，较其他变量取值最
低，表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给

予的可提用信贷额度越高，该客户信用记录越好，即

负债总额每增加一单位，违约几率降低９７％。该指
标能很好地衡量客户违约与否。

　表４ 模型预测结果

　

预测分类

训练样本（４９０８） 测试样本（１２２６）

０ １ ０ １

实际分类
０ １８８０（７６．６１％） ５７４（２３．３９％） ４１７（６８．０３％） １９６（３１．９７％）

１ １８１（７．３８％） ２２７３（９２．６２％） ６４（１０．４４％） ５４９（８９．５６％）

准确率 ８４．６２％ ７８．８０％

　　“本月活期存款月日均余额”是客户活期存

款在本月内的日均余额，代表客户的流动资产的

大小。客户的流动资产越大，资金链越牢固。一

个月在银行业务中属于短期、现期，因此本月活期

存款月日均余额也可以看成对客户当前流动金额

的一个衡量。

“６个月存款月日均金额”反映客户短期内日

均存款状况，也是衡量客户资产的一种体现，资产

越多，客户容易发生更多的信贷业务，违约风险也

会增大；“最近６个月内账户贷方月均交易金额”

反映客户短期内交易量，收益与风险成正比，交易

量越大，风险越高；“最近６个月活期存款月日均

余额”反映客户短期内的资金流动，发生额越小，

越稳定，越不容易违约；反之，则越容易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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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检验

进一步检验模型的准确性，及其在实际运用

中是否具有可靠性。根据上述选择结果，将训练

集和测试集结果的准确率做比较。其中，“０”表

示不违约客户，“１”表示违约客户。

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中，根据随机原则，按照

４∶１的比例将总样本分为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建

立信用评估模型，得到表４的预测结果。发生误

判有两种结果：一是将不违约客户误判为违约客

户，二是将违约客户误判为不违约客户。这两者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都是一种损失。前者使银行

失去一部分客户，造成营业额的减少；后者使银行

给予违约客户一定的业务服务如贷款，造成银行

坏账的增加，相比较后者对银行造成的损失较大。

在训练样本中，２４５４个违约客户中只有１８１

位客户被误判为不违约客户，误判率为７．３８％，

违约客户的正判率为９２．６２％；而在不违约客户

中，有５７４名客户被误判为违约客户，误判率为

２３．３９％，不违约客户的正判率为 ７６．６１％，整体

的准确率为８４．６２％。对于两种误判而言，尽管

后者的误判率较大，但是对于银行造成的损害相

对较小。

在测试样本的分类结果中，违约客户误判率

为１０．４４％，不违约客户误判率为３１．９７％，总的

准确率为７８．８％。方匡南等（２０１４）［３］认为“在实

际的信用风险评价中，将违约客户误判为非违约

客户对授信人或社会而言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会

更大”。因此，对违约客户的准确判断更为重要，

其次考虑的才是对非违约客户的判断。从模型的

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的分类结果来看，违约客户

的正判率都较不违约客户的正判率高，说明可减

少误判造成的经济损失，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

较为有效的客户信用评估模型。

整体而言，模型的外推性较好。在现代金融

市场中，在可获取的客户基本信息极少的情况下，

亦可利用大量客户以往的交易信息评估其在将来

信贷往来业务中的违约几率，评估客户信用等级，

确定信贷业务及其相应的贷款额度。方法处理

上，在面对庞大的数据信息时，利用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能够对客户进行较为准确的信用评估。首

先应从方差分析角度对数据集进行清洗，筛选

出有效数据集，其次利用 Ｌａｓｓｏ估计方法进行变

量选择和参数估计，筛选出最佳数据集，构建个

人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在信息不对称的商业银

行信贷业务中，利用这些指标评价客户信用等

级较为准确。

五、结论与建议

客户信用是银行信贷业务开展的基础，本

文根据某商业银行提供的客户交易信息，利用

大量的客户交易数据建立个人信用风险评估模

型。在数据量庞大，数据结构复杂，且不同于传

统的数据结构时，首先严格筛选有效数据集，再

利用正则变量选择方法筛选变量，估计变量系

数，最后建立 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并检验模型估

计的准确度。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客户基

本信息缺失的条件下，亦可利用大量客户交易信

息建立客户信用评估模型；第二，在诸多交易信息

中，“负债总额”、“６个月存款月日均金额”、“最

近６个月活期存款月日均余额”、“最近６个月内

账户贷方月均交易金额”、“３个月月平均本币新

增余额”诸指标对违约几率反映比较敏感，其中

“负债总额”的增加会使得违约几率降低，而其他

变量增加会使得违约几率提高；在个人信息中，男

性的违约几率是女性的１．０６倍；第三，基于客户

交易信息建立的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无论是在训

练样本中还是在测试样本中，对于违约客户与不

违约客户的正判率都比较高，且对于违约客户的

正判率均要高于不违约客户，模型整体外推效果

良好。

根据上述结论，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利用

大量交易信息判断客户的违约几率。借贷过程

中，借款人通常不会向对方提供对自己不利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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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甚至会提供虚假信息，从而增加贷款人的风

险［２０］，这一般表现在基本信息中，故可利用大量

交易信息判断客户信用状况，降低风险；第二，同

等条件下，可选择女性作为贷款发放对象或第二

还款来源。Ｄｒｅｂｅｒａｎｄ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ｏｎ（２００７）［２１］研

究发现女性具有更高的商业道德，女性的契约履

行精神高于男性。本文的研究以及方匡南等学者

的研究都表明男性的违约几率高于女性，故在发

放贷款时可偏向于选择女性，包括担保人的选择

也应偏向于选择女性，这样可以降低借贷双方的

风险；第三，将 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引入商业银行

个人信用风险评估系统。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

获取不再是问题，但是，由于可获取数据冗余度较

高，结构复杂，这会增加建模难度。在诸多复杂信

息中，有效信息只有少数，如何提取有效信息，从

而提高模型准确度是关键。Ｌａｓｓｏ方法可以快速

而有效地进行变量扫描，筛选出显著变量，同时进

行系数估计，而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在解释力和预

测精度两方面都表现良好，将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引入个人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可科学有效地构建

个人信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

的个人信用风险评估体系，提高信用风险评估准

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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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ｓｔ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ｃｒｅｄｉ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ｔｈｅ

ｌａｓｔ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ｎｅｗ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ｉｎ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ｉｓｔｏｄｅｆａｕｌｔ，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ｃｈａｎｃｅｏｆ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ｄ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ｅｔｉｓ８４．

６２％，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ｓｅｔｉｓ７８．８０％．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ｇｏ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ｌａｓｓ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ｍｏｄｅｌ
（责任编辑：郑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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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彩艳，陈鑫鹏，王蕊，王永瑜 基于交易信息的个人信用风险建模与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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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特征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陈闻鹤１，常志朋１，２

（１．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安徽 马鞍山 ２４３００２；
２．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安徽 马鞍山 ２４３００２）

摘　要：基于“中欧班列”沿线２６个国家２００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６年的双边贸易数据，使用社会网络分析和
ＱＡＰ方法研究“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密度
处于上升状态；各国家间核心度差异逐步缩小，贸易网络格局由单极化向多核心化转变；空间集聚将国家划分为

主溢出板块、双向溢出板块、主受益板块和经纪人板块，各贸易板块溢出效应具有较大差异；中欧班列的开通对

国家间贸易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此外，共同边界、技术水平距离、工业就业人口比重差距和通关效率差异也是

影响贸易网络的重要因素。据此，从共建中欧班列“命运共同体”、展开不同类型班列运行模式和海陆联运等方

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欧班列；网络特征；社会网络分析；ＱＡＰ模型

中图分类号：Ｆ７２５７；Ｆ２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９）０１０７０１２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深入，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８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印发《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对中欧班列未来五年的发展做出全面顶层

设计。该规划明确了中欧班列的运输通道和空间

布局，以及未来所要承担的主要任务。至此，中欧

班列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呈现出爆

发式增长的态势。中欧班列分为东线、中线、西线

三条道路，依托原有的亚欧大陆桥和西伯利亚大

陆桥形成了５１条运行线，成为整个亚欧大陆的交

通要线。２０１８年中欧班列运行列数近６３００列，

同比增长７２％，其中，回程班列２６９０列，同比增

长１１１％。２０１９年１月５日，中国铁路调整列车

运行图，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增至６８列，其货物种

类也从原有的ＩＴ产品扩展到汽车配件、机器设备

和服装百货等。至此中欧班列成为带动亚欧国家

经济发展和加强贸易联系的新动力。

但是，“中欧班列”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格局在

过去十几年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贸易网络中国

家地位和作用发生了何种变化？沿线国家贸易网

络特征是如何演化的？哪些因素影响了沿线国家

贸易网络？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有助于优化中欧

班列的顶层设计和提高中欧班列的运营效率。鉴

于此，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有关研究

—０７—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３０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重大决策社会风险分类框架、演化规律及化解策略”

（ＡＨＳＫＹ２０１５Ｄ７９）。
作者简介：陈闻鹤（１９９４—），男，安徽马鞍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通讯作者：常志朋

（１９７８—），男，吉林榆树人，教授，研究方向：社会风险治理、管理综合评价。



中欧班列和贸易网络特征的文献综述；第二部分

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中欧班列”沿线国

家贸易网络基本特征；第三部分利用 ＱＡＰ方法探

究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第四部分为结

论及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随着“中欧班列”开行规模日益扩大，“中欧

班列”的相关研究也引起国内诸多学者的关注。

研究成果主要从国家层面深入剖析内涵和定位，

对顶层设计全面研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

细化分析。对“中欧班列”的经贸研究主要侧重

于定性分析的理论研究，认为影响“中欧班列”沿

线国家间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定位不清、

协调机制低效、境外基础设施落后、陆运运价过

高、货运集散地布局失衡、以及铁路联运中运单流

转、融资和兑付等功能欠缺（陆梦秋等，２０１８；戴

林莉，２０１８；马斌，２０１８）［１－３］。较少文献对“中欧

班列”沿线国家贸易实证分析，赵永波等（２０１７）

使用引力模型研究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潜力，

认为应强化沿线国家间的合作和物流基础设施建

设［４］；黄森等（２０１８）基于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模型

与空间计量模型对“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绿色投

资效率进行分析，认为其总体水平不高但呈上升

趋势［５］。而目前很少有学者研究“中欧班列”沿

线国家贸易网络特征。

贸易网络化是国际贸易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

一。由于使用单边或双边作为切入点分析贸易现

状难以全面把握全球贸易关系（ＡｌｂｅｒｔＲ等，

２００２）［６］。因此，贸易网络化研究迅速发展，主要

思路是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ＮＡ）探究贸易网络特征。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是对特定集合中的节点与连接这些节点的关

系（线）所组成的“网络结构”特征和属性进行研

究的社会科学方法（Ｒａｕｃｈ，２００１）［７］。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ｉｓ

（２０１１）认为贸易空间网络化趋势明显，具有与社

会网络相似的复杂性特质，呈现典型的“核心—

边缘”结构特征［８］。同时，诸多学者认为贸易网

络的小世界、高集聚和无标度特征明显（Ｓｅｒｒａｎｏ，

２００３；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２００３）［９－１０］。国内学者近年来开

始对贸易网络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除权视角下

的贸易网络结构特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

网络演化规律、贸易网络与全球价值链的耦合关

系以及贸易网络模型的理论分析等（魏素豪，

２０１８；陈少炜，２０１８；杨文龙，２０１８）［１１－１３］。

在分析贸易网络特征的基础上，学者对贸易

流量影响因素展开了探讨，主要分为自然因素和

人为因素。自然因素中，地理距离、是否拥有共同

边界等因素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得到了多数学

者的关注（Ｆａｇｉｏｌｏ，２０１０）［１４］。人为因素中，经济

发展水平距离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得到了一致认可

（巴腾等，２００１）［１５］。此外，技术水平距离，通关效

率差距和工业规模差距等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

也同样值得关注（傅帅雄等，２０１７；孔庆峰等，

２０１５；黄庆波等，２０１４）［１６－１８］。实证研究中，由于

变量间存在关联性，使用非参数统计的二次指派

程序（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ＱＡＰ）检验

贸易 网 络 影 响 因 素 更 为 合 适 （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

１９８７）［１９］。近年来，较多学者使用 ＱＡＰ方法对结

构网络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如肖群鹰等（２００７）

对省际劳动力迁移网络、魏巍等（２０１８）对区域金

融集聚空间关联网络、方大春等（２０１８）对房价空

间关联网络等网络结构的影响因素均使用 ＱＡＰ

方法进行检验［２０－２２］。

对贸易网络的研究日趋完善，已成为国际贸

易领域的热点问题，但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

“中欧班列”沿线国间经贸关系有助于扩大我国

“一带一路”贸易市场，然而关于沿线国家贸易网

络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缺乏实证研究；

二是贸易网络分析对象以除权网络为主，通过设

置阈值将贸易值转化为二元变量，分析结果与实

际贸易状况存在出入，难以体现沿线国家间贸易

的真实情况。基于此，本文以“中欧班列”沿线国

家为研究对象，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加权

贸易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可以为提高中

欧班列的使用效率和扩大贸易市场提供新思路。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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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网
络特征研究

　　（一）“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研究

范围及数据描述

根据《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已开通及计划开通“中欧班列”的国家共计

２６个，故研究对象按照“规划”所拟定的范围，包

括中国、蒙古、俄罗斯、中亚４国（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中东２

国（伊朗、土耳其）、高加索地区２国（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西欧５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

西班牙）、中东欧７国（白俄罗斯、波兰、捷克、保

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波罗的海

地区３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如图 １

所示。

图１　“中欧班列”沿线国家及铁路分布

　　在贸易数据来源上，进出口贸易数据根据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中ＳＴＩＣ（Ｒｅｖ．４）编码加总后获

得，基于数据可得性，选取２００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４个年度的贸易数据进行研究。在贸易数据处

理上，Ｆａｇｉｏｌｏ（２０１０）认为使用加权网络可以更好

地研究贸易网络的复杂特质［１４］。因此，本文构建

加权贸易网络，其具体方法为两国间贸易量为进

口贸易量与出口贸易量之和，由于各国统计存在

差异，当不同国家统计的相同两国间贸易量存在

差别时，取两国贸易量的平均数，若某国缺少双边

贸易数据则直接采用对方国家的贸易统计值，以

体现贸易网络的真实情况。

（二）“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整体特

征分析

将“中欧班列”沿线国家作为贸易网络的节

点，将双边贸易流量作为边的权重，构建无向贸

易网络，给出“中欧班列”沿线国家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的贸易网络演化图，如图 ２所示。

通过分析贸易网络演化趋势可以看出，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间，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密度呈上

升状态，表明沿线国家贸易联系密切程度不断

提高。从区域密度分布来看，欧盟国家间贸易

频繁，中东和中亚地区内部贸易较少，原因是西

欧国家经济发达，产业结构互补性高，而中亚和

中东国家多以资源和能源为主，经济结构单一，

因而在地理距离较近和文化差异较小的背景

下，贸易依旧稀疏。从跨区域密度来看，中国与

西欧国家贸易频繁，与中亚、中东欧国家和俄罗

斯的贸易有上升趋势，这与中欧班列的开通促

进国家间贸易有关。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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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演化

　　（三）基于“核心—边缘”模型的国家个体特
征分析

通过对贸易网络整体特征的分析，本部分基

于“核心—边缘”结构模型分析国家在贸易网络

中的个体特征。“核心—边缘”结构模型最早由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ａｉｎ（１９７４）提出，用于反映国家与整体贸
易网络的关联强度，分为离散型和连续型，离散型

模型适用无权网络，连续型模型适用加权网

络［２３］。由于研究对象是加权贸易网络，故使用连

续型“核心—边缘”结构模型。使用 Ｕｃｉｎｅｔ中
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计算“中欧班列”沿线国家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的核心度，并给出“中欧班列”
沿线国家核心度演化，如图３所示。以上四年的
贸易网络的拟合优度均在 ０．９５以上，表示“核
心—边缘”结构模型可以较好地分析国家的个体

特征，并根据核心度 Ｃｉ的大小，将国家划分为核
心国家（Ｃｉ０．２）、半边缘国家（０．０４Ｃｉ＜０．２）
和边缘国家（０Ｃｉ＜０．０４）。

图３　“中欧班列”沿线国家核心度演化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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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空间分布来看，表示“中欧班列”沿线国家

核心度的颜色在图３中从班列沿线两端向中间逐

渐变浅，核心度分布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

征，即中国和西欧四国等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核

心度最高，向中间不断降低，中亚国家核心度最

低。从时间分布来看，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核心国家数

量一直较为稳定，在２０１１年之前，贸易网络中的

核心国家一直是德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四个国

家，之后中国成为核心国家，核心国家数量上升至

５个，其中，德国处于贸易网络中心位置，核心度

最高且不断提升，从２００１年０．７３５上升至 ２０１６

年０．７９９，在整个贸易网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三国核心度不断下降，对

贸易网络影响力正逐渐削弱；中国核心度在２０１６

年上升为０．２７５，从半边缘国家转变为核心国家；

波兰２０１６年核心度达到１．４４，开始接近核心国

家水平；俄罗斯的核心度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在０．０６２

－０．１４３之间波动，这与世界经济疲软以及能源

价格波动有关。

通过对贸易网络的个体特征分析，可以发现：

（１）德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核心度最高，均值

在０．２以上，处于绝对核心位置；（２）阿塞拜疆、

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和格鲁吉亚等

经济欠发达国家的核心度居末位，处于边缘位置；

（３）中国自２０１１年中欧班列开通后在沿线国家

核心度排序为４，现阶段处于核心位置。总之，沿

线国家贸易网络表现出显著的“核心—边缘”结

构特征，但随时间推移，边缘国家数量减少，半边

缘国家和核心国家数量增多，贸易网络由极化向

多核心化转变，沿线国家贸易参与度明显提升，各

国对贸易网络影响力差异不断缩小。

（四）基于块模型的国家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前文使用“核心—边缘”模型分析“中欧班

列”沿线国家的个体特征，为进一步探究国家间

贸易关系，本部分使用块模型研究贸易网络中的

空间集聚特征。块模型最早由Ｗｈｉｔｅ等（１９７６）提

出，即将网络中的行动者按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

成“块”，并考察“块”之间是否存在关系［２４］；Ｓｎｙ

ｄｅｒ等（１９７９）使用块模型对世界经济体系进行了

研究［２５］。块模型是指贸易网络中的贸易交流最

频繁的国家，反映组团现象，以此为基础分析各贸

易板块间的关系和所扮演的角色。块模型的测算

实质上是一种迭代相关收敛法，即将贸易矩阵中

的某国与沿线所有国家的贸易量所组成的列（或

行）间的相关系数重复计算，最后得到一个仅有１

或－１的相关系数矩阵。

根据Ｇｉｒｖａｎ等（２００２）［２６］的方法以及种照辉

等（２０１７）［２７］对该方法的改进，可以将板块分为四

种类型，分别是双向溢出板块、主受益板块、主溢

出板块和经纪人板块，同时给出板块角色判别方

法，如表１所示；并给出对于以上四个板块的具体

解释，如表２所示。
　表１ 加权网络下块模型的贸易板块分类法

板块内部贸易关系比例
该板块对其他板块出口和进口贸易量之比

Ｔｂ，ｅ／Ｔｂ，ｉ１ Ｔｂ，ｅ／Ｔｂ，ｉ＜１

Ｔｂ／Ｔｂ，ｔ（ｎｂ－１）（ｎ－１） 双向溢出板块 主受益板块

Ｔｂ／Ｔｂ，ｔ＜（ｎｂ－１）（ｎ－１） 主溢出板块 经纪人板块

　表２ 贸易板块含义解释

板块名称 具体含义

双溢出板块 对其他板块的以进口贸易联系为主，板块内部贸易联系紧密

主溢出板块 与其他板块贸易联系较板块内部为多，且与其他板块贸易联系以出口为主

主受益板块 板块内部贸易联系较多，与外部板块贸易联系少

经纪人板块 板块内部贸易联系少，与其他板块进出口贸易联系多

　　其中，Ｔｂ表示板块内部的贸易量，Ｔｂ，ｔ表示 该板块对外贸易量，Ｔｂ，ｅ表示该板块的出口贸易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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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Ｔｂ，ｉ表示该板块的进口贸易量，ｎｂ表示该板

块内部的国家数量，ｎ表示该贸易板块所在贸易

网络的所有国家数量，（ｎｂ－１）（ｎ－１）表示期望

的内部关系比例，Ｔｂ／Ｔｂ，ｔ表示实际内部关系比

例，Ｔｂ，ｅ／Ｔｂ，ｉ表示对其他板块出口与进口贸易量

之比。

使用块模型分析贸易网络中的空间集聚特

征，将“中欧班列”沿线２６个国家分为４个贸易

板块，研究贸易板块间关系，并给出“中欧班列”

沿线国家贸易板块演化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中欧班列”沿线国家块模型分布演化

　　２００１年中国、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属于相同
贸易板块，中亚国家、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成为同

一贸易板块，西欧国家与伊朗处于相同贸易板块；

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为同一贸易板

块。２００６年贸易板块分布的最大变化在于中国
与西欧国家成为相同贸易板块。从 ２０１１年到
２０１６年贸易板块的颜色变化可以发现以下趋势：
其一，中东欧地区开始逐渐融入中国与西欧的贸

易板块，这一趋势证明规划开通中欧班列西部通

道的必要性；其二，中欧班列的开通促进了俄罗斯

与中亚国家的贸易联系，形成了由俄罗斯，中亚和

中东国家组成的新的贸易板块。

为进一步研究各板块间的贸易溢出，根据表

１和表２，给出各贸易板块溢出效应演化表，如图
５所示。

由图５可以分析“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空间
集聚特征：一是，以俄罗斯为主的板块一直是主溢

出板块，主要对其他板块产生溢出效应，原因是该

板块国家的经济结构以资源和能源出口为主，板

块内部经济结构单一，产业链较短和贸易产品相

似。二是，以西班牙、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德国为

主的板块，为双向溢出板块，板块内外的贸易联系

与溢出效应较为强烈，２００６年中国加入后为主受
益板块，对板块内溢出效应增强，对板块外溢出效

应减少，２０１１年后变为双向溢出板块，对内对外
溢出效应和贸易联系均有增加，这是因为西欧与

中国经济实力较强，板块内部产业结构具有互补

性，且对其他板块均有较大规模的能源资源进口。

三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

为主的贸易板块一直为经纪人板块，即在贸易网

络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连接东西贸易。

　　四、“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网
络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得知，当前“中欧班
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协作关系紧密。然而，是

—５７—

陈闻鹤，常志朋 “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什么因素促进了这一格局的形成？有哪些因素会

影响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本部分使用 ＱＡＰ模型

对２０１６年“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探究格局的形成原因。

图５　加权网络下“中欧班列”各贸易板块角色演化

　　（一）模型构建
本文使用引力模型对国家间贸易量进行研

究，其公式如下所示：

Ｔｉｊ＝Ｋ
（Ｙｉ）α（Ｙｊ）β

Ｄσｉｊ
（１）

其中，Ｔｉｊ表示国家ｉ和ｊ之间的贸易量，Ｙｉ和
Ｙｊ表示国家ｉ和ｊ的ＧＤＰ，Ｄｉｊ表示国家ｉ和ｊ间的
距离，取对数后得到一般形式，如下所示：

ＬｎＴｉｊ ＝ｃ＋αＬｎＹｉ ＋βＬｎＹｊ ＋σＬｎＤｉｊ ＋

θＬｎ（Ｘｎｉｊ）＋εｉｊ （２）
其中，Ｘｉｊ表示是否开通中欧班列，共同边界

和技术距离等因素，ｃ和 εｉｊ表示常数项和随机扰
动项，将其拓展到贸易网络当中，公式如下所示：

Ｌｎ（ＭａｔＴｉｊ）＝ｃ＋αＬｎ（ＭａｔＹｉ）＋βＬｎ（ＭａｔＹｊ）

＋σＬｎ（ＭａｔＤｉｊ）＋θＬｎ（Ｘ
ｎ
ｉｊ）＋εｉｊ （３）

其中，Ｍａｔ表示相应变量网络关系矩阵形式。
依据式（３），使用ＱＡＰ分析贸易网络影响因素，其
重点在于检验关系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不关注整

体的分布，优点在于解决了参数统计中存在的多

重共线性问题，分为 ＱＡＰ相关分析和 ＱＡＰ回归
分析。其中，ＱＡＰ相关性分析可以用于研究影响
贸易的多个因素矩阵与贸易矩阵间的相关关系，

其分析步骤如下：首先，将上述矩阵处理成长向量

元素，分析两者间的相关系数；然后，随机置换贸

易矩阵的行列，重新计算置换后的矩阵与另一矩

阵之间的相关系数；重复以上步骤几千次，得到相

关系数分布，观察相关系数是落入拒绝域还是接

受域，进而作出判断。ＱＡＰ回归分析可以用于研
究影响贸易的多个因素矩阵与贸易矩阵之间的回

归关系，其具体步骤与 ＱＡＰ相关分析类似，即先
做长向量的多元回归分析，然后行列进行随机置

换，保留系数值和判定系数Ｒ２，重复几千次，并估
计统计的标准误。

（二）因素选择

１．中欧班列是否开通（ＲＡＩＬ）
贸易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对国家

间贸易流量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张恒龙等

（２０１７）认为印度与新兴经济体自由贸易协定的
—６７—

　　　　兰 州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第１期



签订对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具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２８］。中欧班列自２０１１年３月开通后，是否对
“中欧班列”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产生了影响？

本文设定若两国间开通中欧班列为“１”，未开通
中欧班列的国家为“０”。
２．是否拥有共同的陆地边界（ＢＯＲ）
“边境之谜”认为边境的存在使加拿大各省间

贸易规模是加拿大省与美国州间贸易规模的２２倍
（Ｍｃｃａｌｌｕｍ，１９９５）［２９］，其现象的产生使学者开始关
注拥有相同的陆地边界对国家间贸易成本的减少

作用。中欧班列以陆路运输为主，其贸易规模是否

受到国家间拥有共同边界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问

题。本文设定若两国相邻为“１”，不相邻为“０”。
３．经济发展水平（ＧＤＰ）、地理距离（ＤＩＳ）
在引力模型中，两国经济规模、时空距离与国

家间贸易流量大小存在相关关系，所以本文选取

国家间ＧＤＰ增速差距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将
国家首都间距离作为时空距离，研究其对“中欧

班列”沿线国家间贸易的影响。

４．技术水平（Ｒ＆Ｄ）
Ｐｏｓｎｅｒ（１９６１）提出国家间在某一产业的技术

水平的距离可以使得技术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获

得比较优势，从而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随着技术

被进口国模仿，比较优势消失，由此引起的贸易也

就结束，即“技术差距贸易理论”［３０］。“中欧班

列”作为铁路运输方式，运输产品以电子产品、汽

车配件为主，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所以文本将

“Ｒ＆Ｄ研究人员（每百万人）”作为技术水平的表
现形式纳入ＱＡＰ回归模型。
５．通关效率指数（ＥＦＦ）
通关效率指数得分表示海关清关效率的高

低，是反映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指标。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１０）等通过对７５个国家面板数据分析认为贸
易便利化对贸易流量具有正相关关系［３１］。本文

将通关效率水平差异因素引入回归方程，分析贸

易便利化程度对“中欧班列”沿线国家间贸易流

量的影响。

６．工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ＩＤＵ）
工业就业人口是衡量国家工业品制造能力的

指标，中欧班列以工业制成品运输为主，工业就业

人口占比高的国家易形成规模效应，从而降低成

本，形成对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并产生贸易。本

文使用工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作为衡

量工业品制造能力的指标，研究其对沿线国家贸

易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使用以上因素研究对“中欧

班列”贸易网络的影响，数据来源、含义及单位具

体如表３所示。
　表３ 影响“中欧班列”贸易网络的多维距离变量说明

变量 符号 来源 含义 单位

是否开通中欧班列 ＲＡＩＬ 《中欧班列———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 两国家开通中欧班列为１，反之为０ －

时空距离 ＤＩＳｄ ＣＥＰＩＩ数据 国家首都之间的距离 千米

是否拥有共同边界 ＢＯＲ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拥有共同边界为１，反之为０ －

经济发展水平距离 ＧＤＰｄ 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国家ＧＤＰ增速之间的差值 ％

技术水平距离 Ｒ＆Ｄｄ 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国家间Ｒ＆Ｄ研究人员（每百万人）的差值 人

通关效率差距 ＥＦＦｄ 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国家海关通关效率指数之间的差值 分

工业就业人口比重差距 ＩＤＵｄ 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国家工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差值 ％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１．ＱＡＰ相关分析
使用ＱＡＰ相关分析方法，研究自变量间的相

关关系，可以发现中欧班列是否开通与是否拥有

共同边界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经济发展距离呈

负相关关系，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间更

倾向于开通中欧班列。此外，时空距离与共同边

界、工业就业人口比重差距负相关；共同边界与经

济发展距离、技术距离和工业就业人口比重差距

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距离与通关效率负相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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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就业人口比重差距正相关。

２．ＱＡＰ回归分析
使用ＱＡＰ对“中欧班列”沿线贸易网络影响

因素做回归分析，设置随机置换次数为２０００次，
得到 ＱＡＰ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具体如表４所示。
其中，模型１到模型６为稳健性检验，经过对比分
析可以发现，模型７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从回
归结果可以看出：

（１）是否开通中欧班列（ＲＡＩＬ）的回归系数
为０．３１９，在１％通过检验，说明在考虑其他因素
的作用下，中欧班列的开通对贸易发展具有显著

的正向促进作用。“中欧班列”作为亚欧货物运

输的新通道和“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

措施，为众多内陆国家提供了对外运输的新路径，

应继续发挥和整合现有的铁路运输线路，推进西

行国际货运班列的发展。

　表４ “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ＱＡＰ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ＲＡＩＬ
０．３９７

（０．００２）

０．４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３４５

（０．００４）

０．３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３２０

（０．００１）

０．３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３１９

（０．００２）

ＤＩＳｄ
－

－

－０．０８９

（０．１３３）

－０．００５

（０．５２９）

－０．００９

（０．５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４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５１５）

０．０３３

（０．３２９）

ＢＯＲ
－

－

－

－

０．２６０

（０．００２）

０．２５１

（０．００２）

０．２７１

（０．００２）

０．２５４

（０．００１）

０．２７１

（０．００１）

ＧＤＰｄ
－

－

－

－

－

－

－０．１２８

（０．０６３）

－０．１０２

（０．１１４）

－０．０６２

（０．２７５）

－０．０８１

（０．１７３）

Ｒ＆Ｄｄ
－

－

－

－

－

－

－

－

０．１２７

（０．０８５）

０．１５６

（０．０６３）

０．１５７

（０．０６２）

ＥＦＦｄ
－

－

－

－

－

－

－

－

－

－

－０．１３８

（０．０３１）

－０．１７０

（０．００７）

ＩＤＵｄ
－

－

－

－

－

－

－

－

－

－

－

－

０．１５１

（０．０３７）

Ｒ２ ０．１５８ ０．１６５ ０．２２３ ０．２３９ ０．２５４ ０．２７０ ０．２９１

调整Ｒ２ ０．１５６ ０．１６３ ０．２２１ ０．２３５ ０．２４８ ０．２６３ ０．２８４

观测值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ｐ值。

　　（２）时空距离（ＤＩＳ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
明这一因素对“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的贸易产生

的影响较小。主要是由于沿线大部分国家身处内

陆，国家间多山地和荒漠阻隔，且基础设施建设较

差，导致陆路运输成本较高，相近地理距离难以为

国家间贸易往来提供便利条件，反映了开通中欧

班列对促进沿线国家间贸易发展的必要性。

（３）是否拥有共同边界（ＢＯＲ）的回归系数是
０．２７１，在１％下显著，对沿线国家间贸易具有正
向影响。拥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往往处于相同贸易

区或者更易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产品的运输成本

也会相对较低，且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相似性，对

产品进出口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与“边境之

谜”假说相吻合。因此，中欧班列路线规划应当

重视相邻国家间经贸关系，适当增加相邻国家间

中短途运输班列次数。

（４）经济发展水平距离（ＧＤＰｄ）未通过显著
性检验，说明该因素对沿线国家贸易未产生显著

影响，即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间不一定存在

贸易联系，这可能与各国的经济开放、自由贸易区

的建立、不同国家间的差异化需求导致经济发展

水平距离难以对“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

产生影响，导致与林德的“重叠需求论”相偏离。

（５）技术水平距离（Ｒ＆Ｄｄ）的回归系数为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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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５７，在 １０％下显著，对贸易网络具有正向关
系。其原因在于技术落后国家倾向于向技术先进

国家进口具有高科技的工业制成品，这与李嘉图

的比较优势理论相符合，即两国间生产率的相对

差异产生了国际贸易，而科技水平的相对差异导

致了生产率的相对差异。“中欧班列”沿线多数

国家生产效率较低，对中国、德国等技术水平较高

的国家产品需求量较大，“技术差距贸易理论”

成立。

（６）通关效率差距（ＥＦＦｄ）的回归系数为
－０．１７，在 １％下显著，对贸易网络产生负向影
响，即通关效率相似的国家间贸易关系紧密，显示

出一定的“趋同相似”效应。原因为便利的通关

条件为“中欧班列”沿线国家改善了贸易价值链

的对接性，为国家间贸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从而

提升了贸易的密切程度。因此，应当统一检验检

疫标准，简化海关手续，缩短通关时间，进而提高

贸易效率，促进中欧班列发展。

（７）工业就业人口比重差距（ＩＤＵｄ）的回归系
数为０．１５１，在５％下显著，对贸易网络具有正向
影响。即工业就业人口比重差异较大的国家倾向

于提升贸易联系的紧密度，从而形成互补的贸易

模式实现共赢。其原因在于中欧班列运输以工业

制成品为主，沿线中具有丰富工业就业人口要素

禀赋的国家出口规模化生产的工业制成品，而稀

缺该要素的国家则进口工业品，这与“赫克歇

尔—俄林”定理相一致。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通过对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６年的“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的
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的量化研究，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

第一，从整体特征来看，“中欧班列”沿线国

家贸易网络密度处上升状态，各国间贸易交流愈

发频繁，贸易增长明显，证明开通中欧班列的可行

性与必要性，且中欧班列可以为缺乏出海口的内

陆国家提供拓展贸易范围的运输通道。

第二，从个体特征来看，中欧班列促进贸易网

络的多核心化发展。中欧班列的出现打破了贸易

网络以德国等西欧国家为主导的单极化格局。沿

线国家在贸易网络中的参与度逐步提高，边缘国

家数量减少，半边缘国家数量增多，形成了以中

国、德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家为核心，多国

共同控制贸易网络的局面。

第三，从空间集聚特征来看，通过块模型的分

析发现各国家所处贸易板块溢出效应不同，所扮

演角色也不相同。俄罗斯、中亚国家和中东国家

组成的板块为主溢出板块；中国、西欧和中东欧等

国的贸易板块为双向溢出板块；波罗的海和高加

索地区为经纪人板块。

第四，通过对“中欧班列”影响因素研究表

明，中欧班列的开通对国家间贸易具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此外，拥有共同边界、技术水平距离和工

业就业人口比重差距对沿线国家间贸易流量正向

影响，通关效率差异对其产生负向影响。

从以上结论中发现中欧班列促进了贸易交

流，为进一步促进中欧班列发展，就此给出政策

建议：

第一，共建中欧班列“命运共同体”。与沿线

各国达成共识，中欧班列不仅是中国对其他国家

的单向贸易通道，更应成为沿线所有国家贸易联

系的主要通道，强化国家间的多边协调能力，完善

沟通交流机制，统一沿线各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

门的查验标准，提高贸易联系紧密度。并在此基

础上，加强有共同边界，通关效率差距较小，技术

差距和工业就业人口比重差距较大国家间的贸易

往来，从而促进沿线国家贸易的共同发展。

第二，因地制宜开展不同类型的中欧班列运

行模式。其具体措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注重

中长途运输方式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短途运输通

道，提高班列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差异对待不

同贸易板块类别国家，对以经济效应溢出为主的

国家，增开中欧班列次数，引导国家间贸易方式转

到铁路运输上来；对于经纪人板块的国家，应当注

重发挥“中介”作用，使中欧班列连接更多的国家

和地区；减少板块内部联系较少国家间班列次数，

增加板块内部联系较多国家间班列次数。并在此

基础上建立动态化的跟踪管理机制，从而减少成

本，提高收益。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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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实行海陆联运等方式，提高中欧班列使

用效率。拓展中欧班列的辐射范围，发挥拥有港

口国家的陆海复合优势，将海洋运输与铁路运输

相结合，提高货物的流通范围；发挥核心国家作

用，形成以核心国家为枢纽中心的“辐 －轴”网络
模式，即货物先在区域中心国家集结，再向周边国

家周转运输，使中欧班列成为亚欧大陆的经济大

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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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与公共教育效率
———基于受限 Ｔｏｂｉｔ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　张瑞晶，贾　鸿

（重庆工商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６７）

摘　要：首先引入随机前沿分析方法（ＳＦＡ），运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３１个省级行政单位面板数据测算公共教育效率，
发现我国公共教育效率呈下降的趋势，东部地区的效率水平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然后运用受限

Ｔｏｂｉｔ面板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等因素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公共教育效率的影响。实
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全国、东部及中部地区的公共教育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分权体制导致的地方政府

间财政竞争对其效率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但对于西部地区，两者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关键词：公共教育效率；随机前沿分析；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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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发展教育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

国强，教育作为一种普惠性的公共产品，具有正

外部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共教

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２０１２年，我国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２１９９４亿元，占 ＧＤＰ

总量首次达到了４％，成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

里程碑①。国际上通常用来衡量公共教育投入

努力程度的指标主要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预算内教育经费

占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例。据统计，我国国家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的比重从２０１２年达到

４％以后，基本保持在４％以上；国家公共财政教

育经费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一直在１４％ ～１７％之间上下波动，近年呈下

降的趋势。

从财政学的角度看，教育投入是否合理主要

表现在教育资源配置是否公平、充足及配置效率。

我国公共教育进入“后４％”时代，说明教育投入

总量已基本达到目标并一直保持，但４％只是一

个经验性的总量目标，在达到这一目标后，教育质

量是否也随总量的提高而显著提高呢？各地区公

共教育的效率和公平问题是否严重？

鉴于我国特有的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

府财政体制的安排，支配财政收支的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这也直接影响该地区的财政状

况，进而影响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比

如公共教育支出效率、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公

共教育是地方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制

度因素的角度看，以萨缪尔森（Ｓａｍｕｌｓｏｎ）、马斯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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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夫（Ｍｕｓｇｒａｖｅ）等为代表的第一代财政分权

理论认为，公共教育这种外溢性较弱的公共产

品应由地方政府提供，这样可以更好地实现资

源的优化配置。结合我国实际，财政分权体制

下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可以根据

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和使用公共教育经

费，以满足多样性的需求偏好，从而提高本地区

公共教育的效率。然而这种财政体制在一定程

度上会导致地区间财力不均衡，加上中央政府

对公共教育领域缺乏有效的评价考核体系，各

地方政府为了缓解财政收不抵支和 ＧＤＰ考核的

压力，相互之间竞相展开财政收支竞争，从而阻

碍了公共教育效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各地区教

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本文拟测算财政分权体制

下全国以及各区域的公共教育投资效率，重点

考察财政分权，以及由分权体制导致的地方政

府间财政竞争对公共教育效率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１９６６年，Ｊｍａｅｓ－Ｃｏｌｅｍａｎ等发表了名为《教

育机会均等的报告》，首次提出了“教育效率”的

概念，随后学者们围绕着什么是教育效率、教育效

率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高教育效率等问题进行

深入研究。而国内对教育效率的关注比较早的是

张人杰（１９８０）［１］翻译的《教育规划与教学效率》。

后来，学者王善迈教授（１９９６）［２］将教育效率分为

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教育投资效率以及教育投资

内部收益等，其中教育投资效率即为教育投入与

产出之比。

（一）对教育效率测度的研究

对于教育效率测算，国内外学者一直主张以

定量研究为主，目前用来测度效率的主要方法有

指标体系法和生产前沿分析方法。其中生产前沿

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参数

分析方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随机前沿分析法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下文简称ＳＦＡ），非参

数分析方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数据包络分析法

（Ｄａｔ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下文简称 ＤＥＡ）。国外

学者运用ＳＦＡ分析法研究教育效率的文献不多，

主要以公共教育的各个阶段为切入点进行研究，

比如：Ｂａｒｒｏｗ（１９９１）［３］利用生产前沿函数法评价

了２０世纪中期英国的中学办学效率；Ｈｏｏｓ－ｈａｎｇ

Ｉｚａｄｉ等（２００２）［４］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ＳＦＡ）对

高校效率进行测算评价，并运用随机前沿面法研

究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ＪｏｈｎｅｓＧ＆ＪｏｈｎｅｓＪ

（２００９）［５］使用随机前沿法估测了高校教育的成

本效率及规模效率。国内学者近年来运用随机前

沿分析方法研究教育效率的文献逐渐增多，但是

大部分运用的仍然是ＤＥＡ分析法。白雪洁、房伟

（２０１０）［６］利用 ＤＥＡ分析法对中国 ３１个省级行

政单位的义务教育阶段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分

析，发现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成刚

（２００８）［７］以ＳＦＡ分析法为基础，利用二次成本函

数形式评价了中国６８所教育部直属高校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年的成本效率，发现中国高校的成本效率逐

年下降；闫平、马璇璇等（２０１６）［８］运用 ＤＥＡ分析

法和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对我国教育部直属４８所高

校科研效率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大部分高

校都存在科研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

（二）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公共教

育的影响

财政分权体制导致中央和地区，各地区间财

政收入的不平衡，财政压力空前，进而各政府间展

开收支竞争。在现有的文献中，对于财政分权及

地方政府竞争等因素对教育支出是促进作用还是

阻碍 作 用，一 直 存 在 争 议。席 鹏 辉、刘 晔

（２０１４）［９］认为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

正效应。而罗伟卿（２０１０）［１０］基于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

地级面板数据证明财政分权减少了公共教育供

给；周亚虹、宗庆庆、陈曦明（２０１３）［１１］构建空间面

板模型分析，认为以财政自主度衡量的财政分权

显著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教育供给。王爱民

（２００９）［１２］认为地方政府竞争和政府治理是分权

后地方政府行为的表现形式，通过分析发现地方

政府竞争对公共教育支出产生负影响。刘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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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军、吴金光（２０１５）［１３］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

（ＳＢＭ模型）测算了中国地方高等院校的办学效

率，并构建ＳＤＭ模型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地方政

府间财政竞争对我国高等院校办学效率具有挤出

效应。亓寿伟、俞杰、陈雅文（２０１６）［１４］运用局部

前沿效率方法对我国的基础教育支出效率进行了

测度分析，分析发现，财政分权显著降低了基础教

育支出效率，地方政府竞争显著提高了基础教育

支出效率。

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第一，国内外学者都对

教育效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但对于教育效

率的研究大多从各阶段的教育效率进行研究，很

少对宏观层面的政府公共部门教育支出效率进行

研究的；第二，大部分运用的是非参数分析方法，

目前很少有运用参数分析方法进行教育效率测

算。鉴于此，本研究以我国“后４％”时代教育的

投资效率为切入点，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的随机前沿模型（ＳＦＡ），建立投入产出评价指

标体系，测算我国省际公共教育效率，为了保证估

计结果的准确性，运用受限的 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探

讨其影响因素，期望为改善我国公共教育效率提

供适当对策。

　　三、我国省际公共教育效率的
测度

　　（一）我国公共教育生产函数的ＳＦＡ模型

构建

Ａｉｇｎｅｒ，Ｌｏｖｅｌｌ＆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９７７）［１５］提出了处

理ＳＦＡ和生产函数的方法，根据本文的研究思路

及目的，建立如下生产函数形式：

Ｙｉ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ｔ×Ｋαｉｔ×Ｌβ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表示 ｉ地区在 ｔ年公共教育的产出

部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ｔ表示 ｉ地区在 ｔ年公共教育投资

效率，即公共教育投入产出的生产效率；Ｋαｉｔ表示 ｉ

地区在ｔ年公共教育投入中资本投入的部分；Ｌαｉｔ
表示ｉ地区在ｔ年公共教育投入中劳动投入的部

分；α、β分别表示ｉ地区在ｔ年的公共教育资本投

入和劳动投入部分的产出弹性。

根据 ＢａｔｔｅｓｅＧＥ＆ＣｏｅｌｌｉＴＪ（１９９２）［１６］和

ＢａｔｃｅｓｅＧＥ＆ＣｏｅｌｌｉＴＪ（１９９５）［１７］设定的随机前

沿模型的方法，将上述公共教育生产函数形式转

化为ＳＦＡ面板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ｌｎＹｉｔ＝β０＋β１ｌｎＫｉｔ＋β２ｌｎＬｉｔ＋ｖｉｔ－μｉｔ （２）

其中，βｉ（ｉ＝０，１，２）表示待估计的参数，ｖｉｔ－

μｉｔ表示复合误差项结构，ｖｉｔ表示随机误差项，并

且服从正太分布 ｖｉｔ～Ｎ（０，σ
２
ｖ），μｉｔ表示技术非效

率，假设其服从半正太分布，即μｉｔ～Ｎ
＋（０，σ２μ）。

（二）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根据前文构建的 ＳＦＡ面板模型选择测算我

国公共教育投入与产出所涉及的各个变量，构建

公共教育投资效率测度的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

并对变量进行具体设定及详细说明。

　表１ 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效率测算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变量 符号

投入指标（Ｘ）
资本投入 公共财政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 ｅｄｕ Ｋｉｔ

劳动投入 各教育阶段的平均师生比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ｉｔ

产出指标（Ｙ） 产出效果 文盲率 ％ 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ｒａｔｅ Ｙｉｔ

　　下面具体分析本文选取的各项投入—产出

指标：

资本投入项（ｅｄｕ）：依据我国现在的教育经

费来源制度，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涉及的范围较

广，而预算内公共财政教育经费范围较小，更能精

确地度量地方政府对公共教育的资本投入。因

此，采用预算内公共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

比重作为资本投入的代理变量。

劳动投入项（ａｖｅｒａｇｅ）：教育产业的劳动主体

是教育，在地位、属性及生产“产品”等方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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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特殊性，而在劳动投入中需要考虑投入的

质量和数量，但质量难以全面方位合理量化。因

此，选用小学、初中等各阶段的师生比的平均值作

为劳动投入的代理变量，即平均每位老师所负担

的学生人数。

产出指标（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ｒａｔｅ）：教育成果主要是知

识和人才，从宏观方面来看，公共教育的覆盖面是

教育产出的基础，其最直接最具体的反映指标就

是文盲人数，反映我国公共教育的普及程度。因

此，本文选择用文盲率作为教育产出的代理变量，

文盲率是指文盲人口占１５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文盲人口指１５岁及１５岁以上不识字及识字很少

的人。

研究选择我国 ３１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的面板数据测算我国公共教育投

资效率，数据来源历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

统计公告》以及《中国统计年鉴》，描述性统计见

表２。其中，样本间公共教育投资占比和平均师

生比的差距不大，但是文盲率差距很大，说明我国

公共教育的普及程度在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公共教育投资占比（ｅｄｕ） ３１０ １．２２０９ ０．０７４３ ０．９９８７ １．３７６６

平均师生比（ａｖｅｒａｇｅ） ３１０ １．１９４４ ０．０５１２ １．０４９１ １．３０８７

文盲率（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ｒａｔｅ） ３１０ ０．７３１２ ０．２８４９ ０．１６４４ １．６１４７

　　（三）我国省际公共教育投资效率的实证分析

综上界定，引入随机前沿模型，运用 Ｆｒｏｎ

ｔｉｅｒ４．１软件对３１个省份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测

算，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ＳＦ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估计值 ｔ统计量

β０ －０．６９８０３ －２．２２８５０

β１ ０．２４８９３ １．６９２４４

β２ １．３２７３２ ４．８０５０５

σ２ ０．１２２８９ ４．７８９５０

γ ０．９２９４２ ６７．３７１５８

μ ０．４４７１８ ３．７８３５５

η －０．０１８７５ －３．７５１２５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９３．７２１０５

ＬＲｔｅｓｔ ３８９．３４９２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３估 计 结 果 显 示，前 沿 生 产 函 数

γ＝０．９２９４２，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中复合扰动项所产生的误差

主要由技术无效率项引起的，说明公共教育投

资存在明显的技术无效率，同时 ＬＲ检验拒绝了

原假设，表明研究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是合适的。

μ＝０．４４７１表明生产函数的技术无效率值主要

分布在０．４４７１８附近；标量参数η＝－０．０１８７８表

明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间我国公共教育生产函数的

技术效率年均下降１．８７４８７５％；公共教育资本

投入和劳动投入的要素产出弹性分别是

０．２４８９３和１．３２７３２，说明公共教育资本投入小

于劳动投入，也就是说我国公共教育的投入主

要依靠劳动投入的支持，两项投入要素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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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系数之和大于１，说明我国公共教育投入存

在规模经济。

基于ＳＦＡ模型的实证估计得到全国历年的

平均值，以及各地区历年的投资效率值，整理可得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①公共教育效率的

平均值，具体如表４所示。

　表４ 我国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区域公共教育效率平均值

年份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２００７ ０．６５９４ ０．６０１４ ０．６０１８ ０．７５４２

２００８ ０．６５４５ ０．５９５８ ０．５９６１ ０．７５０４

２００９ ０．６４９５ ０．５９００ ０．５９０４ ０．７４６６

２０１０ ０．６４４５ ０．５８４３ ０．５８４７ ０．７４２７

２０１１ ０．６３９４ ０．５７８５ ０．５６７６ ０．７３８８

２０１２ ０．６３４３ ０．５７２７ ０．５７３０ ０．７３４８

２０１３ ０．６２９１ ０．５６６８ ０．５６７１ ０．７３０８

２０１４ ０．６２３９ ０．５６０８ ０．５６１２ ０．７２６８

２０１５ ０．６１８７ ０．５５４９ ０．５５５２ ０．７２２７

２０１６ ０．６１３４ ０．５４８８ ０．５４９２ ０．７１８６

　　注：表中数据根据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４．１实证检验结果整理得到。

　　由表４可以看出，一是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效

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与公共教育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我国公共

教育的投入产出成果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需要转变教育发展方式，调

整投入产出结构，提高公共教育效率。二是东部

和中部地区效率值差距不大。东部地区略低于中

部地区，二者均低于地区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

公共教育效率水平最高，历年平均值均在０．７以

上，超过了全国公共教育效率的平均值，这可能是

近年来西部地区教育发展比较迅猛，又中央对于

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也比较大。三是各地区内部

各省份之间的公共教育投资效率差异程度不同。

其中，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省份公共教育效率

之间的高低差异比较明显，中部地区各省份公共

教育投资效率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

　　四、我国公共教育效率的影响因
素分析

　　下面从财政体制的视角分析我国公共教育效

率的影响因素，将计算得到的各省份公共教育效

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择

１．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以每个省份为单位运用 Ｆｒｏｎ

ｔｉｅｒ４．１软件计算得出的效率值，即前文测算出的

我国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３１个省际行政单位的公共教

育效率值（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核心解释变量

财政分权：财政分权主要指中央政府将一部分

支配本地区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

府。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我国独特的财政分

权体制直接影响着各地方政府对地区公共产品的供

给，即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该

地区的公共教育效率。因此，本文将财政分权作为

核心解释变量之一分析其对公共教育效率的影响。

很多国内外学者都对财政分权做了深入研究，但是

对于其如何测度还没有一致的意见。由于我国财政

收支分权具有非对称的特点，本文借鉴郭庆旺、贾俊

雪（２０１０）［１８］和龚锋、雷欣（２０１０）［１９］等学者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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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财政分权分为财政收入分权（ｒｄ）和财政支出分权 （ｅｄ），分别为公式（３）和公式（４）：

　　　　ｒｄ＝ 省级人均财政收入

中央本级人均财政收入＋省级人均财政收入× １－
省级ＧＤＰ
全国[ ]ＧＤＰ （３）

　　ｅｄ＝ 省级人均财政支出

中央本级人均财政支出＋省级人均财政支出× １－
省级ＧＤＰ
全国[ ]ＧＤＰ （４）

　　其中，１－省级ＧＤＰ
全国ＧＤＰ为经济规模的缩减因子，

该指标剔除了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影响。

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是

由于财政分权引起的，政府作为公共教育的主要

提供者，供给状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的财力，

为了解决财权上移和事权的下放带来的收不抵支

的状况，地方政府间竟相展开了收支竞争。鉴于

此，将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与财政分权相结合，作为

另一核心解释变量分析公共教育效率的影响因素

是十分必要的。借鉴刘建民、毛军、吴金光

（２０１５）［１３］的做法，将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分为政
府间财政收入竞争（ｔａｘ）和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
（ｃｏｍｐｅｔｅ），具体计算如公式（５）和公式（６）：

ｔａｘ＝各省份税收收入
省级ＧＤＰ （５）

ｃｏｍｐｅｔｅ＝各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省级ＧＤＰ （６）

　　３．控制变量

在重点关注以上核心解释变量的同时，还选

择了以下控制变量：（１）经济发展水平（ａｇｄｐ）：表

示各地区的人均 ＧＤＰ指标来代表各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２）对外开放程度（ｏｐｅｎ）：表示进出口

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３）固定资产投资（ｉｆａ）：表

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 ＧＤＰ的比重；（４）城市化

水平（ｕｒｂ）：表示各省市城镇人口数与年末人口

总数的比值。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全国３１个省、市、自

治区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其中相关原始数据

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宏统计数据库及

ＥＰＳ统计数据库。为了消除异方差等问题，加强

数据的平稳性，均对所有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

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５所示。

　表５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３１０ －０．４７３８ ０．２０６３ －０．８４８２ ０

ｌｎａｇｄｐ ３１０ １０．４５２５ ０．５４６３ ８．９７１８ １１．６８０１

ｌｎｒｄ ３１０ －０．７９３７ ０．２６３８ －１．３９１１ －０．２１９２

ｌｎｅｄ ３１０ －０．２１１５ ０．０８０９ －０．４１７ －０．０４２１

ｌｎｔａｘ ３１０ －２．５９６ ０．３２６２ －３．３７５５ －１．６１０９

ｌｎｃｏｍｐｅｔｅ ３１０ －１．５１６９ ０．４９１２ －２．４３７３ ０．３２１５

ｌｎｏｐｅｎ ３１０ －１．７１６１ ０．９６７４ －３．４３８９ ０．５４３２

ｌｎｉｆａ ３１０ －０．３８２９ ０．３５２２ －１．４２８ ０．３２６５

ｌｎｕｒｂ ３１０ －０．６７９１ ０．２７０１ －１．５１８７ －０．１０９８

　　（三）模型的构建及实证结果分析

考察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等因素对

公共教育效率的影响，由于我国省际公共教育效

率的测算结果均在０～１之间，当我们用测算结果

作为被解释变量时，ＯＬＳ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结

果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选用受限的

Ｔｏｂｉｔ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用固定效应模型

辅助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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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回归方程如下：

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ｔ＝Ｃ０＋β１ｌｎｒｄｉｔ＋β２ｌｎｔａｘｉｔ＋

β３ｌｎａｇｄｐｉｔ＋β４ｌｎｏｐｅｎｉｔ＋β５ｌｎｉｆａｉｔ＋β６ｌｎｕｒｂｉｔ＋

μｉｔ＋ｖｉｔ （７）

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ｔ＝Ｃ０＋β１ｌｎｅｄｉｔ＋β２ｌ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ｉｔ
＋β３ｌｎａｇｄｐｉｔ＋β４ｌｎｏｐｅｎｉｔ＋β５ｌｎｉｆａｉｔ＋β６ｌｎｕｒｂｉｔ
＋μｉｔ＋ｖｉｔ （８）

其中，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ｔ为被解释变量，Ｃ０为截距

项，β１～β６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ｉ表示省份，ｔ

表示年份，μｉ表示随个体变化而变化的值，它与

解释变量不相关，ｖｉｔ表示随着时间和个体而独立

变化的随机变量。

运用Ｓｔａｔａ１５．０软件首先对随机效应模型和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均在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因此选择固定效

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作为 Ｔｏｂｉｔ回归方程的辅助验

证，建立全国层面的 Ｔｏｂｉｔ面板模型以及东部、中

部、西部地区的 Ｔｏｂｉｔ面板模型，对我国各区域公

共教育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如表

６所示。
　表６ Ｔｏｂｉｔ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模型１（ｔｏｂｉｔ） 模型２（ｆｅ） 模型３（ｔｏｂｉｔ） 模型４（ｆｅ）

ｌｎｒｄ
０．１７９１ ０．１８１１

（７．１９） （７．１８）

ｌｎｅｄ
０．１７８３ ０．１６７４

（２．９４） （２．７３）

ｌｎｔａｘ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４５９

（－２．９８） （－２．９１）

ｌｎｃｏｍｐｅｔｅ
－０．０７５４ －０．０８０９

（－５．０４） （－５．３４）

ｌｎａｇｄｐ
－０．１０１９ －０．１０４４ －０．０７１９ －０．０７１０

（－１２．８４） （－１２．９９） （－８．３６） （－８．１４）

ｌｎｏｐｅｎ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７７

（１．９６） （２．０８） （１．７１） （１．８２）

ｌｎｉｆａ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３６０ ０．０３４３

（０．６０） （０．１８） （４．４８） （４．２２）

ｌｎｕｒｂ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１５６

（－０．６３） （－０．０８） （－１．０１） （－０．５１）

常数Ｃ
０．６１４８ ０．６５４７ ０．２０６４ ０．１９６７

（５．０８） （５．５８） （１．７１） （１．６８）

Ｒ２ ０．７４６５ ０．７１９０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７４１．６３９９ ７２６．５５０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１０ ３１０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Ｔｏｂｉｔ模型的ｚ统计值，静态面板为ｔ统计值；２．模型１、２采用

的是财政收入分权和政府收入竞争，模型３、４采用的是财政支出分权和政府支出竞争。

　　由表６可知：从全国层面上看，财政收入分权

和财政支出分权，系数均为正，且均在１％的显著

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表明财政分权对我国公共

教育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向的，即公共教育效率

随财政分权程度的加强而提高。我国财政分权体

制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并存，财政分权程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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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说明地方政府支配本地区财政支出和财政收

入的能力越强，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教育足够重

视，则有利于我国公共教育效率的提高。

从地方政府层面看，地方政府竞争，财政收

入和支出竞争，对我国公共教育效率的影响均

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系数均为负，即地方

政府竞争对公共教育效率具有“挤出效应”。不

难看出，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优势越明显的地区，

公共教育效率越低。这可能是由于目前缺乏对

地方政府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和使用的考核评

价，对教育体制的运行等缺乏有效监督管理，地

方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多，但没有重视教育

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效率。

模型中各个控制变量对公共教育效率的影响

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效率具有显著的

负效应，这是由于我国地方政府间的 ＧＤＰ锦标

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更愿意将资源投入到

生产性支出上，而非经济效益实现较慢的福利性

支出上。对外开放水平对公共教育效率具有显著

的正效应，这说明政府鼓励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推

动公共教育事业多元化发展。固定资产投资的增

加有利于促进公共教育效率的提高，但在个别模

型中不显著。城市化水平对公共教育效率有抑制

作用，但影响均不显著。

对东、中、西部区域层面的实证分析如表 ７

所示。

　表７ 分区域Ｔｏｂｉｔ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ｌ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东部（Ｔｏｂｉｔ） 中部（Ｔｏｂｉｔ） 西部（Ｔｏｂｉｔ）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ｌｎｒｄ
０．１０９４ － ０．１５７７ － ０．０６５９ －

（２．０５） － （２．１８） － （２．０６） －

ｌｎｅｄ
－ ０．３８４５ － ０．４３３７ － －０．０１８６

－ （４．４１） － （２．５６） － （－０．２７）

ｌｎｔａｘ
－０．０８５０ － －０．０３１６ － ０．００８８ －

（－３．６６） － （－０．５５） － （０．５１） －

ｌｎｃｏｍｐｅｔｅ
－ －０．１１５４ － －０．１４５８ － －０．０８０９

－ （－７．３４） － （－２．６７） － （－２．５０）

ｌｎａｇｄｐ
－０．０９７１ －０．１０５３ －０．１０２８ －０．０９４４ －０．０５６０ －０．０２８１

（－９．２４） （－１１．３３） （－４．３２） （－３．７９） （－５．５５） （－２．８０）

ｌｎｏｐｅｎ
０．０４７５ ０．０７０２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４３

（６．３１） （１．６６） （０．２１） （－０．３９） （－１．４０） （－１．０３）

ｌｎｉｆａ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６２２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０３０

（２．３０） （４．９７） （１．７１） （０．５４） （１．９２） （０．２３）

ｌｎｕｒｂ
０．０９０９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５６７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６６５

（２．３７） （１．４１） （－０．６８） （－０．２２） （－０．９９） （－１．８２）

常数Ｃ
０．４３４８ ０．４９３９ ０．２１１７ ０．２５７７ ０．２８２３ －０．０６２１

（２．８０） （３．８６） （１．７２） （０．８３） （１．８７） （－１．６５）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１０．４８４９ ３２５．５７３８ １７９．５０９０ １８０．５９５３ ３２１．４７１９ ３１３．３７４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１０ ８０ １２０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Ｔｏｂｉｔ模型的ｚ统计值；２．模型１、３、５采用的是财政收入分权和

政府收入竞争，模型２、４、６采用的是财政支出分权和政府支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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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７可知：财政分权度有利于促进中东部

地区公共教育效率的提高，均通过了５％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优势越明显，对

于中东部地区的公共教育效率越具有阻碍作用。

而财政分权度和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西部地区公

共教育效率的影响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

区经济发展较落后，公共教育投入的资金大部分

是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所导致。

各控制变量对区域公共教育效率的影响也不

同，其中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投资

效率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前文的结论相符；对外开

放程度仅对东部地区的效率影响显著，对中部和

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这是由于东部地处沿海，

多年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对公共教育效率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东、中、西部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影

响与全国层面的作用一致，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

的增多均有利于促进公共教育效率的提高；各地

区城市化水平对公共教育的影响各不相同，东部

地区城市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公共教育效率的提

高，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则对公共教育效率

具有抑制作用，但结果仅在模型６中显著，可能是

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城市化水平有利于

吸引丰富的教育资源，提高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率，

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导致教育资源的外

流，阻碍公共教育的发展。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首先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我国

３１个省级行政单位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省际公共教育

效率，为我国“后４％”时代如何使用资金提供了

真实可靠的参考。然后，利用测算的效率值，运用

受限的Ｔｏｂｉｔ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财政

分权、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公共教育效率的影响，

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１．从ＳＦＡ方法测算结果来看

我国各省份公共教育效率水平总体较高，呈

下降趋势，东部地区的效率水平最低，中部地区次

之，西部地区最高。其中，中部和东部地区差异不

大，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说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

投资效率呈负相关。

２．从全国层面的Ｔｏｂｉｔ回归结果分析

财政分权对公共教育效率有正向影响，地方

政府间财政竞争对公共教育效率有显著的负影

响。这两大财政体制均会引起政府支出结构的变

化，一方面可以有更多能力支配财政收支，而促进

公共教育的投资，另一方面缺乏合理的考核评价

体系而忽略了公平与效率。此外，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化进程会抑制公共教育投资效率的提高，而

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开放程度会促进公共教育投

资效率的提高。

３．从分地区的Ｔｏｂｉｔ回归结果分析

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公共教育

效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

对公共教育效率的提高具有阻碍作用，但二者对

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

水平与公共教育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对外开放水

平仅对东部地区的公共教育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在其他模型中均不显著；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有

利于促进公共教育效率的提高，其结果在部分模

型中十分显著；城市化水平有利于东部地区教育

效率的提高，不利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公共教育效

率的提高。

（二）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从财政体制的角度，对提高我

国公共教育效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深化财政分权体制改革，适度扩大地方

财政分权程度，以促进公共教育效率的提高。一

方面，结合现行税制改革，保持中央和地方财力总

体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央地收入格局；另一

方面，合理界定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适当

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构建央地联动机制，保

障地区间公共教育供给的公平与效率，促进地方

高等教育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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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中引入提

高地方福利等指标，强调民生的重要性，而不是只

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在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中构

建教育经费使用等评价体系，完善地方福利性财

政支出评价指标，扩大公共教育的覆盖面，提高公

共教育的普及程度，加强对公共教育公平和效率

的监督管理，从而提高公共教育的效率。

第三，在微观层面上，政府可以增加固定资产

投资，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引进外资发展教育，合

理调配和优化公共教育资源结构，促进公共教育

多元化发展，将教学成果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实现

教育成果向生产力快速转化，进而推进公共教育

投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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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

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ｂｏｔｈａｒｅｌｅｓ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ｏｕｇ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责任编辑：张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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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财政教育欠账影响了经济增长吗？
———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

●　孟望生，张　扬

（甘肃政法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财政教育经费作为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核心要素，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研究在梳理以往研究文献的基
础上，对财政教育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逻辑机理进行了重新审视，归纳出了财政教育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两大逻

辑途径，以此两大逻辑途径为基础，构建了实证分析模型，结合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中国大陆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面板数据，分别对财政教育欠账和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地区间的差异和变化规律进行了实证

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启示。

关键词：财政教育欠账；教育人力资本；财政支出；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７；Ｆ８１２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９）０１０９３０８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生产总值４％的
比重是国际上教育投入水平的基础线。早在

１９９３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中就明确表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

达到生产总值的４％。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却
一拖再拖，２０１２年后在中央政府硬性要求下大部
分省区开始陆续实现，直至２０１５年所有省区的财
政教育投入全部完成生产总值 ４％的比重。从
《纲要》规定的２０世纪末（定为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５
年期间，各省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欠账累

计近１．７万亿元人民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经济社会长

期发展的根本，财政教育欠账的长期存在势必会

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逻辑路径是什

么？影响程度有多大？影响效应在不同地区间存

在什么样的变化规律？探究这些问题将对评估我

国财政教育欠账的经济增长效应，把握教育欠账

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变化规律，进而促进教育

事业和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意义重大。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绝大多数研究侧重于财

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对财政教育

欠账的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研究鲜有涉及。值得庆

幸的是，财政教育欠账作为财政教育投入的“不

足”，其与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

一致。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主要

有以下两条：

第一是财政教育投入通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

长产生影响，称为长期影响路径。长期影响路径

的逻辑机理最早源于人力资本型内生增长理论

（Ｌｕｃｕｓ，１９８８）［１］；随后，Ｌｌｏｙｄ－Ｅｌｌｉｓ（２０００）［２］、Ｓｕ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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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３］等以此理论为框架，先后丰富了财政教

育投入通过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

例如，Ｌｌｏｙｄ－Ｅｌｌｉｓ（２０００）在考虑微观主体职业选
择的情况下，提出了财政教育投入对高等教育的

“涓滴效应”，且认为这种“涓滴效应”会被教育质

量下降引起的负面效应所抵消，进而不利于经济

增长；Ｓｕ（２００４）通过人力资本的两阶段划分重构

了人力资本型内生增长模型，并通过重构后的模

型分析得出：在欠发达地区，财政教育投入向基础

教育的倾斜更具增长效应，而在发达地区，财政教

育投入向高等教育的倾斜则更具增长效应，即财

政教育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相关。此外，我国学者如郭庆旺、贾俊雪（２００９）
在Ｓｕ（２００４）的基础上将不同教育背景家庭人力
资本投资行为的差异性引入模型展开分析，并得

出了财政教育投入及其政策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增

长的影响机理［４］；王询、孟望生（２０１３）通过构建

一个三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将青年人人力资本投资

行为纳入进行分析，得出了财政教育投入通过促

进青年人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５］。

就实证研究而言，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财政教育

投入通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如

Ｍａｎｋｉｗ、Ｒｏｍｅｒ＆Ｗｅｉｌ（１９９２）［６］、祝树金、虢娟

（２００８）［７］等；当然，也有研究如 Ｂｌａｎｋｅｎａ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８］等显示了财政教育投入通过人力资本的

经济增长作用随国家发达程度而变化的结论。此

外，还有研究显示了在一定条件下财政教育投入影

响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Ｇｌｏｍ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孟望

生，２０１７）［９－１０］和抑制作用（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１９９７）［１１］。

第二是财政教育投入通过技术和知识扩散影

响经济增长，此为短期影响路径。短期影响路径

的研究最早见诸于技术进步型内生增长理论

（Ｎｅｌｓｏｎ＆ Ｐｈｅｌｐｓ，１９６６）［１２］。Ｎｅｌｓｏｎ＆ Ｐｈｅｌｐｓ

（１９６６）通过拓展人力资本型内生增长理论的模
型框架，构建了包含知识和技术生产部门的技术

进步型内生增长理论新模型，并得出一国的财政

教育投入会对其赶超发达国家的能力产生影

响———即财政教育投入对技术进步具有正效应的

结论。接着，Ｂｅｎｈａｂｉｂ＆Ｓｐｉｅｇｅｌ（１９９４）［１３］以Ｎｅｌ

ｓｏｎ＆Ｐｈｅｌｐｓ（１９６６）的模型为基础进行扩展分析，
并得出财政教育投入对技术进步的两大途径（即

模仿和创新）都具有影响作用。随后，Ｋｒｕｅｇｅｒ＆

Ｌｉｎｄａｈｌ（２０００）［１４］以 ＯＥＣＤ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对

Ｂｅｎｈａｂｉｂ＆Ｓｐｉｅｇｅｌ（１９９４）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实
证检验，检验结果并没有完全支持财政教育投入

具有促进技术创新和模仿双重作用的结论，仅仅支

持了具有技术模仿促进作用的结论。针对此实证

与理论结论未完全相符的情况，Ｐｅｒｅｉｒａ＆Ａｕｂｙｎ

（２００９）［１５］、Ｂｅｃｋｅｒ＆Ｈｏｒｎｕｎｇ（２０１１）［１６］先后对技

术进步型内生增长模型做了进一步拓展，以期对这

一矛盾进行解释，模型进一步拓展分析得出：财政

教育投入的不同类型对技术创新和模仿具有不同

的作用，具体为：高等教育投入对技术创新更具促

进作用，且高等教育投入对发达国家的增长效应更

显著；基础教育投入对技术模仿更具促进作用，且

其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更显著的增长效应。

由上述梳理可见，财政教育欠账影响经济增长

的逻辑路径亦为两条：即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

影响路径和通过技术进步与知识扩散的短期影响

路径。本研究将在此两大逻辑路径的基础上，以

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中国大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形成
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关注财政教育欠账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效应及其地区差异等情况。与以往研究在

此两大逻辑路径下重点研究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

增长影响不同，本文研究角度侧重于财政教育经费

占生产总值比重低于４％的国际标准———即财政
教育欠账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地域差

异。此为本文研究角度的一大创新。

　　二、模型设定、估计方法与数据
说明

　　（一）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根据文献综述部分有关财政教育投入影响经

济增长的逻辑路径可知，财政教育投入主要通过

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知识扩散两大路径对经济增

长产生作用。因此，我们建立如下基础模型：

ＧＤＰ＝α０ ＋α１Ｈｕｍａｎ＋α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α３Ｃｏｎｔｒｏｌ＋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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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ＧＤＰ表示经济增长水平；Ｈｕｍａｎ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分别表示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和知识扩

散；Ｃｏｎｔｒｏｌ表示一组控制变量；系数 αｉ（ｉ＝０，１，

２，３）为常数项和各变量的系数或系数矩阵；ζ为
与解释变量无关的随机扰动项。

由基础模型可知，α１和 α２分别表示人力资

本积累和技术知识外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由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可知，人力资本的积累包

含教育、医疗保健、培训和劳动力迁移四个维度。

因此，如何在α１中准确拆分出由财政教育投入形

成的人力资本，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对估

计财政教育投入的长期增长效应至关重要。为

此，我们用教育人力资本来代替基础模型中的人

力资本，并且选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人

力资本的衡量指标。这一处理能使教育人力资本

的估计系数准确的衡量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此外，我国教育经费绝大比

例由国家财政承担的事实也基本实现了教育人力

资本系数对财政教育投入通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

长影响效应的衡量。与此同时，技术和知识外溢

的促成因素除教育外，还存在诸多因素。由于教

育通过技术知识外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属于短期

效应，因此，财政教育投入通过该路径对经济的增

长效应可通过直接将财政教育投入纳入模型替代

技术知识扩散的方法实现。财政教育投入通过人

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属于长期效应，通

过技术知识扩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属于短期

效应；时限的巨大差异使得教育人力资本和财政

教育投入同时纳入模型中不会产生重复估计和多

重共线性等问题。另外，鉴于关注的侧重点是财

政教育欠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用财政教育

欠账来代替模型中要直接纳入的财政教育投入，

进而设定如下估计模型：

ｌｎＧＤＰｉｔ ＝β０ ＋β１Ｈｅｄｕｉｔ ＋β２Ｅｏｗｅｉｔ ＋

β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μｉｔ （２）

其中，ＧＤＰ表示经济增长水平；Ｈｅｄｕ和 Ｅｏｗｅ
分别表示教育人力资本和财政教育欠账程度；

Ｃｏｎｔｒｏｌ表示一组控制变量；系数 βｉ（ｉ＝１，２，３）为

常数项和各变量的系数或系数矩阵；μ为与解释

变量无关的随机扰动项；下标ｉ和ｔ分别表示样本
数据对应的地级市和年份；ｌｎ表示对变量衡量指
标取对数。

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方法是在面板数据模型的

基础上，通过豪斯曼检验确定的固定或随机效应

回归分析方法。此外，为进行稳健性检验并估计

财政教育欠账对增长影响效应在不同地域间的差

异，还采用了分样本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的方法。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如模型设定部分所示，经济增长水平的衡量

指标选用“取对数的人均生产总值”（用符号ｌｎＧ
ＤＰ表示），教育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选用“人均
受教育年限”（用符号Ｈｅｄｕ表示），财政教育欠账
程度的衡量指标采用“财政教育欠账率”（用符号

Ｅｏｗｅ表示），该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财政教育欠帐率 ＝４％ －财政教育支出
地区生产总值

×

１００％ （３）
另外，考虑到人口增长速度直接影响以人均

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增长水平，将人口自然增长

率纳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人口增长速度的衡量

指标选用“人口自然增长率”（用符号Ｐｏｐ表示）。
现阶段我国正在经历的城镇化进程将促使劳动

力、资金等要素资源由乡村向城镇转移，实现资源

更高效的配置，进而对经济增长水平产生直接影

响的同时，还对教育人力资本、教育欠账的经济增

长作用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将城镇化作为控制变

量纳入模型将其影响加以控制；依惯例，城镇化的

衡量指标为“城镇人口占比”（用符号Ｕｒｂ表示）。
此外，对外贸易以地区需求的形式对经济增长产

生影响，因此需要将衡量对外贸易程度的变

量———外贸依存度———以控制变量的形式纳入模

型，衡量指标选用“进出口总额占生产总值比重”

（用符号Ｏｐｅｎ表示）。
如无特别说明，研究样本均取自１９９６—２０１５

年中国大陆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构成的面板
数据，除个别指标的少数年份数据缺失采用临近

数据拟合而来之外，数据来源均为历年《中国统

计年鉴》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年鉴》；

各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１。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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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单位 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水平 元／人 ｌｎＧＤＰ ９．４６２４ ０．７７５９ ７．６１７９ １１．２８８５

核心解释变量
教育欠账率 ％ Ｅｏｗｅ ０．４２５２ １．８４４２ －１２．３０００ ２．９４００

教育人力资本 年／人 Ｈｅｄｕ ７．９９３７ １．３５１８ ２．９２００ １２．１５００

控制变量

人口自然增长率 ％ Ｐｏｐ ０．６０８６ ０．３４１８ －０．１９００ １．６２００

城镇化程度 ％ Ｕｒｂ ４２．６３７８ １８．１０５０ １０．３１００ ８９．６０００

外贸依存度 ％ Ｏｐｅｎ ３１．１８４５ ３９．５８７０ １．５２００ ３５３．８４００

三、全国总体实证结果及分析

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表１）显示其均满足实
证分析条件，回归结果见表２。其中模型（１）是以
财政教育欠账率为唯一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模型（２）是仅用两大核心解释变量教育欠账率和
教育人力资本进行回归估计的结果；模型（３）～
模型（５）则是在模型（２）的基础上逐个将各控制
变量纳入模型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的稳健性回归结

果。由这一系列回归结果可见：

　表２ 全国总体财政教育欠账率、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关系回归结果

变量
人均生产总值（ｌｎＧＤ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财政教育欠账率

（Ｅｏｗｅ）

－０．３９０６

（－１８．００）

－０．０６７０

（－６．０８）

－０．０６９２

（－６．３０）

－０．０８１９

（－８．９６）

－０．０８９４

（－１０．０７）

教育人力资本

（Ｈｅｄｕ）
－

０．６７３６

（５２．３５）

０．６４３０

（４８．８４）

０．４２１４

（２３．２７）

０．４１２６

（２２．３５）

人口自然增长率

（Ｐｏｐ）
－ －

－０．１７５２

（－２．８６）

－０．２１９８

（－４．１７）

－０．１９５２

（－３．６８）

城镇化程度

（Ｕｒｂ）
－ － －

０．０１７２

（１４．９７）

０．０１７１

（１４．４５）

外贸依存度

（Ｏｐｅｎ）
－ － － －

０．００１０

（２．４６）

常数项

（－Ｃｏｎｓ）

９．６２８６

（４４０．３２）

４．１０６７

（３８．７９）

４．４５８３

（３２．０８）

５．５３０２

（４１．４０）

５．５６１５

（４０．８６）

Ｎ ６２０ ６２０ ６２０ ６２０ ６２０

Ｒ２ ０．３５５４ ０．８８６３ ０．８８８０ ０．９１８８ ０．９１９１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ｐ值）

８９４．３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７

（０．００６５）

－２．９４

（－）

９．２１

（０．０５６２）

－３．６０

（０．６０８７）

备注 ＦＥ ＦＥ ＲＥ ＲＥ ＲＥ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应的检验均在１％水平下拒绝组别效应；括弧中的数据为对应

的ｔ值数，下同。

　　第一，财政教育欠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
效应。无论是仅以财政教育欠账为唯一解释变量

的回归，还是将人力资本和其他控制变量逐个加入

之后的回归，它们的结果均显示，财政教育欠账率

的系数显著为负。由通过Ｒ２值接近１的原则确定
的准确结果（即模型（５））显示，当财政教育欠账率
增加１个百分点时，由此引起的全国总体人均生产
总值将下降约０．０９个百分点。这说明，就全国整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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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财政教育欠账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

也就是说，即使有财政经费投向教育部门，只要这

种投入的额度所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４％的国
际惯例，即这一经费投入没有达到维持现有经济增

长的基本要求，短期内仍然会抑制经济增长。

第二，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

用。包含另一重要解释变量———教育人力资本的

回归模型（２）～模型（５）显示，人力资本的回归系
数都显著为正。模型（５）的结果显示，衡量教育
人力资本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１年，由此引
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上升约０．４１个百分点。
这说明，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只要有财政资源投向教育部门，即财政教

育投入为正，其在长期内就会形成教育人力资本。

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进一步说

明，财政教育投入通过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

具有长期增进效应。

第三，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包

含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回归模型（模型（３）～（５））
均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具体为，人口自然增长率每上升１个百分点，其将
会引起人均收入下降约０．２个百分点。这说明，
人口增加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具有抑制作用。人口

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可能源于人口增加对

人均生产总值的稀释效应超过了人口增加引起的

劳动力增加效应。

第四，城镇化进程和对外贸易均对全国的经济

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包含城镇化的模型（４）和（５）
显示，城镇化对人均生产总值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分别为０．０１７２和０．０１７１；包含外贸依存度的模
型（５）显示，外贸依存度对人均生产总值的回归系
数也显著为正，即０．００１。这说明，正在经历的城镇
化浪潮推动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资源由农村向城

市转移，的确优化了资源配置，显著促进了地区经

济增长。具体为，衡量城镇化程度的城镇人口占比

每增加１个百分点，由城镇化进程引起的资源优化
配置进而使得人均生产总值约增加０．１７个百分
点。另外，现阶段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虽大不如前，但总体上仍具有促进作用。

四、分地区回归结果及分析

中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财政

教育欠账率和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效应

可能在不同地区间也表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因

此，有必要将大陆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划分为
东、中、西三大地区样本进行分别回归，在考察财政

教育欠账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

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地区差异的同时，对第三部分的

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按照传统划分标

准，东部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

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和广东省；中

部地区：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黑龙江省、

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海南省；

西部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

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保证地

区内部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均按教育人力资本是否

纳入模型分为模型（１）和（２）进行回归，回归结果
见表３。由表３可知：

第一，三大地区内财政教育欠账对经济增长

抑制作用由西向东呈现先减后增趋势。三大地区

回归模型中，包含教育人力资本的模型（２）显
示①，财政教育欠账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在

西、中、东地区具体为 －０．０８７０、－０．０４２２和
－０．０８２５。表明，当财政教育欠账率每增加１个
百分点时，由此引起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减少在西、

中和东部地区分别为０．０８７０、０．０４２２和 ０．０８２５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在有效验证全国总体回归结

果稳健性的同时，说明财政教育欠账对经济增长

的抑制作用由西向东呈先减后增变化趋势，即西

部抑制作用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出现这种

特征的可能原因是东部发达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

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西部落后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通过提升和匹套技

术引进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中部

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

可能介于两者之间，创新能力不及东部地区，后发

优势不及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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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用模型（２）的结果是因为由Ｒ２判断模型（２）对应的样本回归方程更合理。



表３ 东、中、西三大地区财政教育欠账率、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关系回归结果

人均生产总值

（ｌｎＧＤＰ）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１） 模型（２）

财政教育欠账率

（Ｅｏｗｅ）

－０．１７１３

（－３．４８）

－０．０８２５

（－２．３２）

－０．１６８９

（－４．４９）

－０．０４２２

（－１．６８）

－０．１２２８

（－１１．２４）

－０．０８７０

（－７．９５）

教育人力资本

（Ｈｅｄｕ）
－

０．４１０６

（１３．０５）
－

０．５２３８

（１２．０１）
－

０．３５７４

（１３．２４）

人口自然增长率

（Ｐｏｐ）

０．２１３２

（１．４１）

０．１７５１

（１．６８）

－０．６３１２

（－５．５１）

－０．５１６３

（－５．１９）

－０．６０１８

（－７．２８）

－０．０４０６

（－０．４９）

城镇化程度

（Ｕｒｂ）

０．０３３８

（２４．６７）

０．０１２２

（６．５８）

０．０４２８

（１６．３９）

０．０２３３

（８．１３）

０．０３８２

（２２．８８）

０．０２３９

（１４．１６）

外贸依存度

（Ｏｐｅｎ）

－０．０００３

（－０．４６）

０．０００６

（１．３８）

－０．０１０４

（－３．１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０８３

（３．１６）

０．００８３

（４．２２）

常数项

（－Ｃｏｎｓ）

８．４１０９

（６３．２５）

５．８０９３

（２６．１２）

８．２２９８

（４７．７６）

４．３４７９

（１３．２２）

８．０４２９

（６７．５９）

５．５４５８

（２７．５１）

Ｎ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Ｒ２ ０．８０９８ ０．９３８６ ０．８６１２ ０．９３０２ ０．８９４４ ０．９４３９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ｐ值）

１５４．３９

（０．００００）

－７２．７３

（－）

－１５７．７３

（－）

３３．６２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６

（０．３９７３）

４６．４１

（０．００００）

备注 ＦＥ ＲＥ ＲＥ ＦＥ ＲＥ ＦＥ

　　第二，三大地区内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由西向东呈现先增后减趋势。三大地区

回归中模型（２）显示，衡量教育人力资本的人均受
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分别为西部地区

０．３５７４、中部地区０．５２３８、东部地区０．４１０６。表明，
当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１年，由此引起的人均收
入的提高在西、中、东部地区分别为０．３５７４、０．５２３８
和０．４１０６个百分点。同样有效验证了全国总体回
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还说明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

增长的促进作用由西向东呈先增后减变化趋势，即

西部促进作用最小、东部次之、中部最大。这一结

果也与孟望生等（２０１５）［１７］和魏下海等（２００９）［１８］

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第三，三大地区内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

用由西向东呈依次递减趋势。三大地区回归中模

型（２）的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化程度的回归系数均
显著为正，西、中、东分别为 ０．０２３９、０．０２３３和
０．０１２２；即衡量城镇化水平的城镇人口占比每增加
１个百分点，由此引起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分别
为０．０２３９、０．０２３３和０．０１２２个百分点。表明，城镇

化作为促进要素资源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实现高效

配置的重要推动力量，对当下经济增长水平具有促

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随着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呈现

递减变化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产生的原因可能与

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有关。

第四，人口增长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回

归系数在东部地区显著为正，具体为０．１７５１；在
中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负，分别为 －０．５１６３和
－０．０４０６。表明，同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增加 １
个百分点，对人均收入水平在东部地区呈现增进

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则呈现减退作用。造成这种

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人口增加对人均收入的稀释效

应在中西部地区更强，而人口增加的劳动力增加

效应可能在东部地区更强。另外，外贸依存度的

回归系数在西部地区显著为正，在中部和东部地

区为不显著。表明，外贸进出口总额每增加１个
百分点，会使得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增加

０．００８３个百分点，而对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人均收
入水平无显著作用。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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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以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占生产总值４％的国际
惯例为标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

出，各地区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支出须达到这一标

准。然而，从《纲要》出台之后的近２０年间，我国
各地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一直落后于这一标

准，即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教育欠账。财政教育

欠账对经济增长存在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在

不同地区间存在何种差异和规律？为探究这些问

题，本文首先在梳理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财

政教育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逻辑机理进行了重新

审视。继而结合 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中国大陆 ３１个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分别对财政教育

欠账和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

地区间的差异和变化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

如下结论和启示：

首先，我国的财政教育欠账对经济增长具有

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西、中、东三大区域

内呈现先减后增趋势，即财政教育欠账对经济增

长的抑制作用在西部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

表明，当财政教育投入的水平低于其占生产总值

比重４％的国际惯例时，支出水平可能无法满足
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所需的技术知识扩散水平，

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为负；从西、中、东经济增

长水平依次递增的情形判断，财政教育欠账对经

济增长的这种短期抑制效应会随着地区经济增长

水平的提高呈现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

此结论的启示为：各地区需要在保证节约、透

明的情况下，多渠道筹措和使用财政资金，确保投

向教育的财政支出达到地区生产总值 ４％的标
准，消除财政教育欠账，实现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

增长短期效应由负向正的转变。

其次，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

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西、中、东三大区域内呈现

先增后减变化特征，即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

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小、东部次之、中部最

大。表明，在教育资源绝大比例由政府承担的中

国，财政教育投入对教育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关

键作用。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

进一步说明，财政教育投入通过教育人力资本对

经济增长长期效应为正；从我国西、中、东经济增

长水平依次递增情形判断，财政教育投入通过教

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这种长期增进效应会随

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

此结论的启示为：中西部地区财政教育投入

对增长的长期效应还处在极大值的左侧。这些地

区应该更加重视财政教育投入的力度和效率，加

快经济发展步伐，尽快实现教育人力资本的增长

效应由极值点左侧向极值点靠近甚至跨越。

最后，城镇化进程引起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资

源的高效流动与配置，使其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

的正效应。由于收入稀释和劳动力存量增加双重

效应的影响，人口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不同

地区间存在差异，具体为：在东部地区人口增长的

劳动力增加效应更明显，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正

效应；而对中西部地区和全国总体而言，人口增长

的收入水平稀释效应可能更为明显导致其具有负

效应。现阶段，对外贸易在全国总体和西部地区

上的经济增长效应为正，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经

济增长效应不显著。

此结论的启示为：在保证效率和质量的情况

下，我们需要继续稳步的推进城镇化建设。中西

部地区在人口政策方面应作适度调整，引进高素

质人才的同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来限制人口的

粗放式增长；西部地区应该在对外贸易政策上，适

度鼓励出口的同时，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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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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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物权法定原则在民法典中的立法选择
———兼及民法总则第１０条与第１１６条的规范解释



●　刘晓霞，王振宇

（甘肃政法学院 民商经济法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现行法中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因其封闭性而颇受诟病，故而不断有学者建议就物权法定原则进行缓和或
废除，以期保持物权的开放性甚至可约定性。但在物债区分背景下，物权法定思维依然根深蒂固———《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总则》第１１６条即沿袭物权法第５条继续规定物权法定原则。然而吊诡的是，民法总则第１０条承认习惯
可以作为民法渊源适用，客观上为物权法定原则缓和论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现路径。上述条文的隔阂借助法律解

释难以消解，为避免在理解和适用上相互抵牾而造成对法典体系性的破坏，较为现实的做法是在民法典物权编中

对冲突条文进行补充、协调规定：一是对物权法定之法作扩大解释，二是通过承认习惯物权对冲突条文进行衔接，

最终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确立缓和的物权法定原则的立法模式。这样的立法选择，可从实践中广泛存在的传统典

权和让与担保制度等证明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式。

关键词：物权法定；习惯物权；法律解释；物权法定缓和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９）０１１０１０８

　　一、问题之背景：物权法定原则
存废缓和之辨

　　物权法定和一物一权、公示公信并称物权法
三原则，共同构建起物权法理论体系的大厦。通

说认为，物权法定原则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均

须依赖法律规定，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①。物

权法定在大陆法系民法中被奉为圭臬，究其原因

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区分物债二元，维护物权体

系；二是便于物权公示，保障交易安全；三是整理

旧时物权，明晰产权归属。我国民法承袭这种立

场。然而立法同时应考虑到，由于在立法时人类

智慧有限，不可能就未来社会所需先为周延至今

的考虑，巨细无遗地设定各种物权制度。如果坚

持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势必发生法律阻碍经济

发展的现象，法律成为了法律传统的奴隶，人则异

化成了法律的附庸［１］。特别是新近以来，随着社

会经济发展日趋复杂，新生物权不断涌现，物权法

定原则的封闭性饱受诟病，大陆法系国家开始寻

求纾解之道。从物权法定的发展趋势来看，大陆

法系各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承认习惯物权的方

式。在德国，倘若某种法律地位被人们大量地创

设，法律交易接受而且还得到判例承认的情况就

构成法律续造。具体而言，让与担保制度获得了

判例的承认或有倾向于以习惯法上物权承认其法

律地位［２］。在日本，物权法理论上相继出现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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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定无视说、习惯法包含说、习惯法有限承认说

以及物权法定缓和说等数种学说，但就实践状况

来看，日本同样倾向于认可习惯物权，逐渐承认了

流水使用权、温泉权等习惯权利。在我国台湾地

区，为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民法”修改过程中

在第 ７５７条明文规定“物权得依习惯创设”，至
此，习惯物权和法定物权具有了同等的效力。

相比之下，物权法定原则产生的相关争议在

我国则愈加复杂。学者曾围绕物权法中应否确认

物权法定原则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其后随着物权

法的颁行而有所沉寂，及至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应

否以及如何规定物权法定重新成为讨论的焦点。

综观学者的观点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类：其一，物

权法定原则维持论。该观点以陈本寒教授为代

表，认为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应对物权法

定原则产生的基础、功能、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关系

等问题进行正确的阐释，摒弃立法、司法和理论中

存在的错误倾向，坚持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３］。

其二，物权法定原则缓和论①。该观点以杨立新教

授为代表。主张物权法定与物权法定原则缓和是

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固守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立

法就会脱离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可能会扼杀新

兴的物权，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４］。因此有必要

通过承认习惯物权的方式对物权法定原则进行缓

和。其三，物权法定原则废除论。该观点以台湾

学者苏永钦教授为代表，认为从定分（绝对）性

质、法定政策以及经济分析等角度都不能导出物

权法定原则的必要，只要能够掌握公示和公信制

度的关键，建立多元分散的公示方法，而又都能以

一定的公信保护相辅相成，应该就可以更放心的

废除法定主义，让市场经济的活力得到更大的解

放［５］。就上述观点而言，笔者认为物权法定原则

废除论意在破除传统民法陈旧的体系标准而更具

现代价值，但有意思的是物权法定原则维持论基

于政策考量颇受立法者的青睐，而物权法定原则

缓和论则在民法学界逐渐占据上风。生效不久的

民法总则第１１６条即照搬物权法第５条继续规定
了物权法定原则，再次为这场争论划上并不圆满

的句号，在此基础上探讨废除物权法定原则对立

法过程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和意义。现在需要考

虑的是，民法典对于备受批评的物权法定原则的

封闭性等弊病应作何回应，对实践中大量存在的

习惯物权如传统典权、让与担保等的效力应如何

认定，以及将来民法典成就或者修订之时应当如

何对待物权法定原则。本文即是围绕这些问题而

展开探讨。

　　二、问题之缘起：习惯法源与物
权法定原则间的解释困境

　　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为缓解物权法定原
则的弊端，大多采取承认习惯物权的方式。此种

方式也得到我国学者的普遍赞同。我国民法总则

第１０条规定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
习惯处理民事纠纷，确立了我国民法上“法律—

习惯”二位阶的法源体系［６］，通常认为其中的法

律是指制定法，习惯则是指习惯法②。民法总则在

一般规定中专门规定可以适用习惯处理民事纠

纷，这就意味着该规定在处理物权纠纷时同样适

用。既然在处理物权纠纷时可以适用习惯，那么

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具有物权特质的权利产

生纠纷时，也就可以遵循着物权的一般规定来加

以解决。换言之，适用习惯解决实际上就是承认

习惯创设物权的效力。因此，该“习惯法源”条款

被学者认为是突破物权法定原则封闭性的一种出

路。然而吊诡的是，民法总则第１１６条原封不动
沿袭物权法第５条规定物权的类型和内容由法律
规定，按照此前理论和实践中的观点，物权法规定

的是严格的物权法定，仅法律可创设物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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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言“物权法定原则缓和论”等并不等同于日本民法理论中的“物权法定缓和说”，前者是泛指对物权法定原则进行“松绑”的模式，是与“严格的物权法

定原则”相对应的概念；而后者则是特指“物权法定缓和说”理论，是指否认习惯可以创设物权，而主张通过解释物权法定原则的内涵而获得扩张性适用的方式。

在理论法学界，对于习惯与习惯法的关系问题存在区分和不区分两种观点。但通说认为习惯与习惯法所指是一致的，譬如：民法总则第１０条承认了习惯的法源地位，这里
的“习惯”应定位为习惯法，而非事实上习惯。参见彭诚信：《论〈民法总则〉中习惯的司法适用》，《法学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２４－３４页；民法总则中有３处规定了“习惯”，第１０
条规定的习惯为习惯法，其他两处为事实上习惯。参见王聪，陈吉栋：《论习惯法与事实上习惯的区分》，《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１０３－１１２页；通过对民
事习惯的界定，以及习惯的司法适用现状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于习惯作为法律渊源的分析，推定民法总则中的习惯实为习惯法。参见赵婧薇：《论民事习惯的司法适用》，《大连海

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５６－６０页。



民法总则中上述两条规定间存在解释论上的抵

牾。对此，有学者认为第１１６条已经将创设物权

的权力完全交给法律，并不似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直接规定习惯可以创设物权，所以直接将习惯作

为创设物权的法源，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解释学上

的障碍［７］。但也有学者认为该条属于物权法定

的缓和的迂回策略：既然承认习惯法是民法的法

源，当法律没有规定的时候就需要用习惯法来作

裁判依据，那就必须承认物权法定的缓和［８］。在

这种情况下，就很有必要通过法律解释以期澄清

疑义、纾解两条规定间的对立冲突。

第一，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民法总则第

１０条确立习惯法源地位的规定被置于第一章基

本规定之中，而第１１６条物权法定则是规定在第

五章民事权利之中。民法总则中的第一章被称为

“基本规定”，这一部分相对应的内容在民法通则

中被称为“基本原则”，不仅是规定民法部门法的

原则性条文，也是贯穿于整个民法体系的精神所

在，对民法总则其它部分和分则都具有统率的作

用。第五章民事权利的规定尽管也是民法部门中

的重要内容，但是作为将民法精神或原则具体化

的规定，其理所应当受到更高位阶的基本规定的

约束。何况，物权是民事权利类型化的结果，物权

法定仅仅是民法典物权分编领域内适用的基本内

容，越级规定在总则中本身就只是为了丰富总则

编的权利谱系，并无任何规范化、体系化可言，其

在民法中的地位当然不能与基本规定相提并论。

显而易见，物权法定原则规定的效力位阶、范围远

不如习惯法源地位的规定，当两者存在冲突时，显

然应当适用后者即承认习惯的法源地位，据此就

应当承认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

第二，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来看，对法律规定的

理解必须考虑到立法者的本来目的，在这里目的

解释的对象主要是民法总则第１０条的习惯法源

地位的规定，换言之，即立法者在确认习惯作为民

法的法源的立法过程中，其目的究竟是为缓和物

权法定提供依据和路径，还是仅为解决实践中的

纠纷所作的拓源。笔者认为民法总则第１０条是

处理民事纠纷的依据的规定，立法的本意并不涉

及确权问题，这一点从立法机关的说明中可以得

到佐证———在条文形成的过程中，立法机关曾将

“民事纠纷”修改为“处理民事关系”而最终又改

回“民事纠纷”。这是考虑本条规定旨在为人民

法院、仲裁机构等在处理民事纠纷提供法律使用

规则。至于民事主体之间处理民事法律关系，基

于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有很大的自主权，且民法

规定很多为任意性规定，法律并未强制要求当事

人适用。而且，物权法定原则从实务层面看问题

并不突出，物权制度虽然不断完善、发展，但绝大

多数是在法定框架内的完善、发展［９］。从权威机

关的立法释义中，基本上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赋予

习惯法源地位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民事纠纷得到

合法合理的解决，对物权法定可能产生的影响纯

粹是无心插柳之举，是立法者考虑的不周全所致。

需要注意的是，民法总则第１０条的后半句规定的

是当法律没有规定的时候，方可适用习惯，但不得

违背公序良俗。其含义是：首先，当法律没有规定

时，可以使用习惯，也可以不适用习惯，适用与否

取决于当事法院在具体案件中的综合判断；其次，

并不是说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下所有的习惯都

可以获得适用，违背公序良俗的习惯即不能适用，

而违反法律的习惯更是当然不能作为法源加以适

用。申言之，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必须由法律规定，

而且应符合公序良俗和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

定。那么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下，习惯创设物

权即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目的解释得出的

结论应是：习惯法源的规定不在于缓和物权法定

原则，应当坚持物权仅得由法律创设。

第三，从比较解释的角度来看，大陆法系对我

国现行民法的体系建构和制度设计的影响深远，

因此参考大陆法系的相关立法、司法经验对我国

的法律进行解释是具有合理性的。首先，典型的

大陆法系国家已经或倾向于确认习惯可以作为创

设物权的依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于第７５７条规

定“物权得依习惯创设”，韩国物权法中亦有依习

惯法确立的坟墓基地权、法定地上权和动产让与

担保权等。此外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德国和日

本民法均未明文规定习惯法为物权法之法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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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实务中均承认若干习惯法上的物权。从上

述国家的立法情况来看，承认习惯能够创设物权

是大陆法学物权法的当代发展趋势。具体到我国

民法总则第１０条，承认习惯能够创设物权更加符

合法律发展和社会需求，与此同时就意味着应对

第１１６条规定的物权法定原则的定位予以调整。

其次，查证域外国家或地区立法，通常规定物权法

定原则时采取的是“正面规定 ＋反面禁止”模式，

即同时规定物权仅得由法律创设和不允许民事主

体自行创设。例如《日本民法典》第１７５条规定：

“物权，除本法及其他法律所定者外，不得创设。”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７５７条规定：“物权除

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不得创设。”我国物权

法第５条和民法总则第１１６条都规定物权的类型

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而没有规定不允许民事主体

的创设，究其原因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其中

意涵值得揣摩。仅就上述两点而言，比较解释的

结果更倾向于认为民法总则中习惯法源的规定应

当适用于物权的创设。

借助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仍然存在分

歧，可见通过法律解释尚不足以得出妥适的结论。

因此，笔者认为对民法总则中第１０条和第１１６条

的规定的疑义澄清，或者可以在民法典成就之时

进行系统性的调整，或者可以由立法机关在物权

编中进行必要的补充、协调规定。尽管前者能够

更好地维护法典的体系性，但在这里囿于主题仅

就后者进行探讨。

　　三、冲突之消解：物权法定原则
缓和的折衷实现

　　需要澄清的是，通过承认习惯物权来修正物

权法定原则缺陷的模式未必就是最优，建立科学

完善的公示制度完全可能取代物权法定原则的功

能。不过就当前立法而言，物权法定原则缓和或

许是可供选择范围内较为合理的模式。物权法与

民法总则均特别强调物权法定原则，可以预见到

固守物权法定的现状在最终的民法典中仍然会予

以维持，这既是源于立法者的保守策略，也是立法

者对法典编纂的技术性问题考虑不周所致。从法

典编纂角度来看，以缓和的取代严格的物权法定

原则既尽可能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可维护法

典的体系性。对此，关键问题在于应明确认可习

惯物权的法源地位，保持物权体系的开放性。相

应地，“物权法定”之“法”不应再局限于狭义之法

律，立法亦应尽量丰富物权类型。

（一）立法之缺憾：维持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

从现有物权理论和立法经验来看，我国民法

典确认物权法定原则似是水到渠成。物权法定原

则是德国民法物债区分理论的重要依据，采纳德

国民法体例模式的同时就必然接受物权法定原

则。物权法定原则符合国家对财产关系进行调整

的基本要求。物权法第５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

容由法律创设，其后民法总则第１１６条作了同样

的规定，新近公开征求意见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的“物权编”中对此问题再无涉及，可见当下立法

者仍意在维持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的立场。即便

如此，也很难完全证成物权法定原则的科学性、合

理性。应当看到，尽管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

法系，物权与债权（在英美法系相对应的是财产

法与契约法）的区分总是客观存在的，在社会发

展中也是极为必要的，但是维系物债区分的手段

却不尽相同。例如采取物权自由原则的南非，运

用登记能力和“所有权切割”理论作为物权的甄

别机制，基本上达到维持物债二分体系的效

果［１０］。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存在明显的路径依

赖，譬如民法总则不仅没有从民法通则的单行法

思维中解放出来，反而几乎成为后者的修订版。

更为让人困惑不解的是，民法总则甚至背离了

“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的立法目标，为

了丰富总则编中的权利体系，将本属于民法典物

权编内容的物权法定原则越级规定到总则的范围

中，既不符合法典应有的科学性、体系性要求，也

必然导致总则与物权编内容的拖沓或缺失，前述

法源之争即为体系性缺乏的当然后果。

在信息网络技术进步促使登记制度不断简捷

化的现代社会，通过科学完善的登记制度完全能

够实现物债区分以及对抗效力，完全能够制定出

“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具有前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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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即便原则上继续维持物权法定原则，立

法和实践也已经为其缓和留出空间和指明方向，

但遗憾的是立法者却固守“水磨风车时代”确立

的物权法定原则，这既表明物权法定本质上是家

长主义①，也有悖于意思自治的民法理念。法典化

进程中的物权法定原则仍被立法者奉为圭臬，理

由其实经不起推敲。首先，法典编纂的保守性。

一部新法典草案如欲想被立法机关接受并通过，

其目标必须中庸［１１］，物权法定原则在理论和实践

中皆有相当思想基础，贸然废除物权法定原则带

来的观念更新和制度重构势必增加立法和社会成

本。建国以来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历经“三起两落

久徘徊”尚不能毕其功的事实，使得民法学界乃

至社会层面上对于一部民法典的期望已经远远超

过对民法典编纂本身的科学性、体系性的期望。

应当指出，思维的落后并不等同于法典的保守，立

法者追求稳妥本无可厚非，但以稳妥而牺牲法典

应有的先进性、体系性和技术性则可谓得不偿失。

其次，法律发展的连续性。物权法定原则在经历

较为充分的讨论后，进入到立法层面，先是物权法

采纳，随后是民法总则沿袭规定物权法定原则，以

此证明法律发展是渐进的过程。物权法定原则废

除论推倒重来的立法策略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成

本，也容易对法律的权威性和民事主体的法感情

产生消极影响。但是立法的连续性并非意味着法

律应当停滞不前，相反，连续性所表明的正是立法

不断发展进步。这种理由对于废除论而言或有一

定道理，对缓和论则恰为反证。由此可见，继续维

持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实为民法典编纂之缺憾。

（二）退而求其次：确立缓和的物权法定原则

尽管物权法定原则存在诸多弊病，但在立法

已经明确规定物权法定原则的背景下，继续探讨

废除物权法定原则显然已无实际意义，故而笔者

退而求其次，希望通过补充规定的方式尽可能克

服物权法定原则的固有缺陷，维护民法典的体系

性。物权法定原则近来饱受诟病的根本原因在于

我国立法所坚持的是严格的物权法定，学理和实

践中都坚持非经狭义之法律，物权类型和内容皆

不得被创设的思维，过度强调法律的权威和对社

会的管控而忽视了社会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事

实上，即便是主张维护严格的物权法定的学者，也

不得不承认将所言的“法”拘泥于成文法，结果使

自身陷于僵化的泥坑，并与社会的需要脱节，甚至

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１２］。因此在维持物

权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为尽量避免物权体系的封

闭性，应通过承认习惯物权为社会发展转型时期

可能产生的新物权保留必要的入法路径。对此，

当前的法典化进程中已经至少包含两点可行性：

第一，承认习惯物权可有效协调习惯法源与

物权法定原则间的关系。在前文目的解释中，笔

者力图证明民法总则第１０条的目的在于为民事

纠纷的解决提供更完备的适用规范，为物权法定

的缓和提供的契机乃是无心插柳之举，故而笔者

认为第１０条与第１１６条之间既非相互配合亦非

相互反对的关系，要填补此中的漏洞，最为恰当的

方式就是在物权编中对此问题进行协调规定，使

两者相互衔接。具体而言，就是保持民法总则第

１０条和第１１６条不变，但是在物权编规定物权法

基本规则时，要强调物权法定缓和，要承认在经济

发展当中出现新的物权，该物权又符合物权特征

时，认可其为物权。这样，尽管民法总则第１０条

和第１１６条之间有矛盾，经过民法典物权编这样

的调整和修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８］。至于如何

规定物权法定缓和，笔者认为，一是应当在物权编

中通过承认习惯物权的方式以尽可能为物权的多

元法源提供理论基础；二是可以对物权法定原则

中的“法”的含义作扩大解释，除法律可创设物权

外，司法解释、行政法规等能够通行于全国的法律

规范都应具备这样的效力。

第二，我国学者主张的物权法定原则缓和的

主要是通过承认习惯物权的效力来实现，对相关

问题的探讨已经比较成熟。但是习惯作为物权的

法源往往会面临以下的诘难：习惯作为物权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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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物权法定实际上是用立法干涉了市场定价，因为物权法定意味着法律不保护当事人意欲具有对抗效力的约定，除非其采取了法律规定的权利形式。参见张凇纶：《论物上

负担制度 财产法的对抗力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９４页。



的标准是什么①？结合总则中的习惯法源以及学

理上的认识，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其

一，从积极条件来看，习惯创设的物权也同样必须

具有物权的基本特征。因此，习惯创设的物权既

应当具有作为物权基本特征的排他支配性，也应

当具有一定的公示方法。其二，从消极条件来看，

习惯物权是物权法定缓和的结果，不能违背物权

法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其三，习惯是长期以来在

特定区域所形成的且在该区域自发运行（即该区

域内所有主体自觉自愿地接受的）、具有事实上

对其进行权利义务配置功能的行为规范［１３］。习

惯的地域性决定其效力范围，因此需要慎重考虑

的是何种适用范围的习惯适合作为习惯物权法

源。为维护我国法制统一，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

不宜赋予法源地位，能够赋予法源地位的应当是

仅限于能够通行于全国的习惯②，例如传统典权、

让与担保等类型。

（三）固本与开新：以传统典权和让与担保

为例

典权和让与担保制度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使

用较为广泛③，因此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多数学者建

议应当在物权编中规定传统典权和让与担保制

度，以丰富物权类型，直面社会发展需要。尽管上

述愿景在物权编草案中未能得以实现，但如法谚

所云，法律是社会生活的文字表述，而非创造社会

生活的工具。依照笔者前述思路，结合物权法定

缓和与习惯法源之规定仍能够为此提供进路。

１．传统典权
典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有制度，是指出典

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而将其不动产移转于承典

人占有并使用为收益使用，当出典人于约定期限

内未为赎回，则承典人依典契取得典物之所有

权④。物权法及当前的“物权编”中都没有规定典

权，导致可能出现两种截然相异的纠纷解决方式

和结果：其一，如果按照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之间

的约定不具有物权的效力，仍应在原债权范围内

进行清偿；其二，在当事人主张通过传统典制习惯

解决纠纷时，通常则会引起依照典制承典人取得

典物所有权的结果。就效果而言，两者相去甚远。

结合物权法原理，笔者认为较为妥当的处理应当

是至少赋予承典人就典物优先受偿的权利。在物

权法定原则缓和的情况下，通过确认典权的物权

属性，不仅能够使纠纷得到更加合理的解决，也能

够避免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局面。

２．让与担保
让与担保制度的确立是域外法物权法定原则

缓和的结果，德国正是在潘德克吞（Ｐｕｎｄｅｋｔｅｎ）法
学确立时期通过判例和学说确立和发展了现代意

义上的让与担保［１４］。此后，让与担保制度在德国

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逐渐成为担保制度领

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民法中让与担保制度的

确立同样来源于司法判例，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让

与担保的客体逐渐扩展至动产、不动产、票据等诸

多形式，有效地推动了交易的缔结和经济的发展。

现代社会日渐趋同的经济活动，使得让与担保在

德日法制下发挥出的优势作用在我国物权体系下

也逐渐显现，集中体现在使构成分子流动的集合

财产和新形成或尚在形成过程中的财产权发挥担

保作用等方面［１５］，将让与担保纳入物权法规范俨

然成为一项重要的立法课题。

典权与让与担保制度仅是习惯物权的具体类

型，而不能囊括现代社会的习惯物权。若单纯将

传统典权和让与担保纳入物权法规范也只能是丰

富物权类型，无法从根本上缓解物权法定原则封

闭性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如前所述，较为理想、

可行的模式应当是确认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辅

之以将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新兴物权遴选并

纳入到物权法体系，而欲达到此目标，最为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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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对习惯物权的细致检讨，参见梁上上：《物权法定主义：在自由与强制之间》，《法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４３－５７页。
社会规则的成分复杂，适用范围不一，只有那些已经或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都受到约束的社会规则，才能为物权法所接受，一个国家的物权必须是统一的。如果允许某个

少数民族地区依其习惯创设某种物权，物权法定的价值和意义将荡然无存。参见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 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６页。
在“无讼”案例中键入“民事案由、让与担保”得到的案件数量为１９００余件，而键入“民事案由、典权”亦可得到案件４８０余件。检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
值得注意的是，该定义是基于典权“产生和存在的法理依据乃是既存的债权债务关系”，参见王明锁：《中国民商法体系哲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３５９页。而通说则将典权定义为“支付典价，占有他人的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物权”，参见崔建远：《我国物权立法难点问题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３５页。由
于典权兼具用益和担保之双重功用，相应地就其性质亦有用益物权说和担保物权说之别，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理论上也有将其置于地上权、永佃权之后，地役权之前和将其置于抵押

权、质权之后两种编排。通说定义显然是采前者观点，对此笔者认为值得商榷，但囿于主题在此不作赘述。



部分就是在物权编中承认习惯物权的效力。民法

总则中规定的物权法定原则保留不动，在物权编

中加以释明：物权法定之“法”是广义之法，在符

合相应条件的情况下，新兴权利亦可经由习惯法

源的功能转化而进入物权法规范体系。

四、结语

民法总则第１１６条承袭物权法第５条之规定

确认物权法定原则的效力。物权法定原则下，创

设物权类型和内容的主体被限于狭义之法律，堪

称各国物权立法中最为严格的立法例。但是物权

法本身规定的物权类型严重不足，以致对社会经

济发展产生阻碍。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维持物权法定原则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变化，

而经济的发展则催生出大量具有物权特质的权利

类型。与此同时，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物债区

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物权法定原则存在的正当

性与必要性受到质疑。但是，因为立法的保守等

诸多因素，新近生效的民法总则维持了物权法定

原则的立法模式，因此如何在民法典的物权编中

加以协调规定，以尽可能克服物权法定原则本身

的缺陷和避免其对民法典的体系性的影响就显得

非常重要。

遗憾的是，就立法机关公布的民法典各分

编草案征求意见稿来看，“物权编”的规定整体

而言思路较为保守，内容乏善可陈，除增加了多

数学者积极建议入典的“居住权”章节，完善了

动产抵押、权利质权等方面的规定，修改了建筑

物区分所有人重大事项的表决程序等外，缺乏

对社会发展亟待解决问题的积极回应，例如学

者们建议规定的先占、典权、让与担保等内容均

未能纳入物权编中。而且，由于已经将物权法

定原则的规定提到民法总则之中，在物权编中

不再规定情有可原，不过如前所述，总则中规定

的物权法定究竟如何理解适用，其与习惯法源

的规定如何衔接、协调，则应当在物权编中进行

必要的说明。但在物权编中并未就此进行任何

补充规定。因此，究竟是严格的物权法定还是

宽松的物权法定仍旧是难解的悬案。

民法总则第 １１６条明确物权法定原则的同
时，于第１０条赋予习惯以法源地位，客观上仍为
突破物权法定原则保留了余地，但与前述物权法

定原则之规定或存在解释论上的抵牾。不过该规

定也为我国民法典物权编退而求其次，采纳物权

法定原则缓和论提供了契机。在根据既有规定既

不能充分证明民法典采取的就是物权法定原则缓

和，也不能证成仍旧是遵循旧的严格的物权法定

原则的情况下，有必要对两者进行衔接、协调规

定，而最为恰当的做法应当是在民法典各分编草

案的物权编中对物权法定之“法”作扩大解释并

有条件地承认习惯物权的效力，进而将典权、让与

担保等制度纳入其中。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回

应了社会生活发展的要求，为经济的发展扫除了

障碍；另一方面，保持了现有的民法总则的稳定

性，对于其可能存在的法律冲突进行消解，也使得

未来的整部民法典体系性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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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投资纠纷解决机制：以商事调解为视角


●　杨福学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　要：中方在非投资者对投资纠纷习惯于坐等政府协调，这种依赖不利于其它救济途径的开拓。２０１７年后对非
投资激增使中非投资纠纷有效解决变得更加重要而紧迫。依赖相似的调解文化，学习国内外涉非调解经验，中非

投资纠纷通过调解解决较为务实。当前，首要应制定和完善商事调解法，改善援非方式，通过互联网共享调解员，

吸纳“融解决”优点；同时，投资者要珍视调解机会，塑造良好社会形象，营造利于调解的社会氛围。

关键词：在非投资；投资合同纠纷；商事调解

中图分类号：Ｄ９９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９）０１１０９０８

　　一、问题的提出

非洲虽然投资风险比较大，但是市场需求巨

大，对外资限制较少，是国际投资领域难得的潜力

股。中国对非投资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现已

跻身为第四大对非投资国①。中国对非投资受政

策影响明显。据商务部、ＵＮＣＴＡＤ公开数据显

示，２０１１年到 ２０１６年中国对非投资持续下滑。

近年来，由于对欧美投资受到越来越苛刻的审查，

中国又重新强调对非投资。２０１５年提出“中非合

作十大计划”②，２０１７年将“一带一路”计划扩及

非洲③，在这些举措刺激下，２０１７年中国对非投资

达到３１亿美元④，占中国对外投资流量的２．６％，

比上年增长２９％。２０１８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提出未来三年对非投资不少于６００亿美元。可

以预见，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对欧美投资空

间有可能被进一步压缩，中国对非投资将会快速

增长。这使得依法化解和防范投资风险，有效解

决投资纠纷，保护在非中方投资利益比任何时候

都迫切而必要。

目前中国在非投资纠纷主要源自非洲底层民

众。２０１１年，中色非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遭遇中

资企业在赞比亚投资史上“最长的罢工”，２０００

多名工人要求年工资提高１０００美元。如果满足

工人的要求，公司将在两个月内破产。而这样的

事件绝非孤例。２０１８年６月，肯尼亚首都内罗比

爆发了反对煤炭燃料集会，抗议中肯合资企业在

旅游胜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文化遗址兴

建燃煤发电厂。每当爆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非

洲项目合作方往往会以此为借口解除合同或者提

高筹码，引发投资纠纷。同时，中方的非洲合作者

也变得老练而精明，他们针对中方投资者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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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和安全等领域实施“十大合作计划”。

③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５日，由博茨瓦纳中国友好协会和环球广域传媒集团联合非洲多家媒体举办的“一带一路与非洲论坛”上，近百位来自中国、非洲各国的学者、政府官员、

ＮＧＯ代表、媒体人济济一堂，论坛传递出非洲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受益，“一带一路”倡议将惠及非洲人民的信息。

④参见王文博：《我对非投资存量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经济参考报》，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９日，第Ａ０１版。



和行为方式，设置的圈套经常能够得逞。在莫桑

比克的第二大城市贝拉，有中国投资者经朋友介

绍，欲收购一家餐馆。他考察了整整一个礼拜，餐

馆每天均座无虚席，他很满意地以高价收购。但

付完款后，餐馆却门可罗雀。原来先前的情景是

出售方叫亲朋好友来演给中方收购者看的。有时

非洲政府雇员专盯中方投资者敲竹杠，中国大使

馆官员出面协调也不凑效，中方投资者不得不用

钱疏通。一些非洲政府以环保、劳工待遇、文化古

迹保护为由，动辄对中方投资叫停或征收。２０１９

年９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喀麦隆论坛

报记者克里斯托弗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国际社

会重视非洲国家的环保和就业问题。他以中方投

资者参与的 Ｂａｍｅｎｄａ－Ｍａｍｆｅ公路项目为例，抱

怨中方投资者疏于环保。

针对中方在非投资纠纷，法学界多从国际仲

裁视角研究，建议中方投资者走国际仲裁途径维

权①。可是中非ＢＩＴｓ政治宣示意义大于仲裁操作

价值，而且商事纠纷诉诸国际仲裁要以穷尽当地

救济为前提。到目前为止，中非投资纠纷尚无一

例诉诸国际仲裁，而且在以后几年内也不大可能，

利用这一途径维权是任重道远，远水难解近渴。

实务中，不管是中非官方，还是中方投资者，都对

外交解决寄予厚望。可是中非投资纠纷日益频

仍，政府显然无力顾及，而且外交机构不宜沦为纠

纷处理机构。鉴于中非有着相似的重视调解的文

化传统，基于中非深厚的传统友谊以及境内外积

累的对非投资纠纷的调解经验，目前能否利用调

解灵活多样的形式、低廉的资金和时间成本，结合

国际商事调解的最新发展，尝试以商事调解的方

式解决中方在非投资纠纷，更好地保护迅猛增长

的中国对非投资，为中非投资纠纷的国际仲裁、诉

讼解决赢得时间，已被学术界所关注。

尽管由于战乱、政变、国家行为给中国在非投

资者造成了动辄千亿美元的损失，比如中国在利

比亚、南苏丹等国的损失，这些情形毕竟为数极

少，也非法学人能力所及。本文主要关注数量庞

大而频仍的中国在非商事投资纠纷，即由于商事

投资合同的履行而发生的纠纷。

　　二、中国在非洲投资争议分类及
应对路径

　　国内学界讨论中非投资发展影响因素时，很

少提及投资纠纷解决，对其研究未上升到影响中

非投资的高度，认为对非投资的发展取决于中非

友好关系。这一思维催生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对

非援助②，形成了投资纠纷解决的外交依赖症。学

者们有关中非投资纠纷解决的观点可分为三种：

一是加强和改善对非援助。有学者对比研究了

中、日、美及欧盟的援非方式、效果及对中国的借

鉴意义［１－２］，还有学者根据国力，提出了务实的援

非方案［３］。援助可以改善双边关系，有利于纠纷

解决，但不能直接解决纠纷。有时候也劳民伤财，

助长了一些国家“乞丐经济学”的野蛮生长。二

是密切外交关系，增加领导人互访，举办各种论

坛［４］。受政府精力和外交重点所限，外交对投资

的促进不宜高估。中方投资者，尤其是广大民企

投资者，不能形成纠纷解决的外交依赖证，消极地

坐等政府出面。三是通过国际诉讼、仲裁维

权［５－７］。由于绝大部分中非 ＢＩＴｓ粗疏、模糊，操

作性不强，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修改条约任务艰

巨、耗时费力，加之专业人才匮乏，经验不足，短期

内该救济路径难以直接发挥效用。

实际上，如果对中非各类投资纠纷做精细分

析，会发现外交途径只适用于少量投资争端，绝大

部分投资纠纷无法获得外交关注。根据纠纷主体

及纠纷性质，中国在非投资纠纷可以分为三类：一

是中国作为投资母国与投资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

端，二是中方投资者与非洲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

议，三是中方投资者与非洲合作伙伴商事投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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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厦门大学韩秀丽教授、浙江大学赵骏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单文华教授、复旦大学梁咏博士、中央财经大学肖芳博士等。

在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４日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方提出未来三年内，将提供６００亿美元实施中非“十大合作计划”。



同纠纷①。这三类争议解决途径有差异，第一类通

过中非政府间谈判，签订或修订投资条约或变更

政策解决。第二类主要通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

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ｕｔｅ，ＩＣＳＩＤ）等国际仲裁机构解决②。由于中

非ＢＩＴｓ政治宣示意义大于实务价值，中非在这方

面的纠纷尚无诉诸 ＩＣＳＩＤ的先例，主要依赖政府

协调。政府精力有限，政治关注点不同，只能关注

少数大型国企投资者。这类争议彻底解决的前提

是修订中非 ＢＩＴｓ，但修订难度不小，近年来中非

ＢＩＴｓ没有修改过一个。第三类依《华盛顿公约》，

在穷尽东道国国内司法救济后，可向 ＩＣＳＩＤ申请

仲裁③，或者向国际知名仲裁机构 ＩＣＣ、ＺＣＣ、ＬＣＩＡ

等申请仲裁。区别在于，前者的法律依据是 ＢＩＴ，

商事投资合同仅为参考，如果投资东道国和投资

母国政府之间没有 ＢＩＴ，就无法诉诸 ＩＣＳＩＤ；后者

法律依据为投资双方的商事投资合同，投资者所

属国政府之间没有 ＢＩＴ不影响仲裁；ＩＣＳＩＤ仲裁

的被申请人仅为投资东道国政府，而其它国际仲

裁机构被申请人则为商事主体。ＩＣＳＩＤ是解决投

资纠纷的国际专门仲裁机构，近年来受案数直线

上升，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国际投资领域权威纠

纷解决机构，所以投资者倾向于选择ＩＣＳＩＤ仲裁。

要诉诸ＩＣＳＩＤ解决投资纠纷，投资母国和投资东

道国必须是ＩＣＳＩＤ公约的缔约国，而且两国之间

必须有生效的 ＢＩＴ。目前，中国政府无力顾及数

量庞大且迅速攀升的商事纠纷，投资者的外交依

赖导致投资纠纷解决乏力。在非投资者并未尽力

开拓纠纷的诉讼、仲裁、调解解决途径。

本文主要讨论第三类纠纷，即中方投资者在

非商事投资合同纠纷。依据《中国对外投资发展

报告２０１７》，中国对非投资主要集中在建筑、采

矿、制造、金融及科研和技术服务五个行业。前三

个行业主要与投资东道国政府部门订立承包合

同，寻求当地司法救济难度最大；后两个行业可以

签订合资合同从事经营活动。这五种行业中方投

资者以国企、央企为主，中国政府关注度较高，损

失主要来自于投资地国局势动荡。中国在利比亚

曾损失２０００多亿美元，在南苏丹损失数百亿美

元，均为石油投资。大量的民营企业主要投资于

当地的贸易、服务业。由于有些国家某些行业有

经营模式的限制，加之为规避民族主义的冲击和

政府征收等风险，许多中方投资者并购当地企业

或者订立合资合同，与当地合作伙伴一起经营。

中非商事合同纠纷主要是指中方投资者与当

地合作伙伴的并购、合资合同、合伙协议纠纷。这

类纠纷如果直接申请 ＩＣＳＩＤ仲裁，即便一方当事

人为东道国国家机关，ＩＣＳＩＤ也不具管辖权［８］。

前文已述及，ＩＣＳＩＤ旨在保护外国投资者在投资

东道国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必须是作为管理者

的投资东道国政府。该东道国必须是《华盛顿公

约》的签署国，仲裁依据是该东道国与投资母国

间的ＢＩＴ。在 Ｊｏｙｖ．Ｅｇｙｐｔ案中，仲裁庭以埃及工

业与采矿项目总部（ＩＭＣ）仅为商业合同的一方当

事人而非管理者为由，认为 ＩＣＳＩＤ没有管辖权④。

在Ｐｅｒｕｖ．ＣａｒａｖｅｌｉＣｏｔａｒ－ｕｓｅＳ．Ａ．Ｃ．案中，当事

人在仲裁庭成立之前达成了和解，秘书处依《ＩＣ

ＳＩＤ仲裁规则》第４３条第１款终止了程序⑤。即

使仲裁庭成立，该案也可能被宣布没有管辖权。

但在穷尽当地救济之后，中方投资者可以合法的

投资利益未得到有效保护、投资东道国违背 Ｂ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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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尽管在英语中，纠纷和争端都可以是“ｄｉｓｐｕｔｅ”，但在中文中，争端与纠纷区别明显。争端一般指国际争端，即国与国之间基于事实或法律，对某项权益所持的立场、观点和
主张不同而发生的对立和冲突，比如ＷＴＯ争端、南海争端；也可以指他国组织或个人与一国政府之间的争议，比如ＩＣＳＩＤ解决的争端。纠纷是指民商事主体之间基于合同产生的争
议，比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根据《ＩＣＳＩＤ公约》（又称《华盛顿公约》）第２５条第１款，ＩＣＳＩＤ只对投资母国投资者与投资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具有管辖权，而且该外国投资者不得具有投资东道
国的国籍。当然代表政府的国有公司也可以被视为东道国政府，如ＡＲＢ／１０／１８案中，尼克资源公司诉孟加拉油气开采生产公司。参见ＩＣＳＩＤ网：ｈｔｔｐｓ：／／ｉｃｓｉｄ．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ｅｎ／Ｐａ
ｇｅｓ／ｃａｓｅｓ／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ｓｅｓ．ａｓｐｘ。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浏览。

《ＩＣＳＩＤ公约》第２６条规定：“除非另有规定，双方同意根据本公约交付仲裁，应视为同意排除任何其他补救办法而交付上述仲裁。缔约国可以要求用尽当地各种行政或司
法补救办法，作为其同意根据本公约交付仲裁的一个条件。”公约规定可以将用尽本地救济原则作为诉诸ＩＣＳＩＤ的一个条件，但许多ＢＩＴｓ都将其作为申请ＩＣＳＩＤ仲裁的必要条件。

ＩＣＳＩＤ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０３／１１：Ｐａｒａ．７９ｏｆｔｈｅＡｗａｒｄｏｆＪｏｙＭｉｎ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ｖ．Ａｒａｂ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Ｅｇｙｐｔ．该案Ｊｏｙ申请撤诉，在征得被告同意后，仲裁庭于２００５年底撤销
案件。

ｈｔｔｐｓ：／／ｉｃｓｉｄ．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ｅｎ／Ｐａｇｅｓ／ｃａｓｅｓ／ｃａｓｅ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ＣａｓｅＮｏ＝ＡＲＢ／１３／２４．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ｏｎＪａｎ．４，２０１９．



义务为由向ＩＣＳＩＤ申请仲裁，前提是中国与该投

资地国签有 ＢＩＴ，而且申诉对象要由合同相对方

变为投资东道国政府。也可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帮

助，但若选择了ＩＣＳＩＤ仲裁，就视为投资者放弃了

包括外交保护在内的其他救济途径①。非洲法治

欠完善、司法腐败以及浓厚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

当地司法救济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国

内涉外调解经验，借鉴日本等国商事调解做法，就

显得务实而必要。

　　三、中国在非投资合同纠纷调解
解决的基础

　　（一）中非投资纠纷调解解决的文化基础

中国人注重调解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渊源

于中国儒家文化中“和为贵”“耻讼争”的思想。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即通

过对争讼双方充分的说理、感召，使得问题得以彻

底解决，不留后遗症。孔子的理想，就是靠教化、

提高修养，使社会达到“无讼”状态。这种思想对

中国的讼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非洲各民族

也有注重调解的传统，评论家们称调解文化已经

深深扎根黑色非洲。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强调要依

赖维护共同利益的谅解、和解等公众信服、欢迎的

方式来解决纠纷。加纳长期致力于推进传统习惯

法纠纷解决方式和调解的糅合发展②。在习惯法

较浓的非洲，任何争端解决方式要充分发挥作用，

必须很好地与习惯法相结合，在这种结合中，调解

优于诉讼，尤其在埃及、苏丹、尼日利亚等非洲大

国。埃及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受理的调解案件多于

仲裁案件。非洲各国国际协定中也将调解作为解

决纠纷的首要选择，如苏丹与叙利亚等６国缔结

《关于解决阿拉伯国家之间投资纠纷的协议》，约

定所有投资争议应首先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解

决。“具有悠久调解传统的非洲国家更乐于通过

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争议。”［９］中

非相似的调解文化是中国在非投资合同纠纷谋求

调解解决的前提。

（二）中国具有一定的涉外商事调解的经验

中国外向型经济发达的省份，如广、沪、浙、闽

等，在涉外商事调解方面均有探索。以浙江为例，

杭州、宁波、温州、义乌非洲投资者众多③。浙江涉

非投资纠纷的调解经验，对中非调解解决商事纠

纷不无裨益。

１．“以外调外”突破中非商事调解的人才瓶

颈，化解调解中的文化差异

涉外商事调解员要具备一定的谈判技巧、纠

纷解决能力和跨文化背景，在圈内享有较高声誉。

这类人才十分稀缺。浙江较早组建涉外调解委员

会（下称外调委），吸纳外籍人员，借助网络实现

远程调解，与国外调解机构共用人才。文化传统

影响当事人争议解决的价值取向、决策模式及诉

求表达等，文化冲突可能将这些因素演变成调解

过程中的现实冲突，形成调解障碍［１０］。外籍调解

员的参与，有助于缓解这种冲突。

２．建立多方联动机制，推动调解协议的执行

浙江外调委在司法机关指导下，首先建立诉

调联动机制，就疑难法律问题咨询法院，外调委的

调解协议能即时得到法院确认。法院可依当事人

合议，中止审理，将案件移送外调委，若３０日内仍

未调解成功则恢复审理，及时判决。外调委也可

派员参与法院涉外案件的调解。其次，建立律调

对接制度。鼓励律协在法院、外调委设立律师调

解工作室，参与涉外商事调解。再次，积极开展与

国际ＮＧＯ合作、交流，实现远程协助。外调委通

过外籍调解员牵线，与许多国家调解机构签订合

作意向协议，推动调解协议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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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ＳＩＤ公约》概述第三段规定：“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受理的案件，有排他管辖的效力，……裁决结果对双方有拘束力，不得提起上诉或采取任何除本公约规定外的补救
措施。”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Ｎｏｌａｎ－Ｈａｌｅｙ．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ｆｒｏｍＧｈａｎ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ｆａｌｌ，２０１５．Ｐｐ．３．
以义乌、鹿城、青田三地为例。义乌市外国人超过１．５万，分别来自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来自非洲。２０１６年临时入境人员超过４０万，并且在逐年增加。温州商人的

足迹遍布世界，作为温州核心的鹿城区，外商很多，加上众多华侨，涉外商事纠纷数量也非常庞大。丽水市青田县是著名的侨乡，５４万人口中华侨就有３３万，他们多集中于欧洲，从
事餐饮、商贸等。



３．建立诚信档案制度，加大对失信商户的约

束力度

涉外商事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于当事人失信，

涉外调解协议执行难也源自失信。中方失信者抬

高价格、偷工减料、抵赖货款，非方失信者则常常

隐瞒必要信息，通过中介运出货物，以调解拖延，

伺机出境逃避责任［１１］。为此，外调委建立起“诚

信档案”，记录失信行为，将失信者评级分类，上

网公告，并与多国、多个ＮＧＯ诚信档案联网，形成

声誉惩罚威慑。

以上调解经验，若能与非洲调解传统完美衔

接，并克服其固有缺陷（经费不足、协议执行难、

机构信任度低等），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在非投资

纠纷的解决。

（三）调解是解决中非投资纠纷的务实选择

如前所述，中国在非投资纠纷寻求当地司法

救济不易，寻求ＩＣＳＩＤ仲裁又欠缺一些必要条件。

相反，调解以其灵活的形式、高效的程序、低廉的

成本，能够较为理想地消弭矛盾，修补合作关系。

就当下而言，较之当地司法救济、国际仲裁等维权

方式，商事调解是中方投资者解决纠纷的务实选

择。那么，中非双方共同倚重的外交途径效果是

否优于调解呢？

中非均对外交解决投资争端期望很高。中方

希望通过领导互访、论坛峰会、对非援助提升中非

友谊，提升中方投资者在非待遇。非方高层也相

信外交途径解决投资纠纷的神话。笔者曾经在中

非相关会议和论坛中，多次向与会非洲政要询问

中非投资纠纷解决途径，他们都强调友好协商、调

解和外交途径①，诉讼是最不适宜的选项。外交

途径解决纠纷，纠纷少时尚能对付，在中非投资争

端频仍的今天则很不现实。一是政府精力有限，

不能沦为纠纷解决机构，也有违行政与司法部门

的分工；二是政府关注的侧重点在政治和战略，不

会在乎个别投资者的损失（国有大型投资者除

外），更不会为个别投资者损及外交关系。正常

的状态是，大量的投资纠纷，应该由投资者自行解

决。对外交途径的依赖，无益于纠纷的解决，也无

益于纠纷解决途径的开拓和探索。

　　四、探索中国在非投资纠纷调解
之路

　　中方投资者要摈弃坐等思想，直面纠纷，睿智

维权，轻不言弃。还要着眼长远发展，积极融入社

区，热心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培育利于调解

的社会氛围。

（一）纠纷调解的理念：着眼长远发展，珍视

调解机遇

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均非常重视调解，对调解

中的不诚信行为或有意破坏的调解方都有相应的

惩戒措施。《香港调解实务指示３１》Ａ部第４款

规定：“法庭行使酌情权裁定诉费时，会考虑所有

相关的情况，包括根据法庭可以接纳的资料而证

实诉讼人没有合理的解释但不曾参与调解一

事。”依伦敦国际仲裁院（ＬＣＩＡ）规则，律师有权

将调解中对方未接受报价装入密封的信封交给仲

裁员，以备其分配仲裁费时参考。中方投资者在

国际仲裁中，不善于把握调解时机，留下过深刻

教训。

在广东船坞公司与希腊Ｅ．Ｎ．Ｆ．Ａｅｇｉａｌｉｉ公司

船舶改造合同纠纷案中，中方数次坐失调解机会，

最后付出了高昂代价②。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希腊Ａｅｂ

ｇｉａｌｉｉ公司与中国广东船坞公司签订协议，将其一

艘大型原油运输船（ＶＬＣＣ）改装成大型矿石运输

船（ＶＬＯＣ）。约定纠纷在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

（ＬＭＡＡ）依据英国法进行仲裁。２００８年船舶改

造费用一路上涨，广东船坞要求 Ａｅｂｇｉａｌｉｉ提高费

用遭拒，遂以涉案船舶吨位过大、船坞水位无法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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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的会议上，尼日尔商务部长说，所有的投资争端都可以在政府的调解和当事人的友好协商下解决，不会闹到法庭上，更不会闹到投资争端
解决中心去。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２日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尼日利亚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笔者问及尼日利亚前外交部长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ｌｌｉｙｕＧｕｓａｕ，他很肯定地说，投资争端通过友好协商和
政府间磋商解决。

参见［２０１０］ＥＷＨＣ２８６６（Ｃｏｍｍ）英国案例索引。



载为由拒绝其进入船坞，却放进了后到的另一艘

类似吨位船只。其间恰逢筹备奥运，广东海事安

全局禁止大型运输轮进入广东船坞。广东船坞公

司遂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解除合同。Ａｅｂｇｉａｌｉｉ向

ＬＭＡＡ申请仲裁，要求巨额赔偿。ＬＭＡＡ支持了

Ａｅｂｇｉａｌｉｉ的请求，认为此禁令发生在中方公司拒

绝履行合同之后，不构成情势变更，不足以终止合

同，裁定中方赔偿六千多万美元。而在裁决前，双

方曾邀请调解员在伦敦主持过调解，Ａｅｂｇｉａｌｉｉ仅

要价８００万美元，由于坚信解约理由充足，广东船

坞消极对待调解，仅出价２００万美元。后要价和

还价变为５００与３００万，仍因２００万差距未能握

手言和。中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失去了和

Ａｅｂｇｉａｌｉｉ继续合作的机会。商事调解应着眼于长

远的合作和整体事业的发展，注重低成本、高效率

地解决纠纷。纠纷双方能接受调解，就表示珍视

合作关系，就有５０％以上和解希望。由于商主体

更珍惜商誉、重视效率，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要

远高于民事调解。中方投资者要有珍视调解和把

握时机的意识。

（二）中国在非投资纠纷调解之路的具体

探索

１．融入当地社区，培育利于调解的社会氛围

非洲社会尊崇部族首领、宗教领袖的权威，由

当地有威望的人士出面调解，往往能取得较好的

效果。而社区、市场、商会领导人为了本地区经济

繁荣，也乐于主持公道。近年来，国际商事调解发

展演变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非机构商事调解（有学

者称为个人调解）的崛起①。２００３年英国机构调

解的案件占到调解案件的一半以上，２０１０年非机

构调解案件已经占到调解案件的６５％［１２］。我国

也要更好地发展非机构调解。在非洲，如果当地

有调解机构，可以充分利用之；如果没有，或有但

不足以信任，可以推动当地商会、政府组建或改组

调解组织，也可在华人商会设立调解组织。搞好

与当地民众的关系，营造对华友好的社会氛围，一

旦发生纠纷，当地社会名流、德高望重者才愿意出

面调解。为此，中方投资者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努力融入当地社区，遵守当地法律、习俗，为当地

民众排忧解难，多从事公益活动。同时，要注重培

养自己的跨文化调解员。他们应能理解双边或多

边文化精髓，熟悉国际谈判原则，能主导国际交易

谈判和争端解决，并能在跨文化调解中及时进行

文化调适［１３］。

为维持调解机构健康运行，在非调解可以有

偿服务。我国《人民调解法》规定了免费调解的

原则②，机构调解无法克服经费紧张问题。在非

投资纠纷调解是一种商事调解，应当按照市场规

律收费。邀请的调解员，也应支付必要的报酬。

华人商会的调解机构要与当地调解组织建立良好

合作关系，实现调解员共通互享，也可以通过网络

实现各国间调解员跨境调剂。

２．在将来出台的商事调解法中增加“涉外商

事调解法”部分

国际商事调解需要有独立的调解规则。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调解中心，包括世界著名的仲裁中

心所属的调解机构均有自己的调解规则。ＡＡＡ

制定了长达 ４６页的仲裁及调解规则③，ＵＮＣＩ

ＴＲＡＬ在２００２年就制定了《国际商事调解示范

法》。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立法缺位，准用《人民调

解法》，导致国际商事调解无序化和空洞化，调解

制度不能切实发挥作用［１４］。结和我国立法实际，

首先应当制定商事调解法，这是我国对外贸易、投

资发展的必然需求。就我国立法实际而言，制定

专门的涉外商事调解法不太现实，但可以在商事

调解法中设立专门章节，规定涉外、国际商事调解

内容。未来立法要充分尊重调解员、当事人的意

愿。把握好调解和诉讼的边界，尤其是调解协议

的即时司法确认不能剥夺当事人的反悔权，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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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调解分为机构调解和个人调解。从国际商事调解发展趋势看，个人调解发展很快。

该法第１６条规定，人民调解员仅获得适当的误工补贴，在特定条件下获得医疗生活补助。
美国仲裁协会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ｄｒ．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ｒｕｌｅｓ．ｐｄｆ．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９日最后访问。



会造成调解协议执行难。调解员既享受充分自由

裁量权，也应受必要约束。调解员可以采用自认

为适当的方式进行调解，比如美国国际商事调解

可能采取联合会议（ｊｏｉｎｔｓｅｓｓｉｏｎｓ）及核心小组讨

论（ｃａｕｃｕｓｅｓ）的形式［１５］，但应考虑案件的各种情

况以及双方当事人可能提出的愿望，也应遵循一

定的程序［１６］。确立有尝调解的原则，规定商事调

解社会调解的属性，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明确规

定外籍调解员的地位、权利和义务，规定政府支持

涉外调解的途径和方式。

３．学习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的“融解

决”模式

２０１８年６月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的

成立，标志着中国在国际商事调解方面取得很大

的进步。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指导下，最高

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旨在打造将“调解、仲裁、

诉讼”机制性、系统性整合的“一站式、多元化争

端解决平台”①。这种“融解决”的方式，突破传统

争端解决模式，集各种争端解决方式优点于一身，

既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赋予调

解协议类似于判决的执行力，并能使其像仲裁裁

决那样，依据《纽约公约》得到各国承认与执

行［１７］。中国在非商事调解机构需要学习国际商

事法庭的模式，采取这种“融解决”的方式，更加

灵活多样地调解解决投资纠纷。

五、余论

非洲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处

于世界前列，发展潜力巨大，各方投资者竞争激

烈。中国若无法有效应对频仍的投资纠纷，在政

策推动下的对非巨额投资将面临巨大风险。中非

投资纠纷调解如果能研究到位、操作恰当，必将激

发民间巨大的对非投资潜能，保障中非经济合作

的健康发展。

目前中美贸易战形势迫人，外资撤离严重，非

洲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中国开放政

策的核心不是向伊斯兰世界开放、不是向拉丁美

洲开放、不是向非洲开放，中国的开放就是融入到

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１８］中美经

贸关系正常时，中国对非投资尚有回旋余地，而目

前中国外向经济空间在美国贸易战挤压下，不得

不重新审视对非投资。中国已与２０１５年底宣布

了对非６００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为维护中方投资

利益，应当更加重视中国在非投资纠纷的调解

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钟伟云．日本对非援助的战略图谋［Ｊ］．西亚非洲，

２００１（６）：１４－１９；

［２］周玉渊，唐罛．欧盟对非援助协调新变化及对中国的

启示［Ｊ］．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３（７）：７５－８３．

［３］刘鸿武．对非发展援助与中国国际责任的当代实践

［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２）：１－８．

［４］李子文，李青．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双边领导人访

问效应———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Ｊ］．国际经贸探索，

２０１７（１２）：５２－６８．

［５］韩秀丽，翟雨萌．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外投资协定

中的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Ｊ］．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７

（５）：２０－３１．

［６］朱伟东．仲裁是解决中非投资贸易争端的最佳选择

［Ｃ］．中国仲裁法学２０１４年年会论文集，１－１１．

［７］张燕霞．中国在非洲投资争端仲裁机制研究［Ｄ］．上

海：华东政法大学，２０１５．

［８］刘华．通过ＩＣＳＩＤ解决中非之间投资争端的研究［Ｊ］．

政法论坛，２０１３（２）：１７３－１７９．

［９］朱伟东．外国投资者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投资争议分

析———基于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相关案例的考察

［Ｊ］．西亚非洲，２０１６（３）：１３８－１６０．

［１０］王刚．论文化差异在国际商事调解中的表现及影响

［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４）：７６

－８１．

［１１］吴卡，张洛萌．涉外商事纠纷调解新模式探寻———以

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例［Ｊ］．浙江师范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２）：６２－７０．

—５１１—

杨福学 中国在非投资纠纷解决机制：以商事调解为视角

①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网：ｈｔｔｐ：／／ｃｉｃｃ．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最后访问。



［１２］齐树洁，李叶丹．商事调解的域外发展及其借鉴意义

［Ｊ］．中国海商法年刊，２０１１（２）：９７－１０３．

［１３］ＧａｒｒｉｃｋＡｐｏｌｌｏｎ．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ｅ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ｓａ

ＮｅｗＡＤＲ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Ｊ］．Ｌａ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ｐ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Ｖｏｌ．２０．

［１４］汤维建．关于制定《社会调解法》的思考［Ｊ］．法商研

究，２００７（１）：５９－６４．

［１５］ＴｈｏｍａｓＪ．Ｓｔｉｐａｎｏｗｉｃｈ．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ｏｎ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Ｊ］．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６，Ｖｏｌ．２２．

［１６］黄进，宋连斌．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几个重要

问题［Ｊ］．政法论坛，２００９（４）：３－１３．

［１７］单文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中国方案［Ｎ］．法制日

报［国际］，２０１８－１１－１３（４）．

［１８］高善文．中美贸易摩擦深处的忧虑［ＥＢ／ＯＬ］．（２０１８

－４－１１）［２０１８－５－１０］．ｈｔｔｐｓ：／／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ｃｎ．ｃｏｍ／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３３０７７０５．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ＹＡＮＧＦｕ－ｘｕ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ｈｕａ３２１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ｓｅｔｔｌ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ｗｈｉｃｈｉｓｎｏｔ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ｏｔｈｅｒｒｅｌｉｅｆ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Ｔｈｅｓｕｒｇｅ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ｓｉｎｃｅ２０１７ｈａｓｍａｄ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ｎｄｕｒｇｅｎｔｔｈａｎｅｖｅｒ．Ｗｉｔｈｒｅｌｙｉｎｇｏｎａｓｉｍｉｌａ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ｉｔｉ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ｏｓｅｔｔｌｅ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ｂｙ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ｏｅｎａｃｔ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ａｄｊｕｓｔ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ａｉｄＡｆｒｉｃａ，ｓｈａ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ａｍｏｎｇ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ｖｉａ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ｔａｋｅｉｎ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ｓｈｏｕｌｄａｌｓｏａｐ

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ｔｈ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ｏｆ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ｐｅａｇｏｏ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ｅａｓｏｃｉａ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ｏｖ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郭海明）

—６１１—

　　　　兰 州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第１期



总３５卷　第１期 兰州财经大学学报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１
２０１９年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Ｆｅｂ．，
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

２０１９

商行为制度的完善路径与体系重构


●　张可法

（兰州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　要：商行为制度是商法的核心制度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实施未能涵括基本商事行为一般性规
则，亦未提供共同性的原则或规则作为特殊商事行为司法裁判的依据。虽然现代民法呈现出“商化扩张”的一面，

但仍有部分属传统商法的内容游离在民法之外。这些未被民法吸纳的内容，形成商法通则的可能空间。在民法典

编纂的背景下，主要通过分析民法典融入商行为制度或制定商法通则的路径选择，探讨构建一般商行为条款与特

殊商行为条款相结合的商行为制度体系。

关键词：商行为；法律行为；商事通则；民法典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３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９）０１１１７０８

　　一、引言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正

式组建民法典编纂工作小组，该小组于３月３１日

提出了“先编纂民法典总则，再整合分则”的两步

走思路，正式启动了我国民法典立法工作。２０１７

年３月１５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

称民法总则），标志着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迈出

了关键性的一步，也是世界范围内民商合一立法模

式的最新尝试。相反，商法学界主流观点一直主张

制定的商法通则，虽形成了若干商法通则的建议

稿，但仍然还没有上升到国家立法的层面。对此，

王利明认为［１］，民法典总则可以有效地指导商事特

别法，民商合一体例的核心在于强调以民法总则统

一适用于所有民商事关系，统辖商事特别法，这就

需要极大地充实和完善民法典总则的内容。这也

意味着，我们不宜制定商法总则以统辖各商事法

律，而主要应当通过完善的民法典总则来调整传统

商法的内容［２］。还有学者认为，制定商法典既不符

合实际状况，也不符合时代潮流［３］；制定商事通则

欠缺智识、立法技术与政治意愿［４］。赵旭东则认

为［５］，民商合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放眼世界各国，

迄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制定出堪称成功范例的民

商合一的民法典。刘凯湘认为［６］，商法对社会经济

尤其是对商业的发展所起到的推进作用是已经被

证实了的，采用民商合一体例的国家，没有一个成

为当时或者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中具有领

先优势与地位的国家。因此，如何应对民法与商法

的关系，已经是我国民法典制定不可回避的问题。

商法作为特别私法，调整对象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

商主体和商行为上，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如何处

理好商行为制度及其体系也必将成为民商立法模

式争论的焦点之一。

—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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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商合一模式下商行为制度
的困境分析

　　（一）立法体系困境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我国民法总则实施生效，

但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下，民法总则客观上未

能涵括商法一般性规则。首先，商法中大量存在

的强制性或管制性规范、商事关系中的无因性与

商行为的独立性及商法中的外观主义等，都无法

获得民法总则中民商事关系共同性的原则和规则

的支持。民法总则关于商事权利、商行为、商事责

任基本是避而不谈，具有营利性、营业性和商事交

易等特点的商行为的特殊性如何安置等问题依然

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现行民法总则虽采取大量

“复制公司法”的立法技术，强化了对营利法人的

调整，尤其是建立了商法的核心范畴———首次以

立法确认了“营利”的概念，然而事实上民法总则

只是举起了“民商合一”的旗帜，并未设计出妥当

的合一规范，对商人及商行为的调整极为不足，并

不能发挥对商事特别法的导引功能［３］。其次，民

法总则中特别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规定决

议行为，也因其与法律行为的理论体系存在天然

的区别，而难以在两个概念之间形成逻辑自洽。

现行民法对代理、报酬请求权、保证、留置、违约

金、时效等制度安排并未完全、充分考虑到商行为

的特殊性。即便在民法典编纂的利好形势下，商

行为如何被规整进入民法典，依然困难重重。再

次，在法律行为部分，民法总则缺乏对营利行为／

商行为的一般调整规则，以民事权利方式规整商

事权利显得捉襟见肘，面对一些创新性商事行为，

尚未形成权利范畴，难以用民法总则进行规整。

而且，民法总则有关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存在过

多的否定情形，不利于保护商人确定的预期和维

护商事交易的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法

总则的制定过程虽已进行了“商事关注”，但仍显

不足。最后，商行为具有客观存在性，区别于一般

法律行为，商行为的制度首要价值是安全快捷，而

民事法律行为追求平等公平。同时，法律行为是

立法技术的产物，依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赋予法律

上的司法效果，但各国学者研究商行为的重点放

在商行为的营业性、持续性、公开性和职业性等方

面，而很少探寻交易主体的主观态度或者真实意

思［７］。因此，不能乐观地认为民法总则已经能有

效地指导商事特别法，从而当然地排除商法通则

制定的可能。

（二）司法适用困境

在实践中，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基本民法规

范都采取的是民商不分的立法模式。该模式既无

法适应商事法律关系的调整需要，又不当地将仅

适用于商主体或商行为的规范泛化为统一适用于

所有民事主体的一般规范。首先，诸如表见代理

是否成立、公司非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对外担

保的法律效力、民间借贷的举证责任等法律纠纷

往往存在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法官

或仲裁员对这些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是否为商

主体及其行为是否为商行为有不同认识。若法官

或仲裁员认识到商行为的实施主体应承担严格的

注意义务并对其举证责任赋予更高要求，则在判

断相对人是否为善意时，就会形成不同的判断标

准，从而产生大相径庭的裁判结果［８］。其次，法

院处理商事纠纷时，缺乏商法意识和商人精神，往

往无视商法的基本理念，将商法纠纷视为民事纠

纷，用民法的基本意识甚至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念来解决商事问题。法官经常在处理商事案件中

把道德和公平放在第一位，注重公平而非商业效

率和安全，这种看似体现社会公平的司法判断，实

际从根本上否定了商业预期，破坏了商业规律和

秩序，严重损害了商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市场

的繁荣和发展［７］。再次，在交易手段和交易技术

的进步下，大量的商行为是借助网络进行的，网络

技术的全面发展，为商法提出了新的课题和发展

机遇。与传统交易相比，电子商务交易不再仅限

于物质要素，知识、服务和信息的交易占了很大比

重，电子合同，电子支付、划拨，电子票据等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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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要求在法律上有新的制度供给［９］。由其带

来的交易理念、手段，必然需要符合现代交易准则

的商法创新。

　　三、商行为制度完善的路径选择

　　（一）域外立法现状评介

鉴于商行为所具有的各种特殊性，法国、德

国、韩国、中国澳门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

通常在其民法典之外，单独以商法典形式对商行

为予以特别安排。意大利虽采民商合一主义，却

在其民法典中特别考量了商行为的特殊性。

１．法国：客观主义立法例

法国《商法典》第一卷为“商事总则”，共分

四编，包括商事行为、商人的一般规定，以及居

间商、行纪商、承运人、商业代理人与独立的上

门销售人、营业资产等内容。其中，“商事行为”

也称“商行为”，与“民事行为”相对应，是法律

行为在商法中的体现。首先，法国《商法典》通

过第６３２条和第 ６３３条明确列举了 １０种商行

为：为再卖而买进动产；为再卖而买进不动产；

为买进、认购或卖出不动产、营业资产、不动产

公司的股票或股份而进行的任何中介活动；各

种动产租赁业；各种制造业、行纪业、陆路或水

路运输业；各种供货、代理、商业事务所、拍卖机

构、公众演出业务；各种汇兑、银行与居间业务、

电子货币发行与管理活动以及所有的支付服务

活动；公立银行的各种业务；批发商、零售商和

银行业者之间的各种债权债务关系；任何人之

间的汇票等行为，界定了商行为的外延范畴。

其次，法国《商法典》明确了商事法院的案件受

理标准与商行为有关的争议，而不再以争议主

体是否为商人作为案件受理依据，这就使得一

方主体为商人的争议也可以进入到商事法院进

行裁判。从法国《商法典》中“商事总则”部分的

设计安排来看，主要旨在描述《商法典》的适用

范围，对商主体、商行为等基本范 畴 给 予

界定［１０］。

２．德国：主观主义立法例

德国《商法典》体系下，商人及商人资格是认

定商行为、确定商法规范适用的核心标准，其主张

只有商人双方或一方参加的法律行为才属于商行

为。在德国商法中，商行为是一个法定概念。其

第３４３条第１款规定：“商行为是指一个商人所实

施的、属于其商事营利事业经营的一切行为”［８］，

可见，德国商法上的商行为概念包含三个层次的

含义：其一，商行为是一种行为，该行为同一定的

法律规范相联系，受法律规范调整，其性质由法律

所确定，属于法律行为的一种；其二，商行为是商

人所为的行为，与商人这一特定身份相关；其三，

商行为是商人在商事营业中所为的行为，具有商

事营业这一特定的属性，非经营商事营业中的行

为，即使由商人所为，也不属于商行为。据此，

“行为”、“商人”、“商事营业”是德国商法中商行

为概念的基本要素［１１］。简单地说，商行为包括两

个构成要件：商人身份和有关行为属于经营商事

营业。可见，凡是商人实施的营业行为，皆为商行

为，如果自然人或者组织具备了商人资格，即可确

定商行为的定义，进而决定商法规范的适用，由

此，“商人资格的认定”—“商行为的认定”—“商

法规范的适用”成为商行为法律使用的逻辑

递进［１２］。

３．韩国：折中主义立法例

韩国《商法典》专设总则部分，规范商法的通

则内容。其总则分别涉及通则、商人、商业使用

人、商号、商业账簿、商业登记及营业转让等 ７章

内容。与其他国家不同，韩国将商行为作为与总

则并列的内容单独规定，对买卖、抵销、匿名合伙、

代理商、居间、行纪、运输代办业、运输业、公共接

待业、仓储业等各种商行为进行规制，这些商行为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理解为商主体的

内容，在韩国《商法典》中是作为商行为进行规制

的。该法第 ４６条以 ２１项的详细列举对以营业

为目的进行的“基本的商行为”进行阐释，同时在

第 ４７条就“辅助性商行为”作了规定：“将商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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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而进行的行为，视为商行为”，“将商人的行

为，推定为是为了营业而进行的行为。”［８］可见，

韩国《商法典》对商人行为的规范是采取“主体模

式”和“行为模式”两种不同路径实现的。

通过上述立法例与学理的考察可知：主观主

义优势在于涵盖面宽广，其弊端在于过于宽泛而

不具体；客观主义的优势恰恰在于具体，但因商行

为纷繁多样，列举方式难以穷尽商行为的范围而

难免疏漏；唯有折中主义方式扬长避短，为更合理

的规制方式。我国民法一般规范及单行商事法律

对某些商事基本制度无力做出规定，需要商法通

则在商行为制度中制定一般商行为和特殊商行为

规范，以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

（二）商行为制度融入民法典的可能空间

商行为是一种独立的行为形态，它既可以涵

盖意思表示，又不拘泥于意思表示，从而形成了与

法律行为和其它行为相互交织的奇特局面。一方

面商行为和民事行为之间相互区别依存，除了极

少数商行为之外，大多数商行为与民事行为的本

质相同，但本质相同并不能消除二者在行为构成、

效力确定和责任承担等方面的明显差别；另一方

面，有一些商行为，虽然在本质上与民事行为没有

区分，但由于其特殊性已经远远偏离民事行为，

以至于可以忽略和民事行为在基础上和本质上的

相同之处，比如证券市场中的衍生品交易行为就

不能简单按照民事买卖来理解。那么，立法与司

法中为什么会有商行为规则的存在？究其主要原

因：一是，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不同于传统民事行为

且不能被传统民事行为所涵盖的私法行为；二是，

既有民事规则不足以解决因商行为而产生的纠

纷，或者说用既有民事规则解决商行为纠纷不能

得到公正的结果［１３］。

那么，我们有无能力在民法典（主要是总则

部分）提供商法的一般性规范与主要制度规范？

对此应当更为深入细致地思考民商合一的立法体

例究竟给民法典的规则设计和未来的法律适用提

出了什么样的挑战。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体例下，

民法总则致力于构建一个民商合一的私法秩序，

在主体制度中并未区分民事法人和商事法人；在

法律行为制度中并未区分所谓民事行为和商事行

为，而构建了统一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商事行

为是商法的核心制度，是构建商法体系的基石。

这项制度除了满足形式理性的需求，更是法律适

用的基础，只有界定了商事行为，才能确定某种交

易行为应适用民事规范还是商事规范。大陆法国

家的商法典对商事行为均有系统、细致的规定，但

在我国，既没有专门的商事基本法，更无商事行为

的系统立法，甚至对于何为商事行为，其范围包括

哪些，学理上尚有不同的理解和主张。如石少侠

所言：“民法不可能涵盖商法的全部内容，亦不可

能完全无视商法与民法的共通性。因此，在编纂

民法典时，应当将商法规范与民法规范融为一体

的，就应当合为一体，如合同法；不宜融为一体的，

就应当给商事立法预留空间，用商事立法来为民

法拾遗补缺”［１４］。

（三）制定商法通则补充民法总则

江平教授曾指出，在民法典之外另立一部

商法通则来规定商事总则的内容为一种更为简

便可行的立法方式［１５］。首先，民法一般规范对

商事关系的调整过于宽泛而单行商事法律的调

整又过于具体，这就需要商法通则予以过渡。

比如现行商事法律缺乏商事代理的一般规定，

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可适用民事代理的一

般规定，但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存在区别，未作

区分不利于有效调整商事交易活动，也将破坏

民事代理自身。其次，民法一般规范及单行商

事法律对某些商事基本制度无力做出规定，需

要商法通则查漏补缺。依前述分析可知，民法、

商法具有迥然相异的价值理念、调整对象。因

此，民法对商法特有的一些制度，例如商业账

簿、经理权、营业转让等，明显无法做出规定；而

其又属于商事一般制度而无法为单行法所规

制，故对其进行规制仰赖于商法通则。如此，既

可填补现行商事法律规定的不足，也可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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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存在的冲突与矛盾进行协调。再次，

现行商事单行法之间未形成有机协调的体系，

反而杂乱无章、各自为政、彼此孤立，即商事单

行法只顾及调整各自领域的具体商事关系而忽

视调整商事领域的一般商事关系，且必然会浪

费立法资源，增加立法成本。商法虽然不搞法

典化，但其自身的发展也需要体系化、科学化，

更重要的是商法通则所要规定的内容既不是民

法总则及其分则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靠修订单

行商事法律就可以完成的。现有商法学者已经

提出的商法通则的立法建议稿，就是对民法总

则的有益补充。

综上所述，依据商行为的客观性、独特性以及

我国民法典编纂应对商行为的立法技术障碍，我

国应当制定商法通则，形成“总则—商主体—商

行为—商事责任—商事诉讼”五编的总体布局。

其中商行为编可分为两章：第一章为商行为的一

般规定，规定商行为的概念和分类等；第二章对具

体商行为做出规定，进一步界定商行为内容以及

权利义务关系。

　　四、制定商法通则重构商行为
体系

　　制定商法通则是商业实践的客观要求，有益

于维护健康的商事交易秩序，有助于法院形成统

一的裁判规范，有助于当事人形成妥当的行为规

范，最终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商事交易秩序。王保

树教授曾举全国商法学界之力主持起草了一部商

事通则的学者建议稿。２０１７年，由中国商法学研

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主持起草的

商法通则立法建议稿也正式发布。参照这两部学

者建议稿，商法通则应包含８部分内容，分别是商

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商事主体制度、商事代理制

度、商行为制度、商事登记制度、商号制度、商业账

簿制度和商业秘密制度。同时还建议商行为制度

除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引进商行为的一般规则外，

还应基于我国国情，采用列举式方法，明定应受商

法通则调整的商行为范围。

（一）制定商行为一般条款：营业／营利行为

商行为的一般条款也是商法通则通常应规范

的内容。商行为属民事行为范畴，但民事行为未

必能全部涵括商行为的特殊内容。尤其是对创新

性商行为，需要设置一般条款将其囊括在商法的

调整之内，然而我国民法总则等民法规范并不能

满足此种需求。因此，需进一步制定以营业／营利

行为为核心要素的商事关系才可以更加清楚的观

察到商事行为的内在特征。

我国民法总则建立了“营利”这一商法的核

心范畴，但并未进一步对“营业”这种“持续性营

利行为”进行界定。这涉及商人、营业转让、营业

租赁等具体制度的规范基础，也给商法通则留下

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实践中，我们一直未能开放

走街串巷的小商人的营业自由，未予一般性地认

可不需固定经营场所的营业行为的合法性，从而

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同时，民法总则在论及

个体工商户时，也对其是否需要固定经营场所保

持沉默。尤其对目前广泛存在的无固定经营场所

的微商营销，其是否属于营业行为并应进行营业

规制包括税法规制，法律上欠缺明确的依据，实务

中是否需对其进行规制以及如何规制也产生了较

大争议。此外，对于广泛存在的未登记的农家乐

餐饮、民宿客栈等创新商业形式，是否需要如同法

律对待农产品销售一样，采取适当区分的营业规

制政策等等，因为欠缺商行为的一般条款及豁免

规则，在实践中若采取等同规制的政策，就与国务

院有关鼓励发展政策相冲突，民生与营业如何协

调已经成为中国现时代的重大问题，但很显然民

法规范对此考量不足。同时，还有形形色色的各

种以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之名实施的“限购、限产

政策”，对商人的营业自由／营业权产生了巨大影

响，却无任何补偿性机制予以平衡。商人最需要

法律保护以对抗政治权力的非法／随意剥夺，若我

们不能通过设置商行为的一般条款，形成商人的

权利观念，以抵抗某些政治权力、他人权力的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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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随意干预，则不可能形成良善的营商环境［１６］。

为解决上述问题，显然需要超越传统商法典

关于商行为界定的束缚，对我国商行为的法律界

定作必要创新。营利法人（企业）所实施的行为

（除公益行为外）固然应界定为商行为，一般民事

主体实施的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行为也应界定为

商行为。换言之，不仅应强调商行为的营利性目

的，而且应强调商行为必须“以营利为主要目

的”。至于对“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解释，由司

法机关、仲裁机构及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形自由

裁量即可。就具体形式而言，出于提高法律适用

统一性的考虑，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

司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的法律条文释义等方式提供

法律适用指引［８］。

（二）商行为的特别条款

除此以外，还存在一些特别的商行为，要么在

民法规范中尚属空白，需以商法通则补充规整，要

么在民法典中全部收编，修改相应的民法规范，凸

显其对商行为的特别考量，但其中有些内容，例如

企业自主经营行为、决议行为、票据行为、不动产

商事租赁和商事联合行为等，很难在民法典当中

予以充分调整，若通过各单行企业法进行调整，又

难免造成立法重复，浪费资源。

１．企业自主经营行为

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商事经营中的案例，例如

免费自助寄存柜纠纷案、停车场车辆受损案等，法

官在裁判案件时往往用法律行为制度认定当事人

之间的法律关系，但裁判效果却不如人意。法官

在遇到此种困境时难以自拔，所暴露出的法律问

题便是在商事活动中出现的商行为需要不同于普

通民事行为的规则去调整，但由于立法传统，我国

的民事规则中没有针对商行为的特殊性而设计出

在商事环境中妥当调整商行为的体系性规范，故

而一旦出现此类纠纷，法律行为制度不得不成为

配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工具［７］。

２．决议行为

决议行为是指由多个主体根据法律规定或约

定的表决规则，在表达其意思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并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如公司股东会的决议，

董事会决议等）。通过决议，社团成员期望使自

己的意愿转变为团体的意思，但最终通过的决议

未必与成员个体意愿相一致［１７］。可见，企业决议

是多个独立的成员意思并存，偶然结合成为公司

的意思，进而产生“达成企业意思”的法律效果。

所谓“偶然”，是指每个企业成员分别表达的意

思，通过事先确定的表决权规则，被拟制为企业的

意思，依法产生对企业及其企业成员的约束力。

股东意思之表达，并不属于意思表示，而属于意思

通知［１８］。从性质上而言，多数成员的意思依然有

别于企业意思，企业成员的“意思表示”也不同于

法律行为意义上的意思表示。

３．票据行为

票据行为是商行为中全面贯彻商事外观主义

的典型，同时也是商行为独特性的具体体现。票

据行为与法律行为不同，其强调的是形式主义，在

票据行为里完全排除了意思表示中认定真实意思

规则的适用，立法对票据采取了严格的形式标准。

在为票据行为时，行为人必须按照法定的格式进

行填写，才能发生法律效力。而且在票据流通中，

只有持票人才享有票据权利。也就是说票据行为

的具体内容只以票面记载为准，只要票据行为符

合法定形式就产生效力，引起其发生的原因是否

存在或者是否有效都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这

些都是票据行为要式性、文义性和无因性特征的

具体表现。由此可知，票据行为奉行交易安全和

效率的商法价值理念，这与追求公平公正理念的

民法明显不同。法律行为如适用于票据行为，则

票据的功能体系定会被瓦解［１９］。

４．不动产商事租赁

在民事租赁中，承租人往往是为了居住而租

赁不动产，需要按照不动产的通常用途使用。但

商事租赁以营业为目的，基于营业自由原则，承租

人对不动产的使用灵活度要更高。在民事租赁

中，租赁合同到期，出租人可以拒绝续签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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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且不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但商事租赁租

约到期后，承租人享有租约延展权，或者若出租人

拒绝延展，其有权要求给予补偿，以弥补其由于迁

移商业资产而带来顾客流失的损失。这在法国甚

至被称为“商业所有权”，因此，承租人的权利带

有“准物权”性质［２０］。

５．其他行为

例如针对特许经营、连锁加盟、一体化分包

和经销合同等长期性的商事联合行为，由于难

以被统合到民法典中，因此，可以通过单行法的

形式，以表现其制度的特殊性。还有金融商品

和资产证券化行为，虽然其本质依然属于买卖

行为，但由于其交易方式和风险的原因，与其相

关的法律问题并非单一，往往涉及合同、侵权、

衡平法与证券交易法、信托法等众多法律，因

此，根本难以同时纳入到民法典中，可以通过单

行法方式加以体现。

总而言之，商事行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始

终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我们无法将其统一化、具

体化，因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而商法更是经验的

产物。社会中的许多商事交易行为，若没有意思

表示作为其成立的必要条件这一前提，法律行为

制度自然难以适用。

五、结语

虽然民法与商法存在共同点，但是民法与

商法由于在适用对象的生活关系上，两者分别

具有独立的、特殊的性质。经过提取“公因式”

而形成的法律行为制度固然是调整民商事行为

规则的最基本形式，但不是也不应是民商事活

动规则的唯一形式。我国既然要制定民商合一

的现代民法典，那么就必须面对法律行为制度

在调整商事活动上的不周延性。通过观察法

国、德国和韩国商法典的总则部分，我们可以发

现，纷繁复杂的商事特别法并非不可形成商法

通则。制定商法通则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设

定商法的核心范畴（营利、营业、企业、商人、交

易等）规范商法的原则、设计商主体及商行为的

一般条款，面对创新性商行为、商事交易、商事

主体制定特殊商行为规范，以便法院处理疑案、

难案，发挥其弹性规制的作用，从而统一商事纠

纷的裁判准据、尺度，增强商人的交易预期，有

利于提升裁判行为和商事规制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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